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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住房改革与业主行动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住房改革政策的实施，业主与社区之间的利益纽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增强，并为业主关注社区公共事务提供了动力。这既体现在常规的政治参与中，也体现在更加具有冲突性的维权行动中。通过对全国代表性样本的研究发现，房屋产权与政治参与积极性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但这种关系仅局限于新型商品房小区（李骏，2009）。除了常规的政治参与外，过去10年，业主行动（特别是维权行动）逐渐出现并呈现发展、上升态势。在学界看来，这种现象与中产阶层和公民社会有着很大的关联，它被看作公民社会发展的标志（陈鹏，2009）。与此同时，业主维权行动也给邻里治理带来很大的挑战和压力，吸引了来自社会媒体、公众、政府和学者的关注。在此背景下，本书旨在增加我们对业主社区活动参与以及业主维权行动的理解。考虑到众多业主行动发生于商品房小区，与私有住房产权紧密相关，作者首先简要地介绍住房改革和新住房管理制度框架的变迁，以更好地将相关的讨论置于一个具体的宏观背景当中。


一、住房改革和新住房管理框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带来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变，其中包括住房供给和消费（Ho & Kwong，2002；
 Huang, 2004; Lee, 2000; Wang & Murie, 1999）。住房改革也推动了新的住房管理制度框架的形成，给业主行动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大致而言，中国的住房系统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公共住房体系到市场化的历程（Zhou & Logan, 1996）。

（一）公共住房的私有化

住房制度改革前，中国实行“国家或者单位所有、实物形式分配、低租金近乎无偿使用的［住房］制度”（侯淅珉等，1999），绝大多数住房的产权属于国家或单位，居民不拥有房屋的产权。住房在中国城镇被当作福利优惠或者是职业薪酬外的补贴。住房为国家或单位投资建设，通常通过单位低价或者免费出租给住户。换言之，公共租赁为当时房屋出租的主要形式。与之相应的是，房屋的维修与管理主要是房管所的职责。总之，社会主义住房体系是以单位为基础，与国家行政体系紧密相关的制度，国家或单位垄断了住房的投资、建设、分配、所有权以及房屋管理。

上述住房机制给国家造成了持续的财政负担。然而，房屋质量却远不如人意，房屋短缺情况也较为严峻。由于住房租金非常低廉，大部分的租金都用于房屋的维护和管理，住房投资没有得到合理的回报；并且房屋出现质量低下和老化的问题，许多房屋损坏严重。为了改善这些问题，国家最早于1978年开始实行住房改革的试点工作，希望通过住房私有化来增加住房消费以及形成住房市场。经过一系列的试验和改进后，1988年国务院宣布了原有的公共租赁住房政策的终止。至此，住房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住房私有化的过程中，原有的公共租赁住房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既有租客或者公开出售。

（二）住房市场的发展

与公共租赁住房私有化过程相伴的是城镇土地改革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土地使用权开始商品化，一级和二级市场也逐渐建立（关于城市土地改革，可参见Li，1999），它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商品房则在市场经济机制的驱动下进行开发、供给和销售。随着相关制度框
 架的逐步建立以及交易限制的放宽，二级住房市场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和发展。

住房改革之下，许多城市居民购买了具有私有产权的住房并成为业主。随着住房改革的深化，业主大量出现在全国各地，私有住房拥有率在城镇急剧上升（尽管不同数据来源所呈现的确切数字略有不同）。比如，2005年，中国城镇住房拥有率达到85%，上海的住房拥有率从1997年的30.6%快速上升到2004年的82.0%（Arora, 2005）。住建部2006年估计81.6%的固定住宅为私人所有。笔者对2006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
[1]

 的分析显示，城镇受访者中，57.4%居住在他们自己所有、配偶所有或夫妻共同所有的住房，19.3%居住在出租房，18.2%居住在由家庭其他成员或亲戚所有的住房；另外，8.3%的城镇居民有超过一套房产。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城市已经变成一个由业主构成的社会。

此外，随着住房市场化，私人租赁市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具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民工潮”（李培林，2003）。由于租赁是流动人口住房的主要来源，“民工潮”的出现，给城市房屋产权结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是租赁率提高。对上海市浦东新区流动人口的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租房的比重高达69%；截至2000年，上海市常住人口的租赁率已经高达29.7%（康雯琴，2005）。上述数据表明，房屋自有率与租赁率同时上扬，是近年来城市房屋产权结构变化的两大特征。

（三）物业管理的法律和制度

随着住房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深入，物业管理服务也变成可交易的商品。几乎所有业主每月都需支付用以房屋管理和维护的物业管理费，其中包括诸如清洁、安全和维修等服务项目。

20世纪80年代，首家物业管理公司在深圳的高端住宅小区成立。1994年，深圳市政府颁布首例地方性物业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住房物业管理
 条例》，该条例中首次提及“业主委员会”这一概念。1997年，上海市政府也颁布相似条例（《上海住房物业管理条例》），并规定业主委员会由业主或业主代表选举成立。

2003年，国务院颁布《中国物业管理条例》，并在这份全国性的法律文件中明确指出，业主大会是社区内全体业主权利和利益的唯一合法代表，其成立需在各区域的房管局指导下进行。根据此项法令，《上海住房物业管理条例》在2004年进行了修改。

在市场经济深化的背景下，财产权的合法保护成为国家政策制定的重中之重；对此，民间呼声也非常高涨。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正案，更为明确地保护私人财产权。但是直至2007年10月1日，被《宪法》所保护的私人财产权才真正被写入《物权法》，并对私人财产的相关权利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因此，《上海住房物业管理条例》在2007年再次进行修改，以与《物权法》相一致。

为了应对物业管理法律纠纷案件的不断上升，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10日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房地产物业管理服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并于2009年10月1日开始执行。上述一系列法律和法规不仅为业主维权行动设定了界限，也为其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四）房屋管理的制度框架

国务院于2003年颁布的《国家物业管理条例》中对房屋管理的制度性框架进行了规定。然而，各省市在实际操作中略有不同。在此，笔者尝试对上海住房管理的制度性框架进行描述（详见图1-1）。
[2]



[image: image]

图1-1　上海住房管理制度框架




在上述房屋管理框架中，有五个主要的行动者
[3]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以及住房保障和管理局（以下简称为“房管局”）
[4]

 。

业主大会由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组成，代表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合法权利。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

（1）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2）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

（3）选举业主委员会，更换业主委员会的成员；

（4）选聘和解聘物业管理公司；

（5）筹集和管理专项维修基金；

（6）改建和重建建筑物及其配套设施；

（7）其余涉及业主共同所有权和管理权利的重要事项。

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并履行下述职能：

（1）召开业主大会，汇报物业管理职责的履行状况；

（2）代表业主大会与其所选择的物业管理公司签署物业管理服务合同；

（3）及时了解业主和物业使用者的意见和建议，并监督和协助物业管理公司执行物业管理服务合同；

（4）监督管理规约的实施；


 （5）其他由业主大会制定和分配的职能。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集体行动困境的存在以及业主委员会的自治地位尚未得以实现，一些社区即使符合条件，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也往往尚未成立。因此，业主大会以及业主委员会在某些社区的社区管理制度中处于缺失状态。

房管局和街道办事处指导并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建立和日常运作，以及其他物业管理事项。具体如下：

（1）指导业主委员会的建立；

（2）对业主委员会成立进行备案；

（3）可以要求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在规定的时间限期内改正其所作决策，或者撤销违背现行法律或者行政条例的决定，并应通知全体业主。

另外，住房管理局承担着其他更多的职责，具体如下：

（1）加强对收费管理服务的监督；

（2）及时处理由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使用者以及管理公司提出的涉及物业管理相关的投诉；

（3）命令有违背物业管理条例行为者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进行调整，并给予其警告，或实行罚款。

在上海，对住宅小区的管理在不断加强，因此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以及各社区的党支部也承担着更多的职能。根据《上海市加强住宅小区综合管理三年行动计划（2007—2009年）》
[5]

 ，居民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的领导职能被再次加强。
[6]

 该计划规定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居民委员会应指导并监督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以及业主大会的成立、选举和日常运作。区委、区政府及下属街道办事处对业主委员会的监督管理状况已被纳入绩效
 评估的指标中。因此，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成为房屋管理框架中的关键行动者。

需指出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在中国的行政体系中，区政府为最低层级的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并不属于政府机构。街道办事处为区政府延伸的分支，承担着大量的行政功能。从法律角度而言，居民委员会是自治、自我管理的机构，但实际上，居民委员会是街道办事处的下属机构，受其监督和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行政化（桂勇、崔之余，2000）。结合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实际运作状况和行政职能，本书从广义上将其视为政府的组成部分。

总之，业主大会代表并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业主委员会则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业主大会以及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和日常运作应依据国家和地方的物业管理条例，并接受区住房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以及居民区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房屋管理框架和宏观政治制度的交错构成了业主行动的制度背景，而下一部分将简述近年来业主行动的发展趋势。


二、业主行动的发展


住房改革开展以来，房屋所有权成为多数城市居民的主要财产形式。业主、房地产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关系是以市场交换和合同为基础的，三者的关系应受合同、法律，以及相关法规所调节。但实际上，由于路径依赖和监管框架的缺失，住房市场尚未发展成熟，并且各方在信息、专业知识和组织资源等方面存在不对称，“非完整契约”现象较为普遍。此外，房地产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并对地方经济有着巨大的贡献（郭建波，2007，第113页），地方政府严格监管房地产市场存在两难。房地产市场的松散监管导致了一系列物业纠纷，包括房屋质量低下、与住房单元面积相关的欺瞒，甚至非法销售（Chen, 2009, p.46）。因此，一些业主往往动员其他业主采取行动以集体维护与物业相关的权益。有学者指出，城市草根行动是与住房改革同时发展进行的（邹树彬，2005）。总之，住房改革所带来的住房市场的缺乏
 管理和消费者保护的不足成为业主行动的重要动因。

（一）中国的业主行动

基于住房的冲突和集体行动在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何艳玲，2007；孟伟，2007）。一项基于12个城市的调查表明，自2005年开始，越来越多以住房产权为起因的冲突以集体性行动的形式出现，并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态势（唐娟，2007）。类似发现也得到其他调查研究的支持。2009年，各级法院共审理涉及物业管理服务纠纷、房屋租赁等同类案件26.1万件，同比上升6.1%。
[7]

 造成有关物业纠纷的原因是多种的，其中关于物业管理和住房合同的纠纷最为普遍。根据北京社会科学院的调研结果，90%的物业管理公司曾侵占、损害过业主的利益（《新民晚报》，2006年7月8日）。根据建设部的统计数据，目前房屋合同纠纷中约有10%的问题是由规划引起的。
[8]



在上海，业主行动亦呈现类似趋势。根据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统计，涉及物业管理纠纷的诉讼在2004年增加了121%，在2005年则增加了116%。
[9]

 在浦东新区，住房纠纷则呈几何级数式增长。
[10]

 浦东新区法院在2004年受理住房纠纷案件4 851起，2008年受理8 088起，2009年上半年受理4 399起（按年份计算，同比增长则超过132%）。主要涉及住房纠纷诉讼的形式是集团诉讼，在所有群体性纠纷中占比75.8%。纠纷起源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房地产开发商和业主之间关于住房质量、公共设施及其他合同纠纷；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之间关于服务质量和逾期付款的纠纷；房屋拆除和补偿的纠纷；其中，涉及物业管理的纠纷数量最多，占比达到50.9%。


 类似的上升趋势也出现在其他城市。2005年，广州曾发生30起以上由物业管理纠纷引起的严重群体性事件（每起事件参与者超过30人）。
[11]

 北京海淀区法院在2009年受理涉及物业管理服务纠纷的案件超过4 000起，在所有案件数量中占比10%；昌平区则在2009年受理类似案件1 027起，2010年第一季度受理案件635起。
[12]

 尽管由业主提起诉讼的法院案件占比很小，但从此类案件的快速增长中，我们可以看到住房纠纷日益增加的普遍性。

面对住房相关纠纷，业主会采取一系列行动策略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包括联名抗议、诉讼、呼吁媒体关注，甚至封锁道路和大型抗议。在部分案例中，业主被高度动员起来。例如，2004年，一条在建公路计划在深圳市丰泽湖小区内部经过，小区业主得知后，超过500名住户（占小区住户总数近一半）进行了维权活动。
[13]

 2009年下半年，广东番禺有数万名业主签署了反对焚烧厂项目的反对书。经由手机和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动员，超过800名业主参与了维权活动。
[14]

 2007—2008年，上海部分业主由于担心磁悬浮列车项目对身体健康和房价所产生消极影响，抗议磁悬浮列车项目的扩展建设。2007年年中，业主开始开展维权活动，每天均有不少人参与，以反对该项目的建设。
[15]

 这些事件只是少数几个例子，相同性质的事件不胜枚举。实际上，大部分业主行动的规模仅为小到中等，采用的策略也较为温和。

（二）业主行动的性质

业主行动是由业主或者业主委员会发起的以维护与房屋所有权相关的合法权益的集体行动。在学术研究中，往往被称为业主行动或业主维权。
 然而，大多数业主行动发生并局限于特定的物业小区内，所谓的“业主行动”并不能被看作社会运动（Zhu, 2004）。尽管业主委员会在许多案例中可被视为组织资源，但业主行动并没有以维权为目的之正式组织。大部分的业主行动是由权益受损而触发的，并不具有长期目标。此外，传统策略和维权方式通常会被混合在一起以应对相关住房问题，而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策略的边界通常是模糊的。在本研究中，上述提到的一系列名词——包括业主行动、业主维权以及住房行动主义（housing activism）——可互换使用，以保持和已有学术研究的一致性。

本研究所指业主行动与住房行动主义一词较为接近。在一般意义上，行动主义意味着以产生社会或政治变迁为目的的行动。结合现有研究，作者对住房行动主义增加两个限定条件：一是本研究仅聚焦于以对住房管理机制产生影响为目的的住房行动主义，而无论这种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在住房行动主义的议程中，更好地保护财产权利（包括由住房所有权所衍生出的其他合法权利）和住房管理的自治权两项具有重要位置。二是本研究中住房行动主义的索赔者是业主或者业主委员会，而不是物业管理公司或者房地产开发商。因此，住房行动主义的定义如下：由业主或业主委员会发起的，以对住房管理机制产生影响为目的的行动。

住房行动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它的行动诉求是以住房所有权为基础的。因此，业主是主要的参与者。
[16]

 对手则包括房地产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若干个政府部门及其行政分支如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
[17]

 此处应注意到，当业主委员会的独立性、日常运作或者自治权成为业主维权所争取的议题时，现存的业主委员会则成为住房行动主义的反对者。但在本书中，对此类住房纠纷的关注较少。在下述章节的大部分案例中，可以看到，业主委员会是维权行动的重要行动者。

业主行动明显地区分于其他类型的维权行动（比如农村的维权活动），
 因为其主要参与者不是社会边缘群体（除少数例外，如被拆迁者），以及参与者的目标同时包括物质利益和相关权利。当公共利益被侵占时，业主拥有共同的诉求，他们可以通过社区网络以及业主委员会动员业主自身去推进诉求的发展和实现。此外，业主行动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也对这类集体行动的开展产生了推动作用。


三、研究视角与思路


笔者将在以下部分讨论关于业主行动研究的三种研究视角，分别是国家—社会关系视角，邻里政治视角和业主维权视角。笔者认为业主维权视角是研究业主行动最具洞察力的视角。然而，现有的学术研究仍然具有部分局限性，本研究试图对现有理论研究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

（一）现有视角

西方学术研究中关于中国业主行动的研究较少，但仍有部分是具有参考价值的（Cai, 2005; Chung, 2008; Dolven, 2003; Read, 2008; Shi, 2008; Shi & Cai, 2006; Tomba, 2004）。此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关于业主行动的研究也滞后于农村维权的研究。这些研究中，可区分出三种研究视角：国家—社会关系视角，邻里政治视角和业主维权视角。当然，实际经验研究往往采用多种视角。

1．国家—社会关系视角

业主维权充满政治意涵。在此研究视角中，最被关注的问题是：住房所有权和住房管理机制是否带来了全新的社会自治空间，业主委员会在何种程度上可被看作公民社会的组织，业主委员会是否改变了国家（包括政府机构和延伸的行政分支机构）和社会（业主和业主委员会）之间的关系。
[18]

 因此，有学者指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可以以集体行动为切入点（何
 艳玲，2007，p.197）。

实际上，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学界就开始讨论城市基层民主发展的可能路径。由于业主委员会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民间性自我组合，业主委员会被看作基层民主发展的一个可能的路径（桂勇，2001）。虽然早期的业主委员会存在着一些局限（比如业主参与度较低、需要政府部门的扶持），但是学界依然对其赋予了相当高的期望，认为业主委员会是基于产权私有制的市民社会组织的雏形，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夏建中，2003）。实际上，这一理论与经验的追寻一直影响到后来的研究（王汉生、吴莹，2011）。

新的住房管理体系已经创造出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其特点在于以规则为基础的自治，即业主和业主委员会遵循市场机制，寻求物业管理自治权。实际上，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所干涉，这导致了双方的紧张氛围。因此，新的社会空间是同时由国家和社会力量进行塑造的，并具有公民社会的特定特征（张磊、刘丽敏，2005）。

业主委员会是此研究视角中的基本聚焦点（Read, 2003），其关键议题是业主委员会是否具备了公民社会理论中的各项要素。现有经验研究的发现则是多样的。比如，从公民社会组织的角度进行考察，不同城市的业主组织在自治、参与和权利行使运作方面的表现存在着差异。业主组织的行为表现受到冲突经验、政治/法律环境和集体行动问题的影响（Read, 2008）。

在广州，业主行动的积极分子尝试建立业主委员会的联盟（张紧跟、庄文嘉，2008）。该组织的成员采取了7项非正式的政治策略去维护业主权益。该案例研究揭示了制度限制对草根社会组织的重要影响。缺乏合法性地位使得该组织不得不采取非正式政治策略，并对组织中的个人领袖具有严重的依赖。但与此同时，此类草根组织能够处理国家和市场无法处理的社会议题。因此，当此类组织不会对政治体制产生威胁时，国家允许其存在。

2．邻里政治视角

业主行动被看作具有改变城市空间能力的能动者（Read，2003；
 Tomba, 2004），因此也是一个考察邻里空间性质的窗口。在此类研究中，邻里维权的性质以及多个行动者之间的策略性互动是两个关键议题。

业主维权不仅为了争取私人利益，也为了争取集体利益以及社区自治。邻里维权的原初动力源自他人对财产权利的侵犯。然而，业主维权活动已逐渐演变为对规则的追求。部分业主积极分子甚至开始尝试参与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务工作和立法工作中。因此，邻里维权体现着一种新的日常政治类型（孟伟，2007）。邻里政治的性质由住房管理体系所决定，它同时包含着私人和集体的利益（邹树彬，2005）。邻里政治兴起的部分原因亦源于门禁式社区所营造的封闭居住空间，后者的作用类似于催化剂，加速了对集体资源的自主性动员（Tomba, 2005）。

现有案例分析指出，当业主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产生冲突时，业主委员会可能成为业主维权行动的阻碍，这使得业主最初维护利益的追求会逐渐转变为对自治权的追求，他们要求拥有选举出真正代表业主利益的业主委员会的权利（孟伟，2005）。他们通常采取的行动策略有：精英动员、民主参与、寻求政府支持以及诉诸社会资源（如大众媒体、律师、学者等）。一般而言，业主积极分子会采取四项共同的策略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问题化、向社会呼吁、集体行动和自主创新（孟伟，2007）。

随着业主维权的逐渐演变，一些新的特征也在慢慢显露：首先是和平、理性策略的运用（陈家喜，2008）；其次，权利意识正在觉醒并体现在维权行动的过程中，业主行动是公民意识形成的标志（陈鹏，2009）；最后，维护业主权益的半制度化途径正在形成（唐娟，2006）。

3．业主维权视角

冲突政治研究对业主行动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包括怨恨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机会理论在内的传统理论视角都被运用于理解目前中国城市的业主维权行动。

以所有权为基础的权利和利益受到房地产利益集团的侵占是业主开展维权行动最为突出的原因（张磊，2005）。然而，幸运的是，在当代中国，国家权力在地方层级呈现碎片化这一局面给业主维权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机会。与官员和媒体人员之间的联系帮助业主得以使用这些机
 会，并为业主行动的成功做出铺垫（Shi & Cai, 2006）。权力中心的多重性产生了客观机会，而业主熟练的策略运用可以将这些客观机会转换为可供利用的机会（施芸卿，2007）。积极分子的领导、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业主委员会有效的动员机制、恰当的行动策略以及丰富的资源帮助业主组织起自身力量，以抵抗房地产利益集团的侵占行为（张磊，2005）。其他学者则认为社会网络是业主维权的关键要素（Shi, 2008；曾鹏，2008）。

（二）对上述视角的简评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的前提预设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离。然而，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不能被清晰地描述为单一或统一的行动者。例如，尽管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承担着许多行政职能，但它们并不总是遵循与国家相同的行动逻辑（桂勇，2008）。同样，社会中的行动者也是多种多样的。

在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进行的大多数学术研究关注业主委员会在多大程度上可被视作公民社会的组织，然而，业主行动并不总是由业主委员会组织的。因此，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并不能解释部分发生在无业主委员会领导的社区内的业主维权行动。

邻里政治视角补充了我们对业主行动参与者、特征和策略的认识。但是，这种视角基本上属于描述性的，对业主行动的发展仅提供了较为局限的解释。实际上，业主维权行动的出现和发展需要理论视角的解释，对业主维权的社会政治含义的评估（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的重要关注点）需要建立在这样的前提认识上。业主维权的理论视角，尤其是政治机会理论，为住房行动主义提供了许多诠释。

业主维权行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大部分参与者拥有丰富的资源，同时行动者的诉求是建立在住房所有权和财产权利上的，而这也正是国家应该予以保护的。这种独特性与法律法规的发展相结合使得业主得以通过合法行为去维护他们的权益，比如业主可以采取集团诉讼方式进行维权。然而，采取合法的行动策略时，业主会面对何种促进或阻碍条件？这些行动策略对
 业主维权有何贡献？
[19]

 这些问题仍有待解答。

另外，现有的学术研究对近来发生的社会变迁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住房改革后，专业知识分子和公职人员仍然具有获得住房的优先权（Tomba, 2004）。体制内的业主也需要维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他们拥有或者能够获取对集体维权有重要意义的资源（如知识、信息、关系）。随着单位的控制逐渐减弱，这群体制内的业主对业主维权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互联网使用者的数量在迅速增加，2009年这一群体数量已经超过3.5亿。互联网被业主积极分子用作沟通和动员的平台，增强了业主维权的力量。
[20]

 然而，业主维权的现有研究则忽视了新的信息传播和沟通科技，互联网的角色作用需要更好地被纳入业主维权的研究中。

上述文献显示，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运用冲突政治来研究上海的业主行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应该超越对业主行动的描述，具体解释业主维权行动发生和发展的机理，并阐明业主行动的社会政治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深化我们对业主行动的认识。


四、本书结构


本书将详细考察业主的常规社区参与活动以及维权行动。第二章采取统计方法分析上海的调查数据，以考察住房产权与社区参与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自有产权（homeownership）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业主群体对小区事务的关心和参与，但是这种正向的关系受到（被访者所感知的）参与机会结构的影响。自有产权对社区参与的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业主行动的出现。为了更好理解业主维权性集体行动，第三章回顾了对不同类型维
 权行动的研究，包括农村地区农民的依法维权、环保维权行动、线上行动主义以及现有关于城市社区的业主维权。在回顾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作者指出本书中的业主维权行动（维权者）与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互动是理解业主行动的关键。具体而言，本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业主如何利用客观存在的政治机会，更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考虑到互联网已经成为业主维权行动的重要手段，而现在的研究少有考察互联网等新信息技术在业主行动中的角色，本书将深入考察互联网的使用与业主维权行动之间的关系。第四章使用统计分析方法考察业主维权行动的策略以及参与不同行动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维权者采取多种类型的策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包括“一般政治性策略”、“向大众传媒投诉”、“集体诉讼”以及“在线讨论”等。分析还进一步显示，中产阶层（以职业为标准）并不比其他阶层更加积极参与业主维权行动。在业主维权行动中，邻里关系是重要的动员结构，而业主委员会是业主集体利益的合法代表，因此业主委员会成员身份和邻里社会关系对参与业主维权行动具有较大的影响。此外，商品房业主身份对参与维权行动的影响最为一致、明显。该统计结果似乎表明维权行动既受到合法权益（商品房业主身份）的驱动，也受到行动所嵌入的社会情境的制约（例如，邻里社会关系与业主委员会等组织资源）。第五章深入考察了一个业主维权案例，并借此讨论了地方政府对业主维权诉求的回应、地方政府与维权业主之间的互动。研究指出，许多商品房小区的业主在体制内工作，他们熟悉政府的运作规律，也具有很多内部的信息，这些体制内的业主通过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甚至直接运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来促进业主维权行动的成功。可见体制内业主的参与和贡献有助于维权积极分子更好地利用客观存在的政治机会结构。第六章深入考察互联网的使用与业主维权行动之间的关系，其中网上业主论坛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在线平台。统计分析指出，网上业主论坛是否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与小区类型有着密切的结构性关系；通常，商品房小区的业主更容易使用小区业主论坛。网上讨论与住房相关的问题有助于增加业主参与维权行动的可能性，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商品房小区业主具有更高的参与率。业主在线论坛对于小区层面的业主集体行动的发生和发展也具有显著的贡献。此外，第六章还使用归纳法对互联网在业
 主维权中的角色进行类型学划分，指出互联网可以被看作信息公开平台、讨论平台、动员结构、桥接型（linking）社会资本以及外部盟友。第七章不再局限于小区内的业主维权行动，而是比较厦门反PX（二甲苯化工项目）和番禺反垃圾焚烧厂这两个邻避维权的案例，并探索互联网与邻避维权动力之间的关系。考察这两个邻避维权案例是基于如下考虑：一方面，业主是这两起邻避维权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另一方面，邻避维权是为数不多的存在跨小区协同行动的维权形式，对其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好评估业主维权是否有可能为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这两个案例的发展轨迹表明，尽管互联网在邻避维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些维权事件的发展明显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包括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方式，特别是政府对传统媒体报道的管制、对在线表达的控制，政府采取传统的手法对民众进行反动员（说服民众不要参与其中），等等。此外，尽管业主非常关心这些小区外的工程对小区生活环境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担忧并不必然导致集体维权的发生；邻避维权的发生有赖于核心积极分子在维权初期持之以恒的讨论、动员以及营造共识的努力。正因为这样，互联网在维权的不同阶段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总体而言，本书的研究表明，随着商品房市场的发展以及自有产权率的上扬，业主与小区之间的利益纽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业主也具有更强的动力参与社区行动，包括常规社区活动参与与维权行动；然而，业主行动受到众多外部要素的制约，绝大多数业主行动仅仅局限于小区内，而少有发展出跨小区的协同行动。换言之，业主行动被外部制约分割为大致孤立的小规模的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说，私有产权自身并不必然带来市民社会的蓬勃发展，而业主行动与市民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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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来源：http://www.cssod.org/news04.php。


[2]
 上海市为中国的直辖市之一，这对业主行动具有一定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政治机会的来源之一，在上海较少层级的行政管理系统之下，政治结构机会也相对减少。另一方面，与上海城市特性密切相关的是当地政府的强大能力。反过来，强大的行政能力预示着当地政府更有可能去回应业主的诉求。然而，在多个城市比较案例的研究中，直辖市的城市特性对业主行动的影响并不比其他单个城市显著，因此本研究并不着重关注这一城市特性。


[3]
 本研究并不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其中的作用。


[4]
 住房保障和管理局前身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http://www.shfdz.gov.cn，2010年1月21日。


[5]
 http://www.shfg.gov.cn/fgdoc/zt/snxdjh/200911/t20091127_348588.html，2010年1月21日。


[6]
 尽管三年计划强调了居民区党组织的角色，但其与居民委员会两者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对于社区居民而言更是如此。实际上，大多数社区管理工作是在两个机构的一致意见下进行的。两个机构人员的重叠也使得居民很难在实际任务中区分两个机构人员的特定作用。


[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11168991.html，2010年1月3日。


[8]
 http://www.ewen.cc/qikan/bkview.asp? bkid=71334＆cid=157251，2010年1月3日。


[9]
 http://www.acourt.gov.cn/platformData/infoplat/pub/no1court_2802/docs/200511/d_419511.html，2010年1月12日。


[10]
 http://www.pdfy.gov.cn/pditw/gweb/gww_xxnr_view.jsp？pa=aaWQ9MzlxOTkmeGg9MQPdcssPDcssz，2010年1月20日。


[11]
 http://www.cctv.com/program/wnfw/20070322/101160.shtml，2010年1月20日。


[12]
 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 oid=66246844，2010年1月21日。


[13]
 http://www.southcn.com/estate/news/gdls/200407210108.htm，2010年1月21日。


[14]
 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09/nov/23/china-protest-incineratorguangzhou，2010年1月5日。


[15]
 http://news.qq.com//a/20070528/001113.htm，2010年1月21日。


[16]
 住房行动主义和环境行动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叠，尤其是邻避行动。然而，并非所有的环境行动主义都是住房行动主义。


[17]
 邹树彬（2005）对住房行动主义的特征进行了全面的概括。


[18]
 公民社会理论和合作主义都可作为国家社会理论的研究视角。在关于业主行动的研究中，以公民社会理论为重点。


[19]
 业主积极分子可利用法律支持自己的呼吁，在法庭上保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或者将法律作为影响立法的工具（陈鹏，2009）。我们对第一种行动了解较多，但对第二种行动则了解较少。对立法过程施加影响并不是常见的行动方式，因此本研究不关注立法过程。


[20]
 http://www.pdfy.gov.cn/pditw/gweb/www_xxnr_view.jsp？pa=aaWQ9MzlxOTkmeGg9MQPdcssPdcssz，2010年1月20日。









第二章　房屋产权与社区参与


本章将考察房屋产权对社区参与的影响。这里的社区参与和文献中的“地方性社会卷入（local socio-political involvement）”概念类似，均指居民对地方性公共事务的参与状况，而这些公共事务可以是政治性的也可以是非政治性的（Roheetal.，2000）。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卷入”这一概念经常被研究者提及，但不同的文献对于“卷入”概念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Erbe（1964）在研究“社会卷入”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时使用Chapin社会参与量表来测量组织卷入程度，大致将组织卷入理解为参与组织。Pascarella等（1988）则将“市民卷入（civic involvement）”理解为包括帮助他人、参与社区活动、成为社区领袖、影响政治等活动在内的综合性概念。Taylor（1996）认为“地方性社会卷入”应该包括地方性社会互助、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等内容。Cohen等（2001）将“心理卷入”理解为卷入政治、社会事务的程度以及对这些事务的知晓程度，并将心理卷入与更为主动的政治参与相区分，然而，这种区分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政治参与的研究中，亦有研究者将政治兴趣、被动的政治参与和主动的政治参与统称为“政治卷入”（Alford & Scoble, 1968）。可见，“卷入”意味着行动者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参与组织、活动，或者成为社会关系的一员。此外，“社会”一词的含义既可以指社交性（Taylor, 1996），也可以指社会性、公共性（Kingston & Fries, 1994）；在此，笔者取其第二种含义，将“社会卷入”理解为卷入社会性、公共性事务中。综上，本章的“地方性社会卷入”概念是指居民对地方性公共事务的参与状况，
 个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

为了考察住房产权与社区参与或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关系，笔者将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现有的经验研究与理论解释探讨如下问题：（1）在上海，房屋所有者与租赁者的社会性卷入程度是否有差异？（2）如果有差异，带来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差异？对上述问题的深入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目前，对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研究主要关注住房制度改革过程的成败，其研究重点在于住房制度改革的经济维度（Lee, 2000），较少有经验研究关注住房制度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含意。
[1]

 正如上一章所指出，中国城市房屋产权结构的变化具有深远的社会含义。房屋产权向私有化转变意味着城市居民利益的生长，居民的居住空间与利益空间合二为一，也可能为城市基层民主提供了契机与坚实的社会基础（Read, 2003）。尽管少量文献分析了房屋产权对居民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社区选举与社区治理的影响（刘春荣，2005），我们仍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来呈现住房改革对社区生活的影响。

此外，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城市社会学中，房屋产权（homeownership）被认为具有独特的转型（transformation）力量，可以影响人的态度、信念和行为（Blum & Kingston, 1984; Jelen, 1990; Verberg, 2000；恩格斯，1972）。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拥有房屋产权是历史的“倒退”，因为这使他们被整合进支持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意识形态中，这时候他们的阶级联盟既不是租客工人，也不是资本家阶级。此后，新马克思主义者广泛讨论了拥有私有房屋产权对工人的阶级维权、阶级忠诚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这些理论被称为“政治整合议题（political incorporation thesis）”。大致而言，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拥有房屋产权给个体带来两方面的影响（Gilderbloom & Markham, 1995; Verberg, 2000），个体将会更加积极地卷入社会事务和政治活动中，同时对经济、社会议题持有更保守的态度。“政治整合议题”引发西方学者对房屋产权的社会含意与后果的广泛研究，甚至成为美国住房政策的理论基础。与消极的观点相对，积极的观点认为拥有自有产权住房会使业主对家庭、社区甚至国家有更大的责任感。正如Lyndon B. Johnson所说：
 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能够将居民留在社区中，同时可以增加个人的责任感（Green & White, 1997）。换言之，房屋产权具有转型力量这一理论观点在社区中表现为，自有房屋产权对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具有正面的影响，即，业主会比租赁者更深地卷入到地方性公共事务中去。在某种意义上，研究房屋产权对“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影响，也可以间接检验“房屋产权具有转型力量”这个理论观点。


一、现有研究发现与理论解释


（一）房屋产权的社会、经济后果

房屋产权具有强大的转型力量，能给个人与社区带来广泛的社会效应和后果，学术界对房屋产权的影响与后果的研究也非常广泛。
[2]

 房屋产权带来的积极后果包括社区稳定、居民积极的社会卷入，居民积极的地方政治参与、邻里活动主义，促使居民对社区环境的关注，等等；此外，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屋还有利于个人健康、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有利于降低社区的犯罪率。
[3]

 大致来看，关于房屋产权对家庭与社区的影响的研究集中在四个主要的领域（Dietz, 2003）：一是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房屋所有者的孩子学习表现更令人满意，较少有行为问题，较少出现未婚怀孕的情况（Aaronson, 2000; Green & White, 1997; Haurin et al., 2002）；二是对生活满意度、居住环境满意度和心理状态的影响——总的来说，房屋所有者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以及生活满意度均比租赁者的高，他们似乎也比租赁者更加快乐（Rohe & Basolo, 1997; Rohe & Stegman, 1994）；三是对住房市场价值的影响——较高的房屋自有率有助于提升该社区中的住房市场价格（Coulson et al., 2002; Rohe & Stewart, 1996）；四是对参与政治活动、参与市民组织的影
 响——房屋所有者会比租赁者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与市民组织，即使排除社会经济地位等个人特征后，这种关系依然存在（Blum & Kingston, 1984; Cox, 1982; Dipasquale & Glaeser, 1998）。

（二）房屋产权与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实证发现

回顾现有的文献可以发现，不少实证研究发现房屋产权确实能够影响居民参与当地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与租赁者相比，房屋所有者对当地事务更加关注（Sykes, 1951），也会更多地卷入社区政治活动中去（Alford & Scoble, 1968; Steinberger, 1981）。房屋产权与参与社团、参与地方性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已被广泛证实，并且现有的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Rohe et al., 2000; Rohe et al., 2002）。
[4]



早在1982年，Cox（1982）发现房屋所有者比租赁者更有可能卷入地方事务中，更倾向于参加各种与地方问题相关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出席会议、参加解决社区问题的组织、写信与签名。此后，许多后续的研究成果支持了类似的观点。例如，Blum等（1984）分析了Fischer 1982年在北卡收集的数据后发现：与租赁者相比，房屋所有者更倾向于支持传统主义，更积极卷入志愿性组织和非正式社会交往网络；
[5]

 即使控制了社会经济地位、生命周期、生态学变量与居住时间，以上关系在统计上依然显著。Lyons等（1989）发现，房屋所有者比租赁者更倾向于参与地方性政治活动，同时，也更有可能表达自己对地方政府的不满。Perkins等（1996）发现房屋所有者比租赁者更有可能参与社区内的草根组织。最强有力的证据来自Dipasquale等（1998）的研究，作者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法对美国GSS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房屋产权与社区参与之间有相当稳健的联系：即使控制了年龄、种族、性别、婚姻状况、小孩数量、收入、教育程度、城市大小等变量，房屋所有者依然比租赁者更有可能参与解决社区问题，参加非专业
 （non-professional）组织，更愿意在地方选举中投票，更有可能出席教会活动、拥有枪支，
[6]

 也更有可能认识地方官员。

虽然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房屋所有者会比租赁者更加积极参与地方性公共事务，可是，部分研究者认为，房屋产权的影响是混合性的。例如，Kingston等（1984）发现，房屋产权与公民参与当地公共事务之间的二元关系（bivariate relation）在统计上显著，但控制其他变量后不再显著；只有投票行为与房屋产权之间存在显著的多元关系——作者发现，即使控制其他变量，房屋产权对投票行为仍具有显著的影响。Kingston等（1994）分析GSS数据后发现：与租赁者相比，房屋所有者更有可能在地方选举中投票，但只有女性房屋所有者更有可能参与解决社区问题；房屋产权与参与志愿性组织之间不存在正向关系。Rohe等（1994）采用追踪研究（longitudinal study）来比较房屋所有者与租赁者参与社区组织的情况，研究发现房屋所有者更加有可能参与邻里协会和街区协会（neighborhood and block associations），可是，在参与其他类型的社区组织方面，房屋所有者与租赁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18个月后的第二次追踪研究再次证实了该结论（Rohe & Basolo, 1997）。最后，有部分研究者认为，房屋产权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这个变量并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Reingold, 1995），来自香港的实证研究似乎证实了房屋产权不具有显著影响的观点（La Grange & Yip, 2001）。

（三）房屋产权与地方性社会卷入——理论解释

为什么房屋产权对个人的地方性社会卷入有显著的影响呢？已有文献不同程度地提及房屋产权对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影响机制，不过，房屋产权如何影响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具体机制需要更多的研究（Rohe et al., 2000; Scanlon, 1996）。对现有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已有的理论认为：由于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屋，房屋所有者与社区的经济联系比租赁者多得多（financial stake in the community），所以，房屋所有者比租赁者更积极地参与社区的公共活动与公共事务。具体地说，受关注较多并有实证研究检验的影响机
 制主要有两个（Dietz & Haurin, 2003）：一是与交易成本相联系的“流动障碍”理论；二是“投资回报”理论。这两种理论分别从住房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出发，以客观存在的利益作为影响中介来解释房屋产权的影响。

“流动障碍”理论从使用价值的角度进行解释：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假如房屋所有者卖掉已有的房子、购买并搬进新的住房，其成本是非常高的；而租赁者改租新的住所付出的成本则低得多；这导致房屋所有者在社区内居住的时间比租赁者的长。这样，房屋质量与社区环境对房屋所有者的生活质量的影响比对租赁者的影响更大，因此，房屋所有者会比租赁者更加积极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研究者普遍认为，私有房屋产权直接或者间接地给社会流动带来了巨大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增加会降低居民的流动速度，从而形成了“流动障碍”机制。Haurin等（Haurin & Gill, 2002）的研究发现：对房屋所有者来说，从卖掉已有的房子、购买新房子到搬进新的住房的这个过程所花费的金钱约占家庭总收入的4%，远远高于租客所花费的费用。对美国的经验研究表明，房屋所有者的平均居住年限远大于租赁者的平均居住年限。Rohe等（1996）的研究显示，社区中自有产权房的比例每增加10个百分点，居住时间在5年以上的居民的比例约增加3.6个百分点。居民流动速度的降低意味着社区稳定性的增加，这会促进居民的地方性社会卷入。一般来说，居民在一个社区中的居住时间越长，社区环境对他的影响也就越大，他也越有可能关心社区事务与社区环境。Cox（1982）发现，房屋所有者比租赁者更有可能参与地方事务，这种影响主要通过“流动障碍”机制起作用：居民在社区中居住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感知到社区存在的问题，越有可能参与社区公共活动。作者解释说，房屋所有者搬离成本远远高于租赁者所花费的成本，因此，当邻里出现问题的时候，房屋所有者比租赁者更有动力通过自身的参与行动来解决邻里问题。对“流动障碍”理论强有力的支持来自Dipasquale等（1998）的研究，他们发现，即使考虑了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法进行估计，房屋产权依然对地方性社会卷入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对房屋产权的影响进行分解，发现这种影响大部分来自房屋所有者的低流动性：一旦控制了居住时间，房屋产权的直接影响将大大减少。该文章还指出，类似的影响机制在德
 国也存在。可以说，Dipasquale和Glaeser的研究为“流动障碍”理论提供了直接的支持。“流动障碍”效应甚至被认为是最强有力的发现（Dietz, 2003）。

除了“流动障碍”理论，现有文献还提到“投资回报”理论（investment return theory）（Scanlon, 1996）。
[7]

 “投资回报”理论从房屋的交换价值进行解释。该理论认为，通过购买住房，房屋所有者在社区中的“投资”比租赁者多，并且，这些“投资”将会受社区环境的影响，为了使“投资”能保值、增值，房屋所有者将会比租赁者更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投资回报”理论将金钱利益视为卷入地方性公共事务的首要驱动力，属于经济学视角。房屋是居民财富的重要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拥有自有产权房不仅意味着房屋所有者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还意味着房屋所有者在社区中投入了巨额的金钱，从而，房屋所有者与社区的金钱联系比租赁者更紧密，房屋所有者比租赁者更有动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并采取行动来改善社区环境。换言之，房屋所有者把地方性社会卷入看作“保护对房子的经济投资”的一种手段（Blum & Kingston, 1984; Rohe & Stewart, 1996）。这样，房屋所有者在社区中的社会卷入行为具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基础。一些研究者指出，在美国，购买房子能够提供比较稳定的收益，因此是一种比较好的投资方式（Farmer & Barrell, 1981）。拥有房屋可以为个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能够为个人提供生活上的保障，当个人步入老年期或者失业时更是如此（Saunders, 1990）。拥有房屋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是改变行为的一个原因（Merrett, 1982）。“投资回报”理论不仅被用于解释房屋产权对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影响，还被用于解释房屋产权的其他社会后果。比如，Rohe等（1996）在研究房屋产权对社区稳定性的影响时，将拥有房屋产权所带来的“投资回报”作为分析框架中的直接影响机制。他认为“投资回报”直接影响居民的社区参与和社区满意度，从而间接影响社区稳定性。虽然“投资回报”理论逻辑直观、清晰，可是，直接对该理论进行检验的经验研究并不多见。Agnew（1978）认为居民对“家”所持有的投资取向是解释邻里公共参与的重要变量，其研究结论支持金钱利益在驱动邻里参与中的积极作用；但是，Cox
 （1982）的研究发现与Agnew相左，Cox解释说：看重房屋交换价值的人，往往流动性也比较强，因此这类人对社区问题并不关心。

综上所述，现有多数理论解释认为拥有自有产权房将强化个体与社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进而强化参与意愿，并促进地方性社会卷入。参与意愿与地方性社会卷入的理论模型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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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参与意愿与地方性社会卷入





二、参与意愿、机会结构与地方性社会卷入


（一）个体的理性决策：对现有理论解释的批判

“流动障碍”理论与“投资回报”理论认为，房屋产权强化了个体与社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经济利益将会强化个人的参与意愿，从而促进其地方性社会卷入。这两种理论潜在地假定：居民与社区之间的经济利益联系越强，其参与意愿越大；居民与社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强，地方性社会卷入的程度也越大；在此，经济利益联系被看作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充要条件。这样，房屋所有者、租赁者两者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密切程度的差异带来了房屋所有者与租赁者参与意愿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差异。实际上，这些潜在的理论假定是不完善的。首先，地方性社会卷入的产出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不具有排他性，这意味着，不管居民自身是否卷入地方性公共事务，只要公共产品被生产出来，社区内所有的居民都可以享用这一产品。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往往会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出现（奥尔森，2003），因此，客观的利益联系并不意味着地方性社会卷入行为必然发生。根据理性选择理论，面对这种困境，居民不参与才是符合理性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称之为“理性忽视（rational ignorance）”（Rosenstone & Hansen, 
 1993）。当然，参与行为实际发生的可能性远大于理性选择理论的预测，这是因为某些社会条件的存在有助于克服“理性忽视”问题。例如，社会生活的社交性（social nature of society）与动员（mobilization）有助于解决“理性忽视”问题（Rosenstone & Hansen, 1993）。其次，这两种理论将参与意愿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普遍的，看作与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完全没有关系的常数；具体来说，研究者将参与意愿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设定为单调递增关系。这样，现有的理论解释隐含着这样一个推论：房屋所有者、租赁者两者与社区之间的经济利益联系存在差异，因而两者的参与意愿也存在差异，最终导致了两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行为的差异。在该理论假设下，这种差异是相对固定的，并均匀地分布于不同（类型的）社区之中。事实上，如果该推论成立的话，我们很难理解与这不完全相符的实证发现。例如La Grange等（2001）的研究并未发现房屋所有者与租赁者在地方事务的参与水平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换言之，“流动障碍”理论与“投资回报”理论能解释房屋所有者和租赁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差异，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房屋产权的影响会是混合型的（Kingston & Fries, 1994; Kingston et al.，1984; Rohe & Stegman, 1994），更无法解释为什么部分研究发现房屋产权的影响不显著（La Grange & Yip, 2001）。在一定程度上，现有理论解释的局限与它们的方法论立场有关。这两种理论沿袭了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思路，强调不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个体理性选择的作用，强调个人利益盘算对个体的行动决策的影响，却忽略了超越个体的宏观背景的作用，忽略了地方性社会卷入行为所赖以产生的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流动障碍”理论与“投资回报”理论将地方性社会卷入看作是个人在经济理性驱动下必然发生的行为，“房屋产权——经济利益——参与意愿——地方性社会卷入”是这两种理论背后的基本逻辑。在这种逻辑中，参与意愿被看作经济利益联系的必然后果，同时，参与意愿被看作地方性社会卷入行为发生的充分条件。实际上，参与意愿与经济利益联系之间的关系并非普遍的，经济利益对参与意愿的影响还会受到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同时，参与意愿并非是地方性社会卷入行为得以发生的充分条件，一
 个行为的发生，不仅因为行动者“想”这样做，还因为他/她“能够”这样做，即特定行为的发生是“意愿”、“机会结构”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现有的理论主要关注“参与意愿”的影响，忽视了“机会结构”对地方性卷入行为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有的理论解释是不完善的。

（二）机会机构：限制决策的整体结构

结构性因素会影响个人的行为，这一点不仅仅是常识，同时也被不少实证研究所证实。事实上，实证研究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引入结构性因素所可能带来的研究进展。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表明，邻里特征能影响个体的行为，带来不同的社会经济后果，这种效应被称为“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Dietz，2002）。对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发现，社会背景与政治背景确实能影响个人的政治行为（Books & Prysby，1988）。例如，史天健对北京公民政治参与行为进行研究后发现，政治制度的设置会影响政治参与所需要的资源、参与的模式、手段与策略（Shi, 1997）。正因为这样，采用个人主义方法对政治参与行为进行解释的思路已经受到批评；而研究社会背景、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对政治参与行为产生的背景性效果（contextual effect），既可以使描述更接近社会现实，又可以深化对政治参与行为模式的解释，因此具有重要的价值（Schlozman, 2002）。

社会背景因素会影响、制约个人的行为，这一研究思路同样适用于地方性社会卷入这一领域。实际上，现有的社区研究文献已经注意到社区背景因素对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影响。社区背景因素对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影响已经受到广泛的关注（孟伟，2005；张红霞，2004；缪青，2005；马卫红等，2000）。研究者指出，社区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甚至可能大于个人背景的影响（马卫红等，2000）。其他研究也强调了社区背景因素的重要作用。缪青（2005）对北京的研究显示，商品房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意愿最高，“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居民认为社区参与是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其比率在平房、单位和商品楼社区分别是60.0%、53.7%和66.7%”。张红霞（2004）对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品房小区和传统小区的比较研究发现，商品房小区居民更加积极地参与民主选举和社区教育学习活动，更关心社区环
 境卫生，但较少参与志愿者活动。作者指出，这种差异可能与小区居民的教育水平、生活状态有关，也可能与小区的整体氛围有关。孟伟（2005）对业主集体行动的分析显示，随着房屋产权形式的改变，业主、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关系在逐步改变；当今，业主更有可能采取集体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

社会背景因素、结构性因素会影响地方性社会卷入行为，这一研究思路与社会学的基本洞见是一致的。然而，研究房屋产权与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大部分文献都忽视了这一点。从逻辑上说，地方性社会卷入行为是否发生不仅与参与者个人的参与意愿有关，还取决于实际存在的参与机会结构。正如政治参与的研究文献所指出，参与行为实际上是对参与机会的一种反映，如果不存在相应的参与机会结构，参与意愿就不可能转化为实际的参与行为（Leighley, 1995）。例如，如果不存在信息渠道，居民不知道该何时、怎样参与，从而，参与行为就不可能发生；如果没有人组织集体性会议，即使居民具有参与意愿，参与行为也不可能发生；如果不存在制度性的参与渠道，即使居民愿意提出建设性意见，其实际发生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正因为参与行为同时取决于参与意愿与参与机会结构，房屋所有者与租赁者在社区参与行为上的差异既不是固定的，也不可能均匀分布于不同社区之中；实际的参与行为会随着个人的参与意愿与实际存在的参与机会而变化。

在进一步论述前，有必要简要阐明机会结构这一概念的含义。机会结构这一概念源自社会运动的研究文献，特别是政治机会结构的理论传统——政治机会结构是指那些比较常规的、相对比较稳定的、能够改变人们社会运动参与度的政治环境。在《运动中的力量》一书中，塔罗（2005）描述了四种政治机会：政体外的群体的社会运动创造出来的政治机会结构，旧的政治平衡被破坏后产生的政治机会结构，政治精英分裂而带来的政治机会结构，社会上有势力的群体与社会运动结成联盟从而带来的新的机会结构。Gamson等（1996）对政治机会结构的含义进行了整理与分类，他们将各种类型的机会结构放于一个2×2的表格中，其中横轴对应的是稳定和变动的政治机会，纵轴对应的是文化型和制度型政治机会。赵鼎新
 （2006，第196—202页）对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在政治参与的研究文献中，政治机会更多是指由于动员而带来的参与机会，或者可以将政治机会等同于个人所面临的制度性政治参与途径（Leighley, 1995），个人由于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而拥有不同的机会结构；在这种理解框架中，机会结构并非仅仅是个人对社会结构的理性使用，更多是强调了客观的机会结构。在本书中，机会结构是指在社区层面的比较常规、相对稳定的参与渠道；在该定义中，机会结构被看作相对客观的、结构性的因素。

关于机会结构影响地方性社会卷入行为这一点，Reingold（1995）对芝加哥地区的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性：公房租客（public housing renter）的社会卷入程度与房屋所有者的社会卷入程度没有显著差异，但是私房租客（private renter）的社会卷入程度显著低于房屋所有者的社会卷入程度。作者结合芝加哥的社会背景和制度安排进行分析，认为参与机会是解释该实证发现的关键，即个人的实际卷入程度不仅受到与家庭财产相关的经济利益的驱动，还与个人所处的组织环境有关系。具体来说，芝加哥的当地居民管理组织（LAC）为公房租客提供了很多参与机会，丰富的参与机会造就了公房租客较高程度的地方性社会卷入，从而可以解释公房租客的社会卷入程度与房屋所有者的社会卷入程度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经验发现；对私房租客而言，类似的制度化参与渠道是缺失的，从而，私房租客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也比较低，这就可以解释私房租客的社会卷入程度显著低于房屋所有者的社会卷入程度这一经验发现。
[8]

 综上所述，参与机会结构的差异可以解释公房租客、私房租客的参与水平的差异。

此外，对香港地区的研究也值得借鉴。La Grange等（2001）研究发现，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方面，房屋所有者并不比租赁者积极。不可否认，这一发现与香港的住房制度有关，因为香港的公房本身与社区稳定、社区团结相
 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房屋产权对社区参与没有影响这一现象。然而，笔者认为这一现象也与香港的物业管理制度有关，深入分析香港的物业管理制度有助于理解参与机会结构对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制约作用。在香港，绝大部分住房属于大规模的高层建筑，这种建筑结构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物业管理上的困境。具体来说，居民个人直接卷入当地公共事务的管理变得不太现实，与之相应，物业管理机构采用了专业化管理模型。现有的研究表明，香港地区绝大部分的住房管理都采用专业化管理模式。相应地，几乎所有的管理职能都委托给专业管理机构，居民只需要最低限度地卷入住房管理事务当中，不管在决策方面还是在执行方面都如此。换言之，由于强势的管理机构的存在，居民参与的重要性被边缘化了。这种制度安排使业主卷入地方性公共事务的主要机会仅局限于少数几次的常规会议，只有在对管理机构存在强烈不满的情况下，居民才会卷入其他非常规性行动中。
[9]

 对香港的研究的启发是双重的：一方面，制度化参与渠道的缺乏，是业主的地方性社会卷入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这体现了机会结构对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在专业化管理模式下，业主的作用被边缘化，这反过来对业主的参与意愿产生消极的影响。现有的研究文献指出，个体是“嵌入”社会中的，“嵌入”既结构性地将个体与机会结构连接起来，同时也会改变个体对自我感知的定义，两者同时影响个体的行为（Passy & Giugni, 2001）。个体的参与意愿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背景而产生，经济利益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研究表明，只有个体预期行动能有所成效时，行动的动机才会被强化（Klandermans, 1984），从这个意义上说，参与意愿的强度也内在地“嵌入”社会背景中，受到机会结构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居民所处的社区背景因素会直接影响参与的机会结构，而机会结构对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机会结构直接影响个体的地方性社会卷入水平，倘若参与机会比较缺乏，参与机会结构将会直接制约房屋所有者的社会卷入程度，从而导致房屋所有者的实际
 参与水平与租赁者的实际参与水平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另一方面，机会结构通过影响个体的参与意愿而间接影响个体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的程度。不同社区的背景因素的差异，会直接影响社区层面的机会结构，从而，房屋所有者和租赁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的差异不会一成不变，也不会均匀分布于不同社区之中，即房屋产权对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影响还依赖于具体的社区背景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的两种理论解释是不完善的，房屋产权对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影响同时与参与意愿、机会结构有关。只有把机会结构纳入分析框架中，才能全面理解个人拥有房屋对其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影响，其对应的理论模型如图2-2所示。

[image: image]

图2-2　参与意愿、机会结构与地方性社会卷入




根据以上分析，作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在机会结构比较丰富的小区，房屋所有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比租赁者的高。

H1b：在机会结构比较匮乏的小区，房屋所有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与租赁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没有显著差异。

H2a：个体对机会结构的感知直接影响个人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感知到丰富机会结构的个体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更高。

H2b：个体对机会结构的感知与房屋产权之间具有交互效应，只有业主感知到丰富的参与机会结构，其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才会高于租赁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


 三、经验发现


（一）数据、测量与方法

1．数据来源

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基层社会变迁与邻里社会资本研究”（05CSH017）的调查数据。该数据收集于2006年至2007年。调查研究的总体是上海市18岁以及18岁以上的常住居民（非上海户口者必须在上海市居住满6个月）。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抽取样本。最后回收上来有效样本800份，分属26个居民小区，分布于黄浦区、杨浦区、浦东新区以及闸北区等4个区。

在抽样过程中，先从上海所有的区中随机抽取4个区；在抽取的各个区中，各随机抽取一个街道；然后根据街道的地图进行空间抽样方法抽取到居民小区，与传统的方法“以居民委员会为单位进行抽样”相比，空间抽样法所抽取的样本的代表性更好；对于抽到的各个居民小区，以小区中所有的门牌号码作为抽样框进行抽样，考虑到目前入户访问的拒访率比较高，研究者按照1∶3抽取样本，其中，每3个样本中有1个是正式样本，2个是备用样本，如果正式样本不够，则使用备用样本代替；访问员根据样本确定的“门牌号样本”入户调查，如果家庭户愿意接受调查，访问员就根据课题组所确定的随机数表确定最终的被访者，从而保证样本是一个概率样本。

2．因变量

地方性社会卷入是指居民对地方性公共事务的参与状况，该行动的产出属于公共产品。如果一个行动仅仅会影响行动者本身，则其产出是没有外部性的私人产品，这类活动不属于本研究所关注的范畴。在调查中，访问员询问了被访者在过去一年中，是否曾经参与如下活动：“在居民委员会选举中投票”，“与被选代表交涉”，“参加业主委员会工作”、“参加写联名信”、“向新闻媒体反映有关小区的问题”、“向相关政府部门反映有关小区的问题”，“在业主委员会选举中投票”、“向居民委员会提建议或意见”、“向业主委员会提建议或意见”、“参加座谈会、听证会等”、“参与网上论坛讨论有关
 小区的问题”。如果被访者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参与相应的活动，则赋值1分，否则赋值0分，将各分数相加得到一个地方性社会卷入指数。

3．自变量

主要的自变量包括房屋产权、居住时间、小区稳定性、住房面积、参与意愿与机会结构。其中，居住时间和小区稳定性两个变量用于检验“流动障碍理论”；住房面积用于检验“投资理论”；参与意愿与机会结构用于检验本研究提出的理论解释。

房屋产权
[10]

 ：在住房改革前，国家或者单位拥有公房的房屋产权。自从住房改革以来，大部分公房被出售，变成售后公房，但是部分公房依然继续存在。公房的产权虽然属于国家或者单位，但公房居住者拥有比较完备的权利。正因为公房具有这种特殊性，本研究将公房作为独立的一种类型。换言之，房屋产权区分为租赁、公房和自有产权，而被调查者也相应地被分为三类。

居住时间、小区稳定性：“流动障碍理论”认为，房屋产权通常会影响个人在小区内居住的年数，增加小区的稳定性，从而影响个体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现有文献通常通过研究个人在小区内居住的时间长度和小区的稳定性对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影响来检验“流动障碍理论”。在本研究中，居住时间用被访者在小区内居住的年数来测量，小区的稳定性用样本中各小区居民的平均居住年数（根据现有文献惯例，求平均的时候不包括自身居住年数）来测量。

住房面积：直接检验“投资理论”的实证研究并不多。本研究采用住房面积来粗略测量被访者在小区中的“投资”。
[11]



参与意愿：参与意愿通过如下三个问题进行测量：“如果有个问题影响到整个小区，你是否会主动发动其他居民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有其他人发动居民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否会参加”；“你对小区的公共事务是否感兴趣”。
[12]




 机会结构：本研究关注的机会结构是指在社区层面的比较常规、相对稳定的参与渠道。一般而言，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是最为稳定的机会结构。社区组织作为制度化参与渠道的载体，其运作效率直接影响小区层面的参与机会结构。对于上海市的小区来说，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被称为“三驾马车”，是最主要的社区组织，其运作模式与运作效率直接反映了小区层面的参与机会。比如，业主委员会的创立意味着新的制度化参与渠道的出现；在业主委员会运作正常的小区，业主可以出席业主（代表）大会，可以向业主委员会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改善小区的面貌……并且，业主委员会作为业主的自治性组织，其独立性与自主性直接影响它的动员能力，从而影响到小区层面的参与机会结构。类似的，小区所在的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效率也会影响到小区层面的机会结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的工作效率能够反映小区层面的机会结构。在本研究中，具体的测量如下：访问员询问了被访者对所在小区的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的工作效率的评价，回答的选项有：“不知道”、“效率很低”、“效率比较低”、“效率比较高”和“效率很高”。在数据处理的时候，将“不知道”、“效率很低”和“效率比较低”合并为“低效率”，
[13]

 将“效率比较高”和“效率很高”合并为“高效率”，然后计算各小区中选择“高效率”的居民的比例，将各小区中选择“高效率”的居民的比例与总样本中对应的比例进行比较，如果小区的比例高于总样本的比例，则认为该小区的组织运作效率比较高（对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分别计算），制度化参与渠道比较畅通，小区层面的参与机会结构比较丰富，否则小区层面的参与机会结构比较缺乏。虽然这一指标是从个人层面的数据汇总而来，但该指标所反映的是小区层面的特征，对于同一小区的居民来说，该指标的得分是相同的。值得注意的是，个体对机会结构的感知是不同于小区层面的机会结构的，从逻辑上说，生活在同一个小区中的不同的个体对机会结构的感知可以是不同的，但是他们所在的小区
 的客观的机会结构却是相同的。本研究认为，被访者对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的主观评价可以反映个体对参与机会结构的感知。

4．控制变量

笔者在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确定现有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控制变量，在建模的时候，也尽量控制这些变量，这一方面是为了使得研究结论具有可比性，另一方面，只有控制了相关的变量，才可以比较准确地估计房屋产权的净影响。在本研究中，控制变量包括
[14]

 ：（1）反映房屋特征的变量：卧室数量；
[15]

 （2）个人层面的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态、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职业（是否在职）、社区归属感、
[16]

 社会联系（在小区内认识的居民数）；（3）家庭层面的变量，包括是否有18岁以下的小孩、家庭月收入；（4）小区层面的变量，包括小区安全程度、小区富裕程度。其中小区层面的变量均由个人层次的变量汇总而得，即以各小区居民的平均评分作为（根据现有文献惯例，求平均的时候不包括自身评价）小区安全程度指标，以各小区居民的平均收入作为小区富裕程度指标。

5．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数据分析方法包括卡方检验、泊松回归、负二项回归以及潜类分析。
[17]



地方性社会卷入指标是一个计数型的指标（过去一年参与过多少类不同的公共事务），样本中相当一部分的被访者的指标得分为0，显然，该指标的分布远偏离正态分布，明显违背了多元线性回归的模型假设。在这种情
 况下，泊松回归或者负二项回归模型更为合适。

潜类分析又称为潜结构分析，该模型根据类别变量将个案进行分类，与因子分析类似。该方法假定存在一个潜在的类别变量，该潜在的变量决定各个可观察的类别变量的取值，在分析的过程中，则根据可观察的类别变量的取值来估计各个案在潜在变量中所属的类别。采用潜类分析的优点至少有如下两点：既可以达到减低数据维度的目的，又可以避免对指标合成的随意性；与直接让被访者进行自我分类相比，使用潜类分析将个案分类可以有效避免分类过程中的社会赞许度偏误。就本研究而言，个体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与个体对机会结构的感知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如果将参与意愿区分为“高”、“低”两类，个体对机会结构的感知区分为“丰富”、“匮乏”两类，那么，根据参与意愿与对机会结构的感知这两个不同的维度可以将所有的个案区分为四类。

（二）样本基本特征

调查数据的样本量为800。
[18]

 样本的平均年龄是45.92岁，样本中老年人比例略偏高。样本的个人平均月收入为2 878.23元，其标准差为5 122.77，由此可见，不同个体的收入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异。在性别构成方面，男性398人，占50.32%；女性393人，占49.68%；男女比例101.1∶100。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知，上海的男女性别比是110.6∶100，两项统计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数据的男性所占比例与总体的男性所占比例并没有显著差异。就婚姻状况来说，有配偶者有572人，占71.68%；无配偶者有226人，约占28.32%。从教育程度来看，小学以及小学以下学历者占8.15%；中学（初中、中专与高中）学历者约占51.38%；而大学（包括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40.48%。被访者在小区内居住的平均年数约为12.05年，该变量的标准差也比较大，说明不同个体的居住年数的差异比较大。由于传统住房制度的影响，居住用房的转手率比较低，因此居民在小区内的平均居住年数比较大；同时，因最近几年商品房的发展比较迅速，并且租赁率比较高，所以部
 分居民在小区内的居住年数比较小，这是不同个体的居住年数的差异比较大的重要原因。

与住房相关的变量的分布如下：样本中租赁者119人，占15.6%；公房居住者97人，占12.71%；居住在自有产权房者547人，约占71.69%。样本中租赁率基本上与盖洛普的调查数据（18%）相似，统计检验显示，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
[19]

 被访者所居住的房子平均面积为74.80平方，标准差为92.74，说明不同个体所拥有的住房面积差异比较大（表2-1）。



表2-1　对样本特征的描述分析


[image: image]


* 有7人的月收入高于20 000元/月，如果剔除这几个个案，则标准差变为2 826.50。




 （三）三大群体的地方性社会卷入水平之比较

从表2-2中可以看出，在过去一年中，公房居住者平均每人参加过2类社区公共活动，其地方性社会卷入水平最高；自有产权房者平均每人参加1.79类社区公共活动，其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较高，仅略小于公房居住者的得分；与之相对，租赁者在过去一年中，平均每人参与的社区公共活动少于1类，其地方性社会卷入水平最低。在所测量的11种公共活动中，租赁者参与的比例几乎都是最低的，仅在“网上讨论小区问题”一项与自有产权房者持平（并且略高于公房居住者的均值）；公房居住者在其中7类公共活动中参与率最高；而自有产权者在另外3类公共活动中参与率最高；最后，在参加座谈会、听证会方面，公房居住者与自有产权房者的平均参与水平基本相当。



表2-2　三大群体的地方性社会卷入水平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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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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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第一行数字是平均值，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有效样本数量。

（2）社会卷入总指标的平均值表示平均每年参加多少类公共活动；其他指标的平均值表示有多少比例的人曾经参与该活动。

（3）笔者注意到部分公房居住者在“业主委员会选举中投票”这一项中的反常比例，根据访谈，笔者认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部分业主委员会运作不够规范；二是由于历史原因，部分售后公房居住者在习惯思维的影响下，习惯性认为自己所居住的依然是公房。



具体来说，公房居住者在“居民委员会选举中投票”、“参加写联名信”、“向媒体反映小区问题”、“向政府部门反映小区的问题”、“业主委员会选举中投票”、“向居民委员会提建议或意见”等活动中的参与程度最高。在公房居住者群体中，分别有68%、5%、7%、12%、30%、46%的居民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参加以上各种活动。其中，“居民委员会选举中投票”、“向居民委员会提建议或意见”两项的比例远大于租赁者群体与自有产权房群体的比例，这说明居民委员会在公房居住者群体中的影响比较大。对于公房居住者群体来说，居民委员会几乎是唯一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其重要性比较突出也是可以理解的。自有产权房者群体在“与被选代表交涉”、“参加业主委员会工作”、“向业主委员会提建议或意见”等活动中的参与程度最高，分别有13%、9%、17%的自有产权房者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参加以上各种活动。这些数字略大于公房居住者群体中相应的比例，但远大于租赁者群体中相应的比例。

总的来说，自有产权房者群体和公房居住者群体的地方性社会卷入水平确实远高于租赁者群体的社会卷入水平。当然，这种差异既可能来源于房屋产权的影响，也可能源于各群体特征的系统差异。为了考察房屋产权的“净影响（net effect）”，必须借助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接下来，我们将先对不同小区的参与机会结构、个体对参与机会结构的感知进行描述、分析，再
 采用多元分析技术考察房屋产权对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影响。

（四）参与机会结构、参与意愿及对参与机会结构的感知

1．不同小区的参与机会结构

为了反映小区层次的参与机会结构，作者进行了如下计算：第一，计算全部样本中认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有效率的被访者所占的比例；第二，计算每个小区中认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有效率的被访者所占的比例；第三，比较上两步得到的比例，如果第二步对应的比例较大，则认为该小区的机会结构比较丰富，否则就认为该小区的机会结构比较缺乏。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全部样本中有62%的被访者认为居民委员会是有效率的，其中有14个小区对应的比例高于62%，属于机会结构比较丰富的小区；12个小区对应的比例低于62%，属于机会结构比较缺乏的小区。全部样本中有41%的人认为业主委员会的工作是有效率的，其中有15个小区对应的比例高于41%，属于机会结构丰富的小区；有11个小区对应的比例低于41%，属于机会结构缺乏的小区（具体分布见表2-3）。进一步分析发现，不管是根据居民对居民委员会工作效率的评价还是对业主委员会工作效率的评价进行区分，有11个小区均被归为机会结构丰富的类型，而有8个小区都被归为机会结构缺乏的类型，卡方分析显示，根据居民对居民委员会工作效率的评价进行区分得到的机会结构类型与根据居民对业主委员会工作效率的评价进行区分的机会结构类型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测量具有比较好的效度。



表2-3　26个小区的参与机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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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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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认为相关的组织有效率的得分为1，否则为0。以上指标是均值，反映了选择“有效率”者的比例。

（2）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基于居民委员会效率定义的机会结构与基于业主委员会效率定义的机会结构具有显著的相关性（Chisq=5.418, df=1, p-value=0.019 93）。



2．三大群体参与意愿的比较

拥有不同房屋产权形式的个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愿的强烈程度并不相同。总体而言，租赁者的参与意愿最低，而公房居住者的参与意愿最高。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虽然自有产权者对社区公共事务比较感兴趣，但该
 群体并不愿意以组织者、领导者的身份解决小区公共问题，仅有36.7%的自有产权者“愿意发动其他居民解决小区问题”，该比例甚至低于租赁者群体相应的比例（表2-4）。



表2-4　三大群体的参与意愿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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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一行数字表示选择愿意/感兴趣的人所占的比例，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有效样本数量。



3．三大群体对机会结构的感知比较

租赁者、公房居住者与自有产权房者对机会结构的感知也具有群体性差异。
[20]

 首先，公房居住者对居民委员会的评价最高，有65.98%的公房居住者认为居民委员会是有效率的；自有产权房群体对居民委员会的评价最低，仅有61.17%的人认为居民委员会是有效率的，该比例略低于租赁者群体的比例。其次，公房居住者对业主委员会工作效率的评价最高，公房居住者群体中有47.62%的人认为业主委员会是有效率的；而租赁者群体对业主委员会工作效率的评价最低，仅仅有33.93%的人认为业主委员会的工作是有效率的，该比例远远低于自有产权房者群体和公房居住者群体相应的比例（表2-5）。综上可以发现，公房居住者对机会结构的感知比较正面；租赁者对机会结构的感知比较负面；而自有产权房者的感知居于公房居住者和租赁者之间。



表2-5　三大群体对机会结构的感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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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第一行数字表示选择“有效率”者所占的比例，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有效样本数量。

（2）如果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一般被访者会选择“不知道”，在分析中，将其与“低效率”合并为一类。



4．四种群体：基于参与意愿、对机会结构的感知的分类

作者使用潜类分析对被访者进行分类，分析过程采用的软件是Linzer等（2007）所编写的R程序包poLCA。该软件采用EM算法和Newton-Raphson算法进行拟合。本研究同时拟合了二潜类模型、三潜类模型和四潜类模型，发现四潜类模型的拟合度比较理想（拟合参数见表2-6），四潜类模型比其他模型更符合理论设想（根据意愿高/低，机会结构感知正面/负面进行交互分类），因此本研究把四潜类模型作为最后的模型（表2-7）。



表2-6　潜类分析的模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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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效个案数为774。



根据各个测量指标的各取值发生的条件概略，可以发现第1、第2类对应参与意愿高的群体，第3、第4类对应参与意愿低的群体。类似地，第1、第3类被访者对机会结构的感知比较负面，而第2、第4类被访者对机会结构的感知则比较正面。根据模型的预测概略，将所有被访者分成四类（各类群体的频数分布见表2-8），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参与意愿与对机会结构的感知有很强的关联。参与意愿比较低，并且觉得机会结构比较缺乏的被访者有236
 人；参与意愿比较高，并且觉得机会结构比较丰富的被访者有245人；这两类人共占64.65%。



表2-7　四潜类模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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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效个案数为774。





表2-8　四类人群的频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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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房屋产权、机会结构与地方性社会卷入

1．机会结构、房屋产权与地方性社会卷入

为了检验上文所提出的理论解释，笔者根据小区层面的机会结构将样本分为“机会丰富”与“机会缺乏”两个子样本，分别建立模型。因为因变量可能存在着过分散（over-dispersion），
[21]

 本研究同时采用泊松回归技术和负二项回归技术进行建模。

首先，根据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将小区区分为“机会丰富的小区”和“机会缺乏的小区”两类，然后，分别对两类样本进行建模。模型结果显示，在机会结构比较丰富的小区中，自有产权房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确实比租赁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高，其回归系数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其显著度小于0.05（具体系数见表2-9泊松回归1和负二项回归3）。在泊松回归模型中，回归系数为0.51，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自有产权房者在过去一年中参与公共活动的种类是租赁者的1.67倍［exp（0.51）］。与之相对，在机会结构缺乏的小区，自有产权房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与租赁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公房居住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与租赁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的差异模式基本上与之类似。



表2-9　机会结构（基于居民委员会效率的分类）、房屋产权与地方性社会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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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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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类别变量均以虚拟变量形式引入模型，其中，卧室个数、性别、婚姻状态、学历、个人收入、职业、家庭收入等变量分别以“0—2个卧室”、“男性”、“有配偶”、“小学”、“个人收入低”、“不在职”、“家庭收入低”作为参考项。

（2）＋ p<0.10 * p<0.05 ** p<0.01。



数据分析结果仅部分支持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具体说来，西方文献
 经常提起的变量“居住年数”和“小区稳定性”在机会丰富的小区中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他们在机会结构缺乏的小区中的影响却是显著的。在机会结构缺乏的小区中，居住年数对地方性社会卷入有积极的影响，这一点与现有的文献基本一致。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机会缺乏的小区中，居住年数是房屋产权影响地方性社会卷入的重要因素，如果不在模型中引入居住年数，则自有产权对地方性社会卷入具有显著的影响（结果这里没有汇报）。在机会结构缺乏的小区中，“小区稳定性”这一变量的影响是负向的，这与西方文献中的结论并不一致。反映“投资回报理论”的变量“建筑面积”的影响不显著；同时，住房的结构（这里测量的是卧室数量）的影响也不显著。此外，参与意愿对地方性社会卷入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在两类小区同时存在。

在控制变量中，社会网络对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影响非常明显，小区中“见面会彼此打招呼”的人数越多，地方性社会卷入的程度也越深。在机会结构比较缺乏的小区，社会网络的影响虽然有所减少，但其影响依然不可忽视。在职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普遍低于不在职者，这一发现与现有社区参与的研究结论基本相似，这可能与在职者的空余时间比较少，其参与的成本比较高有关。

根据业主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将小区区分为“机会丰富的小区”和“机会缺乏的小区”，然后对两类样本进行建模，所得到的结论也是类似的（表2-10）。模型结果显示，在机会结构比较丰富的小区中，房屋所有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水平远高于租赁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水平（泊松回归5和负二项回归7）。在该分类中，居住年数的影响不再显著，
[22]

 这一点与上一种分类（基于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效率）不同。除此以外，其他变量的影响基本上与上一种分类的情况相似：小区稳定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住房居住面积影响不显著；参与意愿具有积极的显著影响；社会网络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而在职者更少参与地方性公共事务。综上所述，研究假设H1a与假设H1b得到验证。



表2-10　机会结构（基于业主委员会效率的分类）、房屋产权与地方性社会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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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类别变量均以虚拟变量形式引入模型，其中，卧室个数、性别、婚姻状态、学历、个人收入、职业、家庭收入等变量分别以“0—2个卧室”、“男性”、“有配偶”、“小学”、“个人收入低”、“不在职”、“家庭收入低”作为参考项。

（2）＋ p＜0.10　* p＜0.05　** p＜0.01。




 2．对机会结构的感知、房屋产权与地方性社会卷入

模型9—12的统计结果显示，倘若不考虑“房屋产权”与“对机会结构的感知”的交互影响（interaction effect），房屋产权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自有产权房者在过去一年中参与公共活动的数量大约是租赁者的1.47倍［exp（0.39）］。一旦考虑了“房屋产权”与“对机会结构的感知”的交互影响，房屋产权这一变量的主效应不再显著，但交互效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并且其影响作用比较大。模型12的结果显示，平均而言，对机会结构感知比较负面的自有产权房者在过去一年参与公共活动的数量大约是对机会结构感知比较负面的租赁者的1.1倍［exp（0.11）］，该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可能是由抽样误差所造成。相反，对机会结构感知比较正面的自有产权房者在过去一年中参与公共活动的数量大约是对机会结构感知比较正面的租赁者的2.5倍［exp（0.81＋0.11）］，该差异在统计上显著，从而可以认为这种差异确实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表2-11和表2-12的统计结果表明了房屋产权影响地方性社会卷入的条件：当房屋所有者对参与机会结构评价比较正面时，自有产权才会显著地提高个人的地方性社会卷入水平。可见，数据分析结果基本上验证了上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

总体而言，“对机会结构的感知”对地方性社会卷入具有显著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对机会结构的感知比较正面的个体在过去一年中多参加30%［exp（0.27）－1=0.3］的公共活动（模型10）。进一步分析发现，一旦控制个体的参与意愿，“对机会结构的感知”不再显著，这可能因为“对机会结构的感知”通过影响参与意愿而间接影响地方性社会卷入。然而，模型12中“对机会结构的感知”在租赁者群体中的净影响（net effects）是负向的。笔者认为，“对机会结构的感知”影响地方性社会卷入的机制比较复杂，除了直接的影响外，“对机会结构的感知”这一变量还会对“社区归属感”、“参与意愿”等变量具有积极的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地方性社会卷入。

模型11和12的统计结果显示，参与意愿对地方性社会卷入具有积极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具有强烈参与意愿的个体在过去一年中多参加约70%的公共活动，参与意愿这一变量的解释力比较强。



表2-11　个人对机会结构的感知、参与意愿、房屋产权与地方性社会卷入（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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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以上分析使用泊松回归模型。

（2）类别变量均以虚拟变量形式引入模型，其中，卧室个数、性别、婚姻状态、学历、个人收入、职业、家庭收入等变量分别以“0—2个卧室”、“男性”、“有配偶”、“小学”、“个人收入低”、“不在职”、“家庭收入低”作为参考项。

（3）＋ p＜0.10　* p＜0.05　** p＜0.01。




 表2-11的统计结果还显示，居住年数、住房建筑面积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虽然小区稳定性的影响显著，但其影响是负向的，该发现与现有文献中的结论相悖。小区稳定性有负向影响这一事实可能与中国的社会现状有关，中国住房的市场化也只是近十多年的事情，小区居民平均居住年限比较短的小区都属于新的小区，而居民平均居住年限比较长的小区都是老式的小区，从这个意义上说，居民平均居住年限（小区稳定性的测量变量）大致反映了小区的档次，居民平均居住年限长的小区同时是比较低档的小区，这类小区给人的形象比较消极，不利于社区归属感的形成，而社区归属感越低，地方性社会卷入也就越低，从而小区稳定性对地方性社会卷入具有消极的影响。

在控制变量中，个人收入、职业状况、个人在小区中的社会网络规模、家庭中是否有小孩、小区平均富裕程度等变量对地方性社会卷入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没有收入的个人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比较低，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部分没有收入的人是学生，他们平时不在小区中生活、活动，从而参与程度比较低；其次，部分没有收入的群体属于社会的边缘群体，对他们来说，生存的需求更为迫切，因此他们参与的程度也比较低。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职居民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比较低，家庭有小孩者参与态度更积极，这些发现与现有研究结论是一致的。社会网络对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影响非常明显，在小区中见面会彼此打招呼的人数越多，地方性社会卷入的程度也越深。此外，小区的平均富裕程度高对地方性社会卷入具有消极的影响，作者认为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Wirth（1938）提出的观点。在富裕的小区中，个人的地方性社会网络规模可能更小，而社会网络越少，个人卷入社区公共事务的可能性也越小，从而小区富裕程度高对地方性社会卷入具有消极的影响。

负二项回归模型的结果与泊松回归模型的结果基本类似，只有少数变量比如社区归属感、社区安全程度的显著度略有差异（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具体结果见表2-12）。综上所述，数据部分支持假设H2a，个人“对机会结构的感知”与地方性社会卷入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数据分析结果证实了研究假设H2b。



表2-12　个人对机会结构的感知、参与意愿、房屋产权与地方性社会卷入（II）



 [image: image]


注：（1）以上分析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

（2）类别变量以虚拟变量形式引入模型。卧室个数、性别、婚姻状态、学历、个人收入、职业、家庭收入等变量分别以“0—2个卧室”、“男性”、“有配偶”、“小学”、“个人收入低”、“不在职”、“家庭收入低”作为参考项。

（3）＋ p＜0.10　* p＜0.05　** p＜0.01。




 四、小结与讨论


房屋自有率和租赁率的同时上扬，将会对中国城市居民的地方性社会卷入产生巨大的影响。西方学术界的现有经验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一观点。来自西方的大部分研究发现，房屋所有者比租赁者更积极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对于该现象，西方学者主要从“流动障碍”与“投资回报”这两个作用机制进行解释。然而，房屋所有者与租赁者在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上的差异并非固定的，部分研究已经发现房屋产权的影响在某些社会中可能并不显著（或并不存在）。现有的理论由于受“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的影响，无法有效解释房屋所有者与租赁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上无差异这一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说，现有理论只提供了部分答案。

本研究认为，只有同时考虑社会背景、社会结构对社区参与机会结构的影响，将参与机会结构纳入分析框架中，才能全面理解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具体来说，居民所处的社区背景因素会直接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机会结构，而机会结构对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机会结构能够直接影响个体的地方性社会卷入水平，倘若参与机会比较缺乏，参与机会结构将直接制约房屋所有者的社会卷入程度，从而导致房屋所有者的实际参与水平与租赁者的实际参与水平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另一方面，机会结构通过影响个体的参与意愿而间接影响个体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的程度。不同社区的背景因素的差异，会直接影响社区层面的机会结构，因此，房屋所有者和租赁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的差异并非一成不变的，也不会均匀分布于不同社区之中。即，房屋产权对社区参与的影响还取决于具体的社区背景因素。在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作者提出四个理论假设：一是在机会结构比较丰富的小区，房屋所有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比租赁者的高；二是在机会结构比较匮乏的小区，房屋所有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与租赁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没有显著差异；三是个体对机会结构的感知直接影响个人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感知到丰富机会结构的个体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更高；四是个体对机会结构的感知与房屋产权之间具有交互
 效应，只有业主感知到丰富的参与机会结构，业主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才会高于租赁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程度。对上海的数据的分析结果基本上证实了上述研究假设。客观的参与机会结构确实对地方性社会卷入具有直接的影响，只有在参与机会结构比较丰富的小区中，房屋所有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水平才会显著高于租赁者的地方性社会卷入水平；而个体对机会结构的感知与房屋产权之间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当房屋所有者对参与机会结构评价比较正面时，产权才会显著地提高个人的地方性社会卷入水平。

总之，房屋产权确实能够影响地方性社会卷入，但是这种影响是有条件的，只有当自有产权房者处于机会结构比较丰富的小区中，房屋产权的影响才得以发生。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房屋产权对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影响似乎与居住年数、住房面积、房屋结构等因素没有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现有的理论解释——“流动障碍”理论与“投资回报”理论都无法回答为什么房屋产权会影响地方性社会卷入这一问题。可能Purcell（2001）提出的思路更加值得借鉴，房屋产权并不直接通过经济利益关联而影响个体的地方性社会卷入；相反，住房因为与“家”这个概念密切联系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Easthope, 2004; Hanssen & Danielsen, 2004），这种文化内涵可能是房屋产权影响地方性社会卷入的主要机制。房屋产权能够直接改变个人关于小区空间的愿景（spatial vision），从而影响地方性社会卷入。一般来说，公房居住者和自有产权房者更有可能将住房看作“家”，而租赁者则更有可能将住房看作一个住所，而不会赋予其“家”的文化内涵，这样，自有产权房者、公房居住者与租赁者关于小区的愿景也不同，从而影响个人的地方性社会卷入。与之相关，自有房屋者的社区归属感可能比租赁者的社区归属感强。当然，这些理论设想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研究房屋产权对于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对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对于社区建设实践来说，“什么是地方性社会卷入的主要影响因素”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进一步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地方性社会网络的规模和参与意愿具有强而一致的影响。其中，参与意愿的解释力最强，解释力仅次于参与意愿的则是地方性社会网络，这两者的解释力度都比房屋产权的解释力强。社区归属感对地方性社会卷入的直接解释力度虽
 小，但社区归属感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参与意愿，从而间接影响地方性社会卷入。结合本章的研究结论，社区建设者可从以下方面来提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首先，注重制度建设，构建顺畅的参与渠道；其次，提高社区组织的工作效率，为小区居民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再次，注重社区形象建设，建构小区的良好愿景，从而提高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增强居民的参与意愿；最后，通过各种途径为小区居民创造交流互动的机会，比如通过对小区布局的精心设计，建设有利于小区居民互动的硬件环境等，从而培育地方性社会交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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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ng等（2000）是为数不多的例外。


[2]
 关于房屋产权社会性后果的研究，参见Scanlon（1996）、Dietz（2003）、Dietz和Haurin（2003）、Rohe和Van等（2002，2000）的综述；关于房屋产权的经济后果的研究，可参见McCarthy（2001）等的研究。


[3]
 部分研究者认为房屋产权的影响并不大；另外，房屋产权带来的消极后果也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详见Rohe和Van等（2000）的研究。


[4]
 Dietz（2003）认为房屋产权对业主的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只有中等大小（modest）的积极影响；房屋产权对居民的投票行为的影响非常明显，但是对其他行为的影响则是混合性的（mixed evidence）。


[5]
 其中志愿性组织包括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组织。


[6]
 间接测量对保护自己家庭财产的兴趣。


[7]
 Dietz（2003）称之为“利益理论（interest theory）”。


[8]
 当然，私房租客的社会卷入程度显著低于房屋所有者的社会卷入程度这一事实可能与私房租客的参与意愿弱于房屋所有者的参与意愿有关系。笔者认为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参与意愿的差异与参与机会的差异的共同作用造就了私房租客的社会卷入程度与房屋所有者的社会卷入程度有差异这一事实。


[9]
 详细描述参见Yip（2002）的研究。


[10]
 这里的房屋产权是根据居住者对所居住房屋所拥有的法律权利来定义的。


[11]
 该测量比较粗糙，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通过购买住房在小区中拥有的“投资”。


[12]
 该问题的选项从“很不感兴趣”（1分）到“很感兴趣”（4分），在分析的过程中，将1—2分合并为“不感兴趣”，将3—4分合并为“感兴趣”。


[13]
 根据前期访谈，作者发现选择“不知道”的原因可能是对该组织的工作表现不满，也可能是该小区不存在该类组织。因此，将“不知道”归为“低效率”一类是比较合理的处理方法。


[14]
 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问题，如下变量并没有包括在本研究中（但曾经出现在某些现有研究文献中）：种族、是否拥有第二处住房、出席宗教活动情况、被访者对住房市场的关注程度与对住房的投资倾向、小区规模等。


[15]
 虽然在问卷中测量了阳台数量和客厅数量，但是这两个变量含有缺损值比较多，因此在建立模型的时候不再考虑这两个变量。


[16]
 社区归属感使用一个5分量表来测量，量表的项目包括“我在小区里有家的感觉”、“喜欢我的小区”、“告诉别人我住在那里很自豪”、“如果不得不搬走会很遗憾”。因子分析显示，以上项目确实反映了一个概念。在多元分析过程中，采用加总法合并各个项目的得分，形成社区归属感指标。


[17]
 关于潜类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可参见Hagenaars等（2002）。


[18]
 由于漏答或者被访者拒绝回答等原因，各个变量的有效个案数小于或等于800。


[19]
 A.在盖洛普的调查中，直接询问被访者“是否拥有自己的房子”，根据笔者的访谈经验，公房居住者一般将自己看作拥有自己的房子，只有租赁者才认为不拥有房子，因此盖洛普调查中的比例应该理解为租赁率。B.二项检验（exact binomial test）的结果显示：p-value=0.089 69。


[20]
 目前，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是小区中重要的组织，也是地方性社会卷入的制度化渠道，而这些组织的运作效率直接影响到小区内的参与渠道是否通畅。因此，本章以个人对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运作效率的评价来衡量个人对机会结构的感知。


[21]
 理论上泊松分布的均值等于方差。如果因变量的方差远远比均值大，则可能出现过分散的情况。


[22]
 由于存在过分散，所以负二项回归模型的统计检验更加可信。









第三章　理解中国的维权行动


在住房改革的大背景下，社区治理制度发生了转型，并呈现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三足鼎立的局面。如上一章所示，业主在基于住房的合法权益的驱使下，会更加积极地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此外，在过去10年间，业主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集体行动也屡见不鲜。正如第一章的简要文献回顾指出，现有业主行动的文献大致从三个不同角度进行解读或解释，包括国家—社会关系，邻里政治等。笔者认为，业主维权研究在现有研究中最具洞见。在此脉络下，本章将回顾现有关于当代中国维权行动的文献，包括农村地区的依法维权、环境保护行动、线上维权。这些文献为我们理解业主行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洞见，它们一致认为政治机会对于理解中国的维权行动具有重要的意义。接着，笔者将重点转向现有的业主维权研究文献。这部分文献回顾将会着重关注业主维权的不同方面，包括作为冲突的导火线，政治机会、业主委员会、社会关系及中产阶层业主。每种理论都为现有研究提供了洞见。基于对不同理论解释的比较，本章总结了下文可以研究的主题及可能的研究思路。


一、国家政策与农民依法维权


基于对中国农村的维权经验，O'Brien（1996）将农民的维权概念化为“依
 法抗争”，此后O'Brien（2002b）和O'Brien（2002a）对农村集体维权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讨论。这是指“在合法渠道的界线内运行，使用当权者的修辞和承诺/保证来抑制政治或经济力量，并依赖于发现与利用当权者之间分化而进行”的那些行动（O'Brien, 1996，p.33; O'Brien & Li, 2006，Chapter 1）。与日常维权不同，依法维权是公开的，且为政府所知。大多数维权参与者遵循相关规章制度。他们要求政策的全面推行，为了申诉不满，行动者主要采用合法的策略，通过被历史证明可行的渠道来施加政治压力，吸引政治精英（特别是高层政府官员）的关注。换言之，积极分子们努力通过来自上层的政治压力影响他们的对手（通常为地方政府），而不是与之直接冲突。因此，这是一种中介化（mediated）的维权形式。大体而言，农民行动是尊重法律的，但偶尔也会采取主动性策略。作为传统策略和更加新近的策略的混合体，它以权利意识为突出特征。这些新发展出的特征与近来的社会—政治改革相适应。因此，政治机会也是理解这类行动的关键。

学者已经研究过客观的政治机会和政治机会的主观方面（特别是对于政治机会的主观感知）。这两方面对于解释农民行动来说都至关重要（O'Brien & Li, 2006，Chapter 2）。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多层次政府为特征，并因此具有了政治的开放性。一般而言，因为不同层级的政府可能有着不同的偏好，即使积极分子在一些层级的政府中面临对手，他们也可能从其他层级的政府中找到支持者和盟友。至于中国农村的依法维权，最重要的机会来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只要不威胁社会稳定，中央政府便能容忍依法维权，将之视作贯彻中央政策、监督地方政府行为的一种手段。中央政府和较低层级政府间的分化被概念化为“碎片化的国家”，它是普通公民保护自身权利和表达意见的一种最重要的可获取的资源。当新的法律和政策颁布时，它们潜在地使得地方官员受到更多的问责，此时客观政治机会便在一定程度上被扩展。

这是一种介于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行动，而中央政策对之也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虽然大规模的集体性行动被禁止，但农民行动依然被视作政治监督的一种手段，因此中央政府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农民行动。然而，多数地方政府会担心维权行动会导致消极后果。换言之，农民行动对于一些
 政府官员来说是可接受的，而在另一些政府官员那里却饱受争议
[1]

 。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在的倡议者们就显得十分重要。为了在政治体制之内，特别是从高层政府官员那里寻求到支持，积极分子们倾向于使用国家政策、法律以及其他受官方推崇的价值观作为武器。

除客观政治机会外，积极分子对于政治机会的主观看法和感知也十分重要。对政治机会的看法取决于信息获取、信息阐释/误解及归因过程。一般地，积极分子学习政策和法律，发现地方政府已经侵犯了他们的法定利益和权利，并相信高层政府将会支持他们的维权活动。这样的理解促发了依法维权。O'Brien等（2006）的政治机会模型详尽论述了政治机会的“结构化模型”和“信号模型”的区别（Meyer & Minkoff, 2004）。这一观点也与政治传播学研究的洞见相一致（McNair, 2007）。换言之，政治体制和公民间是通过信息流动和信息阐释来链接的。

然而，O'Brien等人的理论框架在两个方面存在不足。首先，尽管特定政府官员的支持十分关键，但什么样的官员才会提供支持却是不清晰的。其次，他们的研究还未能完全解释积极分子们是如何克服相互冲突的机会的。
[2]

 主观政治机会的概念并没有说清楚这一点：不管是积极分子对于政治文本的理解，还是政府官员对于维权的理解，都以特定政治情境中积极分子与对手在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作为中介。这一点在信息化时代尤其明显。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媒介化的机会”（mediated opportunity）。首先，积极分子所理解的政治机会是以大众传媒和传播技术作为中介的。这一观点与我们关于政治机会的理解具有相同的洞见（O'Brien & Li 2006），但它强调的是社会条件的重要性而非积极分子们的个人倾向，例如在理解所感知的政治机会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其次，因为政府和积极分子之间的互动以信息和传播技术作为中介，政府对于线上意见和线上活动的监控和回应为积极分子们获得或提高政府回应提供政治机会。因此，“媒介化的机
 会”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传播沟通在非民主政权中的双重角色。正如现有文献指出，信息（特别是互联网）能够为维权提供至关重要的机会（Osa & Corduneanu-Huci, 2003）。在中国（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媒介化的机会”概念也同样适用。虽然媒介管制是国家能力的组成部分，且政府极力控制媒介（Cai, 2006，p.85），但这种努力并不总能取得成功。例如，互联网的流行提供了政治传播的新工具，通过为一些突出的维权活动提供平台，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削弱了国家控制的能力（Tai, 2006; Zheng, 2008）。笔者认为媒介化的政治机会应该得到更多学术关注。其中一个可能的方向就是探索在线行动是如何作为集体行动的一种独立的力量而运作的，以及线上活动如何对政府产生压力的。


二、政治机会、非政府组织与环保行动


随着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变得严重。这些问题激发了市民的抱怨、投诉以及环境保护行动（Otsuka, 2009; Warwick & Ortolano, 2007）。研究者对中国的环境保护行动的兴起及其特征提出了两种解释，分别是政治机会以及环保非政府组织（NGO）（Ho, 2007; Ho, 2001; Otsuka, 2009）。

与环境问题直接相关的特定的政治机会和一般的政治机会都能塑造环境保护行动主义。随着环境恶化，环境保护现已成为中国政府政治议程上的重要工作。政府对于环境事务的承诺为环境保护行动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例如，中国参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标志着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此后，中国政府制定了大量与环境有关的法律、政策及法规，并发展出一个制度化管制框架（Ho, 2001）。有关“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政策是环境保护监管框架中最为突出的新发展（Otsuka, 2009）。

与极权国家相反，中国对于环境保护行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政治环境仍然具有限制性，中国政府仍然拥有巨大的权力且相对而言不能容忍政治行动；另一方面，政府对于非政治活动有更高的容忍度。这种政治环境使社会行动（以及积极分子）通过自我审查有意识地采取去政治
 化的非对抗性策略，使积极分子与某些政府官员结盟成为可能。在环境保护行动的例子中，中央政府与积极分子联合对抗地方政府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其次，大众传媒以及诸如互联网等其他媒体均有助于扩展绿色公共空间（Yang & Calhoun, 2007）。最后，政府意识到自身无法承担所有社会责任，因此要将这些责任分配给各种非政府组织，这就推动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并进而为环境保护行动提供了组织基础。

环保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保护行动中扮演了意义深远的角色，然而，由于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环保非政府组织对环保行动的贡献不同于民主国家中的专业社会行动组织。首先，目前，非政府组织受制于双重管理架构。它既要在民政部门注册并受其监管，也要受直属的监管机构的管制。这种制度试图将对社会团体的控制制度化，它对环境保护行动有意料之外的重要含义。与对社会组织严格控制不同，政府对其他类型的组织（如经济类组织）的控制更加宽松，于是积极分子们利用这个机会将非政府组织注册为“工商组织”，以更方便地开展环境保护活动。其次，若国家认为非常必要时，依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非政府组织。于是，大多数环境保护行动都是温和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所面对的政治制约使大多数组织都尽力避免争议性的政治行动（如集体行动或抗议）。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提供信息来影响政府而非直接施压或采取直接行动（Lee, 2007; Salmenkari, 2008; Tang & Zhan, 2008）。再次，双重管理体系意味着许多已注册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嵌入当前的政治制度中。例如，许多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者都是体制内的成员，甚至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这种嵌入式的联系为环境保护行动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也提高了它们对环境政策的影响力（Ho, 2007; Ho & Edmonds, 2007）。通过与体制内人员建立坚实的组织化联系或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使它们能够免受国家的直接控制，并且使得它们的政治或政策影响渗透到其他相关领域。

上述混合的政治机会意味着，即使积极分子们能够通过国家所允许的通道与政府谈判并影响环境政策（Ho, 2007），当代中国的环境保护行动依然是碎片化的，具有很强的区域性、非对抗性，地理覆盖面相对狭窄，且没有能力组织全国性的维权活动（Ho, 2007，2001）。


 政治环境的变化是理解环境保护行动的关键，此论断在各种有关行动主义或维权行动的研究中都是常见的。然而，关于环境保护行动的文献更为关注的是嵌入式环保非政府组织的贡献及其对于维权策略的影响。这既与Almeida（2003）的观点在某种方面是一致的，也与市民社会研究的洞见彼此印证。概括来说，国家的性质正在被市民社会所塑造，而市民社会也反过来被国家所塑造（Gilley & Diamond, 2008）；或者说，在集体行动与市民社会之间有一种相互强化效果（Sampson et al.，2005）。有实证研究表明，政治环境直接影响了组织基础的建设，而后者可以在一个不同的领域发挥其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非政府组织是政治变革和维权之间的中介机制。此外，中国的市民社会组织都是被严格监管的，往往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意味着市民组织具有丰富的政治意义，不应该将市民组织与其所生存的政治环境作为完全独立的维度进行分析；相反，研究者应该将市民组织当作非民主政权中的政治机会。上述文献回顾对业主维权行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业主委员会是合法的市民社会组织（Read, 2008），且是维权活动所需的重要组织资源（Zhou, 2010），研究者应该关注业主委员会的角色。此外，研究者也应该更多关注嵌入于市民社会组织中的资源如何有助于业主积极分子利用客观机会。


三、线上行动主义：信息时代的维权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一直在快速增加，这在城市地区尤其明显（Tai, 2006; Zheng & Wu, 2005）。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互联网用户在2009年达到了3.51亿人。
[3]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城市地区的日渐流行，其社会政治内涵正在逐渐被发现（Tai, 2006; Yang, 2009; Yang, 2003a; Yang, 2003b; Zheng & Wu, 2005），线上行动主义也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研究显示，互联网与维权的关系是多种力量间的一种复杂互动。互联网的技术
 特性（Garrett, 2006），互联网的国家管制（Wu, 2005），
[4]

 网民和不同公共机构的互动（Yang, 2009）都会影响线上行动主义的动力。

从技术角度说，互联网以高速、开放性、匿名性以及线上信息传播广为特征。互联网加快了维权活动的关键信息的散布，因此有助于线上和线下维权的扩大。基于对几个大众线上行动的案例研究，Yang（2003b）发现互联网具有巨大的改变中国大众维权动力的潜力，他认为，互联网的快速特性使新闻和线上讨论的传播变得广泛和迅速。此外，互联网是开放、自由的言论平台，它为草根群体发声提供了以往不可想象的传播机会。一项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指出，互联网促进了线上社区关于“孙××事件”的探讨，最后传播到全国（Tai, 2006）。在某种程度上，线上讨论与网民舆论促使公安机关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在某种意义上，激进的线上讨论本身就是一种新形式的大众维权（Tai, 2006），因为它是一种集体行动，且有可能改变国家和市民间的相互作用（Zheng & Wu, 2005）。

互联网给草根市民“编辑控制权”（Garrett, 2006; Meyers, 2000引自Scott & Street, 2000）。积极分子们可以发布自己的信息及对现有信息的理解而无需经过国家的审查。绕开传统的大众传媒也有助于改善社会行动和大众传媒间的不对称关系。有研究指出了互联网在构造中国环境相关的话语方面的重要地位，以及该过程对环境保护行动的积极影响（Yang & Calhoun, 2007）。

除了线上活动（如线上讨论和信息扩散），也存在一个线上活动和线下行动的互构效应。一方面，线上讨论有助于形成维权目标和线下集体行动的策略，也有助于促进线上互动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另一方面，线下行动是推动线上行动的重要信息源（Yang, 2003b; Zheng & Wu, 2005）。如果我们将传统媒体也纳入考虑，这种建构过程会变得更为微妙。线上行动主义和线下维权之间的联系可能是以传统大众媒体为中介。考虑到线上讨论具有煽动性，如果地区政府无法直接控制大众传媒，信息化时代的传统媒体更
 可能积极地报道发生在其他行政区内的地方性事件（Tai, 2006）。一个案例研究显示，网络上公众讨论和信息分享的过程增加了事件在大众媒体中被报道的机会（Zhou & Moy, 2007）。过去大众媒体会忽略突发事件，但在当下不太可能发生，这是因为活跃的线上讨论和线上行动主义能够吸引大众媒体的更多关注。

目前，这些研究大体上都基于互联网的技术特征。撇开互联网的特征，互联网使用所嵌入的社会/政治语境也很重要。一个悲观的观点认为互联网是被政府所规制和控制的（Wu, 2005），因此互联网不会给积极分子带来绝对的优势。相反，一个较为折中的思路将技术特征和社会政治语境都纳入考虑。这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政治领域，对于不同的线上和线下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应当作实证检验（Zheng, 2008）。不同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线上行动的动力，其中主要的行动者包括国家、商业团体、民间团体和虚拟社区。

中国的法治仍然不够健全完善，且官僚利益是碎片化的，这两种情况限制了国家控制互联网的效率并为线上行动主义提供了政治空间（Yang, 2009, Chapter 2; Zheng, 2008，Chapter 3）。此外，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有着较高的经济价值，而对互联网进行极有针对性的控制是很难的（George, 2003），这种复杂性导致了国家对待互联网的矛盾态度。对于商业团体来说，如果线上行动主义不招致国家直接压制，则可能是有利可图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网络流量对于基于网络的商业活动而言十分重要，而线上维权可以促进网络流量。因此，我们也看到了不少经济行动和线上行动主义的协同行动（Yang, 2009，Chapter 5），这种协同使商业团体接受甚至欢迎线上维权。

此外，市民社会和互联网之间也存在一种共同演化趋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团体使用互联网宣传、传递信息、与同行社交。这些事件推动了线上行动主义，且产生了市民团体的“网络”（Yang, 2009，Chapter 6）。通过网络互动，形成了一个虚拟社区，而归属感、自由和正义的观念都在虚拟的社区中逐渐培养起来。通过动员人们的情绪，这些观念激活了线上行动主义（Yang 2009，Chapter 7）。


 目前，大多数的线上行动都围绕着具有高度社会共鸣的、国家所接受的议题展开。线上活动分子主要使用合法、正当、非破坏性及有说服力的维权方式（Yang, 2009，pp.55—60）。只有少部分线上行动直接挑战了国家的政治体制（Chase & Mulvenon, 2002; Zheng, 2008, Chapter 4）。可能这些并不是线上行动的独特之处，而是反映了政治环境的限制作用以及与特定议题相关的政治机会的重要性。

然而，线上行动主义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大多数行动参与者在集体行动中并没有直接利益。它是一个由多样化的人群构成的群体（Yang, 2009, p.5）。这里的中心议题中既包括基于物质利益的行动、基于身份认同的行动（Yang, 2009, Chapter 1），也包括文化维权（Yang, 2003c）。在线上行动主义中，基于情绪和道德的动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Yang, 2009，Chapter 7）。可以说，线上行动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维权方式，也是线下维权的延伸与可资利用的新工具。

线上活动与线下活动间的互动效应（特别是那些备受瞩目的集体行动事件）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然而，我们并不清楚：互联网能否在诸如业主维权等小规模、地方化的集体行动中发挥作用。如果能，哪种网络平台比较重要？此外，互联网影响维权动力的机制也值得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四、城市社区的业主维权


下文将回顾城市业主维权的相关文献。首先，笔者描述业主维权行动的特点。对这些特点的描述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业主行动的社会与政治内涵。接着，笔者将回顾现有文献对业主维权的不同理论解释，这些研究分别聚焦于政治机会、社会关系、业主委员会以及业主的中产阶层身份。

1．业主行动的特征

现有研究已经指出业主维权具有不同的根源，包括关于物业管理费用的冲突、对业主财产权利的侵犯、业主委员会和居民之间的冲突和不信任、
 维修基金的挪用、对于社区环境的负面影响，等等（Cai, 2005; Dolven, 2003; Read, 2008; Read, 2003; Shi, 2008; Shi & Cai, 2006; Tomba, 2005; 何艳玲，2005；孟伟，2007；曾鹏，2008）。这些维权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并且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维权。这些独一无二的特点使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索业主行动。

业主行动的特征可以从参与者、组织程度、所涉标的以及维权策略等四个方面来描述。在业主行动中，最重要的参与者是业主，他们具有较为丰富的经济、知识和信息资源。丰富的资源使他们在利用碎片化的政治机会结构时占据更有利的位置（Otsuka, 2009，p.103）。
[5]

 此外，与线上积极分子相比，业主行动中的积极分子具有更高的同质性。

在组织力量方面，业主委员会在业主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6]

 他们在特定的社区内组织和协调业主维权。业主委员会动员社区内外各种资源，以维护其合法权益。换言之，与农民的依法维权以及线上行动相比，业主行动相对而言具有更高的组织化程度。然而，大多数业主积极分子是直接的受益者，这一点与企业家积极分子具有明显的差异，因为后者的参与并不一定基于具体的经济利益。这一点也使得业主行动区别于环境保护行动。通常，（半）职业化的积极分子是环保行动的重要组织力量。

尽管大多数业主行动都局限在一个社区内，但不可否认的是业主维权广泛存在于不同的社区中。维权主要围绕着合法权益进行，但业主维权也会追求较为抽象的权利，比如业主自治等，因此业主行动目标是具体经济利益和抽象权利的混合体。在业主行动中，标的是巨大的。正如一位积极分子所说，每个商品房小区（的维修基金和集体利益）都抵得上一个小型的上市公司。房地产开发商常常卷入业主行动中。开发商往往对政府行为具有巨大影响力，业主行动所涉及的问题往往不容易解决。不管提出怎样的解决方案，都不可避免地引起巨大的利益冲突，由此导致的
 经济负担可能让将要承受的一方难以承担。因此，业主行动所涉及权益往往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由于业主的诉求往往是合法的，而业主行动具有适度的组织性，这使得业主维权的策略相对温和，暴力和对抗性策略很少被使用。业主也许会向政府示威，但这往往是他们最后的手段，因此很少发生。

业主行动的广泛性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模式使得业主行动具有丰富的社会与政治内涵。与西方国家的社区治理相比，小区开发（特别是商品房小区的开发）高速进行。近年来商品房小区的数量快速增长意味着，如果业主维权没有被有效处理，也许会转变成较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

此外，因为业主行动与地方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业主行动是以未来为导向的。业主行动的核心是确认合法的财产权，而对于权利的认可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瞬间（Carruthers & Ariovich, 2004）。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很好地建立对于财产权的保护，业主行动将是一个持久的维权。这使得地方政府的“持久消耗战”策略不再有效。
[7]

 如果问题没有解决，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变为业主，业主行动将会继续下去。在一个对政治稳定十分敏感的国家中，潜在大规模社会不稳定与长期业主维权的结合将足以把一个经济问题变为政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业主维权的解决是否会被制度化可能是基层社区治理的一个关键。

2．“增长型”体制与业主矛盾

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被提上地方政府的重要议程，“增长型”体制在中国逐渐建立了起来（Zhang, 2002）。土地租赁、贫民窟清理和房地产开发已经成为城市（再）发展的重要活动。市政府和非公共部门（如私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准公共部门）是城市“增长机器”中的主要角色。其中，市政府担当领导角色，中央政府（通过政策制定和提拔地方官员）进而间接被卷入城市发展中来，而社区组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只具有非
 常有限的发言权。由于权力下放，上海市区级政府是土地转让的“代理人”。土地转让或出让成为巨额的“预算外收入”的来源，同时也产生了“权力寻租”机会。

增长型体制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侵犯业主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经济发展的优先性、城市发展（包括房地产业）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巨大贡献以及城市发展过程中有限的社区参与权均导致了开发商及其子公司对业主权益的侵犯。基于多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张磊指出由房地产开发商、物业管理以及各级政府组成的利益集团在近年来逐渐形成（张磊，2005）。该利益集团十分强大，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侵犯业主的权益。这已经成为业主维权行动兴起的一个根源。

中国对于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不健全也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商品房市场在过去10年中才逐步建立起来，对于财产权的法律保护是不够的（Read, 2008, pp.1253—1255）。与美国的比较分析显示，中国的法律体系的制度化程度是比较低的，因此合同和法定程序在解决有关住房的冲突时作用并不明显。法律体系的缺陷也可能是暴力冲突的潜在根源。当法律制度不够完善而无法对业主提供足够的法律保护时，违法者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比较低。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商更倾向于使用暴力策略来应对业主积极分子的维权。类似的，在业主维权中，法律体系不健全也是国家干预的源头。若法律诉讼方法不可行，这就为行政力量介入提供了空间，使地方政府处在冲突的中心。吊诡的是，法律实际运作的不完善和法律对物权的正式认可这两者间的矛盾往往可能导致与住房相关的冲突的增加（Dolven, 2003）。

3．业主维权的政治机会

政治机会这一概念已被广泛使用来理解中国的业主行动。正如下文所表明，相关的政治状况能够增强或限制业主行动。现有文献强调政治机会的不同维度，包括“碎片化的国家”、法律、政策和法规、政府的回应度以及政府能力。大多数中国研究文献对政治机会的概念化均与西方研究文献中的政治机会不同。


作为政治机会的“碎片化国家”：
 该观点将政府间关系或官僚竞争概念
 化为一种政治机会。基于对拆迁安置集体行动的民族志研究，施芸卿（2007）深描了政治环境在决定维权策略和发展路径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她聚焦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由于业主维权发生在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地理重叠使依法维权更加可行且花费代价较低。在权力集中的首都，官僚之间的关系将对任何一个特定层级的政府的行动产生限制，从而给公民表达利益的呼声以更大的政治空间。总之，独特的地理位置给了业主维权潜在的、可被巧妙利用的机会。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支持（Chung, 2008）。

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其他研究中也常常被概念化为重要的政治机会（O'Brien & Li, 2006）。这种观点可以被扩展至其他政府间的竞争，而政权碎片化的观点也基本沿袭这一逻辑（Shi & Cai, 2006）。不同的政府部门或官员有着不同偏好和不同优先级别的考量导致了行政体系碎片化的出现。类似的逻辑也存在于不同层级的政府与官员之间。例如，市政府对于社会稳定比较关心，而较低级别政府（如街道办事处）更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同政府部门的利益差异使得一些政府部门或官员成为业主积极分子潜在的联盟。换言之，来自碎片化的政治机会使得垂直型（链接型）社会资本成为业主积极分子的有用资源（Shi, 2008）。


法律或政策作为业主维权武器：
 法律和政策在业主维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的可及性、法制教育的历史记忆以及法治的政治话语都有助于增强法律法规的重要性。施芸卿（2007）指出，法律和国家法规从一开始就是业主维权的关键武器。法律法规也是一种合法性的来源，它们可以保护公民不受地方政府的强力干预。实际上，在集体行动的整个过程中，最主要的策略是诉讼，而信访仅是补充性策略。尽管静坐是市民的法定权利，但常常是被禁止的，市民也自觉避免。

法律法规并不总是一致的，但法律法规中的不一致性并不总是动员的障碍。业主维权行动会利用对其有利的法律法规。也正是维权者对法律和政策的选择性应用使合法的集体行动变成一个争议性过程。


政府的回应度及其策略：
 尽管业主行动的起因各不相同，但地方政府往往在业主抗议过程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发现使研究者将地方
 政府的角色进行概念化，并指出政府的回应策略应当被视作重要的政治机会。

地方政府卷入业主维权的原因至少有三点。当面对强大的公司时，业主通常处于不利地位，他们倾向于寻求政府的救济和帮助。此时，地方政府可能会以消极方式干预。一些政府官员可能相信与住房相关的冲突会危害社会政治稳定，这时候他们可能会积极地干预业主行动。即使冲突是纯经济的，他们也趋向于密切监视冲突的进程，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介入。国家干预和政府处理不当有时候也会成为维权的原因。在这种情境中，地方政府会直接参与冲突。

无论国家介入的动机是什么，政府和积极分子间的互动是形成业主维权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在所有因素中，政府的回应策略可能是最重要的。比如，在一项研究中，黄卫平、陈家喜（2008）强调了地方政府的四种不同的回应策略，分别是吸纳和沟通、分而治之、组织性动员以及利益补偿。


地方行政机构的能力：
 以上所描述的政治机会是可以被用来解释各种维权行动的一般性政治机会。除了这些政治机会外，也存在与业主行动相关的特定的政治机会，那就是地方行政机构的某些特征可能成为政治机会的来源。
[8]



上海有相对完善的基层行政结构，有利于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特别是在街道和小区层面的行政管理渗透。地方行政结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制度是由改革前的地方行政机构通过调试和转换演化而来的。即使原有机构在其他城市中是类似的，但就这些机构对基层社会的实际渗透能力而言，不同城市（比如上海与北京）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源自地方行政机构的不同发展路径（Chung, 2008）。

单位制解体后，上海率先提出并实践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制度。比起北京，上海的单位制后续影响相对较小，而较小的遗留影响为新的管理结构的发展和完善铺平了道路。自然，上海有更强烈的权力去中心化特征，
 即街道办事处对于资源有更大的决定权。事实上，上海的街道办事处享有相对独立的财政拨款。因为居民委员会的资源来自街道办事处，因此上海居民委员会的实际管制能力被认为比其他城市（比如北京）更强。
[9]

 相反，在当下的北京，依然可以看到基于单位的利益和权力的复杂关系，而权力结构的复杂性限制了市政府的自主权，这进一步阻碍了单位制向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制度的转换。矛盾的是，权力的集中和复杂性同时给业主行动提供了行政渠道之外的地方性的政治机会结构。因为发展完善的地方行政结构（特别是在街道层面的）能够更成功地渗透基层社会，这往往使得上海业主行动的动员水平较低（Chung, 2008, Chapter 3）。

上海市地方政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将管理渗透到了业主委员会。虽然上海大部分的小区都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受政府扶持而成立的，其中许多业主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对政府忠诚的党员。因此，上海的基层政府有很强的能力吸纳和吸收来自基层的利益诉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业主行动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国家能力和业主维权活动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线性的。强大的国家能力不总会压制业主维权；当业主寻求政府帮助时，也可能带来政府的回应。此外，政府对业主委员会的渗透并不一定导致业主不参与业主维权行动。正如在接下来的部分所表明的，由于国家干预的存在，业主委员会和业主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了。

4．业主委员会：维权和组织力量的战场

随着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他们在业主维权中逐渐被置于中心地位。比起其他的大众组织（如工会、妇联），业主委员会相对自主，这使得业主委员会具有较为独特的优势。有时，他们会激进地保护业主的合法权益（Read, 2007，p.150）。然而，业主委员会在业主行动中的角色并不像其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清晰。业主委员会在不同的小区中呈现不同的特征，这使得他们在业主维权中的角色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当一个业主委员会被认为是物业管理公司或地方政府的傀儡时，对业主委员会的控制权和业主委员会的自
 主性可能成为业主行动的目标；另一方面，如果业主委员会是自治的，他们是业主维权的重要组织力量（Read, 2008; Read, 2003）。
[10]




关于自主和自治的维权：
 事实上，业主委员会的建立和日常运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Read, 2003，pp.43—45）。第一，在中国新兴的房地产市场中，开发商的权力并不完全受自由市场竞争的钳制。开发商常常试图阻止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以维持自身在小区层面对于住房相关事宜的控制权。第二，更加常见的还有居民委员会也会监督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和运作。此外，通过赋予住房管理局和街道办事处对业主委员会成立和运作的监督权，以及现有的物业管理法规使得业主委员会更容易受到这种来自地方政府的阻挠和干预。因此，组织和维持一个具有自主性的业主委员会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第三，正如上文所说，现行制度对业主权利的法律保护往往相对薄弱（Read，2008，p.1254）。

在这样的情况下，业主委员会的发展可能遵循不同的路径，比如Read（2007）根据业主委员会内部民主、外部自治、代表性权威，提出了业主委员会的六种类型。就业主维权而言，部分业主委员会受开发商或政府控制，这些业主委员会成为维权活动的障碍（孟伟，2005，曾鹏，2008），从而可能成为主要或次要的维权对象。在这些案例中，业主委员会的自主性至关重要。受开发商或政府控制的业主委员会拥有有限的自主权，在保护业主权益时的效能相对较低。在面临共享的诉求时，业主可能尝试取代受到开发商或政府控制的业主委员会，有时候他们也会取得一定的成功。因为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在小区内唯一的合法代表组织，是维权的重要组织载体，所以业主不得不通过重新控制业主委员会来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为了建立一个能够领导维权活动的有效组织，首先必须替换被认为不能代表业主利益的业主委员会。这种倾向使得业主维权具有公共政治的含义（孟伟，2007），这个过程不仅关乎自身利益，还关乎业主自我管理权利。当一个业主委员会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并能令人满意地运作时，它将成为业主行动的重要组织
 力量。


作为组织力量的业主委员会：
 当业主委员会的自主权不成问题时，他们很可能成为关键的组织力量，这使业主委员会成为业主维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学者们都赞同业主委员会的建立及其能力是维权活动的重要资源。孟伟（2005）认为业主委员会可被看作动员结构，社区精英应当充分利用业主委员会。这些精英们通过业主委员会组织并协调集体行动，否则集体抗议将难以出现（张磊，2005）。

首先，受业主委员会支持的业主维权更加有效，因为对手将会更可能回应有组织的集体诉求。特别地，当采取法律行动时，比起单个的业主，业主委员会更可能保证诉求的合法性质。其次，业主委员会组织并动员业主，有助于克服协调问题和搭便车的困境。最后，对于集体抗议来说，因为业主委员会在法律上是一个代表小区内所有业主集体利益的合法组织，业主委员会也是合法性的来源（孟伟，2005）。组织水平较高的小区业主维权活动也有助于降低被误解的风险（Shi, 2008, p.245）。

然而，业主委员会在业主维权中的积极角色因为多种原因而受到限制。在多数情境中，业主委员会的自主权和日常运作绩效严重依赖于一小部分积极分子，业主委员会组织结构也可能是不断变化的。现有的证据似乎表明，只有当业主委员会的表现令人满意时，它才会成为维权活动重要的推动力。

5．社会关系和业主维权

除外部政治环境，学者也关注业主的内部资源以及他们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维护自身权益的。在这个思路上，社会关系是业主可支配的重要的资源。一般来说，学者们将邻里内部社会关系概念化为动员结构，而将小区外部的社会关系视作获取宝贵资源和支持的渠道。


作为动员结构的邻里内部社会关系：
 业主维权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潜在的参与者实际上是如何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的。中国城市少有基于正式组织的动员结构（Hurst, 2004）。这一论断或多或少也适用于目前的业主行动，因此许多现有的研究都强调社会网络的非正式角色（Shi & Cai, 2006; 孟伟，2005）。


 小区内，邻居之间较高密度的社会关系是重要的内部资源。上海的一个小区曾经发动了一场持久的“保绿”行动并最终取得成功；与之相对，临近的小区虽然也承受着城市发展的消极外部性，却没能成功动员足够的参与者。对此，社会关系是这一谜团的答案（Shi, 2008; Shi & Cai, 2006），某个小区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是该邻里中存在很多社会关系。曾鹏（2008）的比较案例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邻里社会关系通过许多机制导致了业主行动的出现（Shi, 2008；曾鹏，2008）。社会联系向潜在的参与者传播维权信息，这增加了集体行动的可见性，并将小区其他业主的决定暴露给潜在参与者。当潜在的参与者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高水平的可见性增加了预期的成功几率，这种乐观的估计进而便利了动员过程（Granovetter, 1978）。此外，内部沟通也是共识动员的来源，它有助于成功的框架化过程，也是策略和战术的来源。内部沟通，特别是业主间的“头脑风暴”过程有助于优化维权策略。

社会关系促进人际信任，这是抵消对手反制措施的宝贵资源，否则集体维权在面临分而治之的策略时则会分崩离析。同样地，社会关系促进群体团结、集体身份认同和情感支持。与任何集体行动一样，监控搭便车的人，给予积极分子回报及肯定并保护他们免受来自政府的惩罚对于业主维权来说十分关键。社会关系使得所有活动更加简单可行，通过这种方式社会关系有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增加业主参与的机会，并保持集体行动的可持续性。

领导力是集体维权中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组织力量匮乏时更是这样（Read, 2003; Shi, 2008; 曾鹏，2008，第142—146页）。社会关系提供了发现潜在领导者的方法并将他们变为积极分子。现有文献表明，积极分子和业主间的社会关系是微观动员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孟伟，2007，2005）。


作为获取外部资源和支持的外部关系：
 外部社会关系，特别是垂直型社会关系连接了外部资源——信息、建议、政治影响以及媒体报道。他们将业主积极分子和外界行动者如大众媒体、富有同情心的政府部门或官员连接起来（Shi, 2008），这种联系导致了居民维权的有利结果（Shi, 2008; Zhu &
 Ho, 2008）。外部社会关系，不仅对分散的业主行动来说很重要，对于业主行动的组织化发展来说也很重要。基于对一个业主非政府组织的案例研究，张紧跟和庄文嘉指出，由于不利的外部制度环境，非政府组织利用与政府官员和大众媒体的各种社会关系和联系来开展非正式政治活动（张紧跟、庄文嘉，2008）。

现有研究指出有多种不同的外部社会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与政府和记者的联系。与政府的关系是关键信息的来源（如支持积极分子主张的证据，参与纷争的不同政府机构的责任）。和政府官员的联系有时意味着能够有渠道获取关于政府处理维权事件的策略的相关信息，使积极分子可以为持续的维权活动做好准备。政府官员所提出的关于维权策略和战术的建议也十分重要。有了这些建议，积极分子可以在合理的界限内巧妙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向对手施加足够的压力而不招致政府强烈抵制。除了提供信息，与高层政府官员的垂直社会关系可以帮助业主将自身的诉求直接带给上级政府，而来自高层政府的指令会敦促地方政府介入并解决纠纷。

大众传媒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我们已经知道媒体对于业主行动的报道可以对相关的政府部门施加压力，这对于业主维权的成功来说是十分关键的。媒体富有同情心的报道常被视作公众对维权活动的认可，这增强了集体抗议的合法性（孟伟，2005）。此外，媒体报道使“隐形”的集体行动变成一次可见的公众事件，因此更可能引来政府官员的关注，并吸引更多的潜在参与者（何艳玲，2005）。与记者的社会关系使业主能够触及大众媒体，这种特定形式的社会关系进而将外部资源转化为业主维权可资利用的资源。

总之，现有文献已经证明外部社会关系对于业主维权的贡献。通过连接政府官员和大众媒体，积极分子们获取了宝贵的资源，如证据、建议和广泛报道。所有这些资源都影响了业主行动的出现与发展。对文献的进一步审视也提供了未来实证研究的可能方向。即“积极分子们是如何利用客观政治机会并将之转化为行动的？”这一问题应当得到更多研究。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政治机会作用机制。


 6．中产阶层：资源丰富的行动者

中产阶层的论题可以被追溯至摩尔的研究（Moore, 1966），它也被用来解释新社会运动（Parkin, 1968）。中产阶层理论试图使用社会结构（更具体地说就是阶层结构）来解释城市基层维权。我们常常假定中产阶层比其他阶层在城市维权中更为活跃（Dolven, 2003; Read, 2003; Tomba, 2005；胡荣、刘艳梅，2006）。中产阶层是业主维权的主要参与者，在维权行动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虽然资源对于业主行动来说的确很重要，但最为重要的资源是否都从中产阶层那里而来是需要具体分析的。一种可能是：在维权活动中，中产阶层并非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行动者。


基于消费的中产阶层和业主行动：
 在宏观层面，业主行动的发展和中产阶层的形成发生在相似的历史条件下，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时发生的。作为国家政策的变化结果，两者都随住房改革而来。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国家扩大内需等政策有很大关系。这已经导致了公共机构雇员、专业人员和有技术雇员的向上流动，增加了中产阶层业主的数量。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是国家改革的社会工程和经济社会开放的结果（Tomba, 2004）。这种关于中产阶层的理解是韦伯式的，它聚焦于消费状况而非生产关系。

支持中产阶层理论解释的研究者试图在基于消费的社会地位和维权活动之间建立联系。该论断认为业主共享基于消费的集体认同，因为中产业主凭借自身在房地产市场的优势地位而获益。
[11]

 当今，业主身份已经成为一种有名望的生活方式的代名词，这在空间区隔和门禁小区逐步增多的城市社会中更是如此。住房也是一种投资，一种财富积累的工具。住房商品化使得邻里成为一个集体利益表达和集体资源自发动员的空间（Tomba, 2005）。与之相关，住房商业化和物业管理服务也催生了一种新的业主的集体身份认同，这种新的集体身份认同为住房行动提供了推动力（Zhu, 2004）。


 基于对福建一些个案的研究，胡荣、刘艳梅（2006）发现业主维权的领导者通常是中产阶层成员，他们对于成功的维权来说十分关键。作为中国市民社会的支柱，中产阶层在维护自身权益的时候能够在自我利益和社会公正之间取得平衡。中产阶层和业主行动之间的联系是双重的。一方面，中产阶层成员对于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更加自觉的认识。他们更可能意识到他人对自身权利的侵犯，在权利被侵犯时也更可能采取行动。财产/物权作为最重要的权利，是中产阶层得以形成的物质基础。很自然地，其他人对财产权的侵犯会招致中产阶层业主在小区层面的抵抗；另一方面，中产阶层有能力和资源来动员同小区的业主参与维权活动，他们在获得外部支持方面也占据有利位置。换言之，行动能力非常重要（陈映芳，2006）。尽管研究者并不完全否认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大众传媒），中产阶层理论仍强调中产阶层作为一个独特且相对团结的群体所发挥的主导性作用。


对于中产阶层理论的一个批判：
 中产阶层理论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现有研究指出，阶层文化是解开中产阶层之谜所必要的（Rose, 1997）。考虑到阶层文化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第一代中产阶层是否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呢？对此问题的确切回答还为时太早。事实上，现有证据已经表明理论预测和实证研究之间的显著差别。比如，根据中产阶层理论，随着中产阶层的扩展，城市行动应该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但这在西方社会中并没有真实出现（Pickvance, 1995）。

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已经指出，中产阶层并不是一个同质的行动者，他们是多变甚至充满矛盾的（Tsai, 2005），中产与社会体系在结构上相对分离，并对主流政治较为冷漠（李友梅，2005）。中产阶层即使在参与业主行动时，其态度和策略也相对温和（Cai, 2005）。也许，中产阶层想要维持社会秩序，因此参与破坏性行动的动机有限。
[12]

 即便中产阶层业主能够成为城市维权的参与者，我们也并不清楚中产阶层这一阶层身份是否能够对维权
 行动产生独立的影响。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关于中产阶层理论的问题（陈映芳，2006）。据笔者观察，（一线的）业主积极分子通常是退休人员和家庭主妇。
[13]

 （由职业、个人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来界定的）中产阶层通常无暇参与持久的业主行动。


五、小结及可能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认为冲突政治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业主行动，因此本章回顾了中国几种重要的维权行动，包括农村地区的依法维权、环境保护行动、线上行动主义等。从现有文献来看，理解不同种类行动的出现和发展需要具体考察两个非常关键的方面，即政治机会（特别是有利的政治条件与状况）以及维权者利用这些机会的能力（见表3-1的简要总结）。大多数研究都同意一般的政治机会（不管是什么样的议题，它们可以形塑维权的发展）和与特定议题相关的政治机会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有文献将中国政治体系的不同特征看作政治机会，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先发制人的管理策略、法律和政策等。表面上看，现有文献已经广泛研究了一般的政治机会，但针对与特定议题相关的政治机会则有待进一步的探究。除此之外，客观的政治机会是如何被转化为集体行动的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的审视。

对业主维权的文献回顾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不同的理论路径。它们分别强调政治机会、社会关系、业主委员会以及中产阶层。政治机会理论认为外部政治环境能够更好地解释维权的出现。有关社会关系和业主委员会的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政治环境和业主积极分子间的互动，尽管由于理论核心观点的不同而具有略为不同的侧重点。文献回顾发现，现有研
 究很少有使用定量方法检验、支持现有理论观点的，因此有必要使用调查数据对维权活动参与状况进行统计分析，探讨业主的个人特征与参与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检验社会关系理论、业主委员会理论及中产阶层理论。此外，本研究也将会沿袭以往文献的理论洞见，探索塑造业主行动主义的政治环境以及政治环境和行动者的互动。具体来说，本研究尝试探讨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业主可以利用怎样的政治机会？二是业主是如何利用政治机会并将集体行动组织起来的。作者将遵循并发（conjunctural）因果机制的分析思路，同时考虑客观政治机会以及积极分子可获得的机会和资源的共同影响。就业主行动而言，业主面临经常变化的外部环境。例如，法规频繁变化，而法律或法规的多变性使得特定案例的适用性经常遭受质疑。多变的外部环境意味着有必要通过（重新）概念化或者引入新的维度来修订或扩展现有的政治机会理论，这样有助于充实我们对于业主行动主义的理解。



表3-1　对不同形式行动主义的解释的比较


[image: image]




互联网对业主行动的积极影响尚未得到研究者的广泛研究。目前为
 止，很少研究者关注互联网在业主行动中的角色。随着互联网在动员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互联网与政治机会以及框架化过程的关系也逐渐显现（Garrett, 2006）。此外，中国城市中互联网的盛行意味着互联网的角色应该值得更多的关注。对于线上行动主义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增多，但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网络空间的行动主义。对于业主行动，线上和线下维权活动的互动应该作为一个核心问题进行探索。具体而言，互联网如何影响了线下的维权活动？笔者认为，互联网本身不仅作为一种有助于利用现有政治机会的工具而发挥作用，也能为业主行动带来新的政治机会。特别是业主论坛作为一个（对业主而言）非常重要的线上平台，它与现实的小区有重合性。这种特点可能改变线上、线下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他们的动力与一般的网络行动主义略有不同。初步的实地研究发现，业主积极分子获得并共享了利于索赔的消息，这其中可能包含使用什么法律条款，政府将如何回应他们的策略，以及如何通过博客倡议自己的诉求，等等。因为政府依然严格控制着跨小区成立组织，而线上论坛的超链接以及（群）博客给了他们另一种协调的方式。在这种意义上，互联网链接着不同小区中原子化的维权。一位记者在访谈中说，发布在业主网上论坛的信息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消息源（访谈记录，20080623）。大众媒体和互联网间的这些互动可能会通过影响公共舆论和政府对业主行动的看法进而影响业主维权。

参考文献

Almeida, P.D., 2003. Opportunity Organizations and Threat-Induced Contention: Protest Waves in Authoritarian Sett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2), pp.345—400.

Cai, Y., 2002. The Resistance of Chinese Laid-off Workers in the Reform Period. The China Quarterly
 , 170, pp.327—344.

Cai, Y., 2006. State and Laid-Off Workers in Reform China: The Silence and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Retrenched.
 London: Routledge.

Cai, Y. S., 2005. China's Moderate Middle Class: the Case of Homeowners' Resistance. Asian Survey
 , 45(5), pp.777—799.


 Carruthers, B.G. & Ariovich, L., 2004. The Sociology of Property Righ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 pp.23—46.

Chase, M. & Mulvenon, J., 2002. You've Got Dissent！: Chinese Dissident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Beijing's Counter-strategies
 , Santa Monica, CA: RAND,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 Center for Asia Pacific Policy.

Chung, Y., 2008. Property-owning Socialism in a New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Housing Reform in Urban Chin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Dolven, B., 2003. A Home Revolt at Ground Level.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66(42), pp.35—36.

Garrett, R. K., 2006. 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IC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 9(2), pp.202—224.

George, C., 2003. The Internet and the Narrow Tailoring Dilemma for "Asian" Democracies.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6(3), pp.247—268.

Gilley, B. & Diamond, L. eds., 2008.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Granovetter, M., 1978. 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83(6), pp.1420—1443.

Ho, P. & Edmonds, R.L., 2007. Perspectives of Time and Change: Rethinking Embedded Environmental Activism in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 21(2), pp.331—344.

Ho, P., 2001. Greening without Conflict? Environmentalism, Green NGOs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 32, pp.893—921.

Ho, P., 2007. Embedded Activ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 Semiauthoritarian Context. China Information,
 21(2), pp.187—209.

Hurst, W., 2004. Understanding Contentious Collective Action by Chinese Laid-Off Workers: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CID),
 39(2), pp.94—120.

Lee, S., 2007.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Shanghai. China Information
 , 21(2), pp.269—297.

McNair, B., 2007.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4th ed.). London: Routledge.

Meyer, D. S. & Minkoff, D. C., 2004. Conceptualiz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Social
 Forces,
 82(4), pp.1457—1492.

Meyer, D. S., 2004. Protest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nu. Rev. Sociol
 ., 30, pp.125—45.

Moore, B.,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 Beacon Press Boston.

Osa, M. & Corduneanu-Huci, C., 2003. Running Uphill: Political Opportunity in Non-democracies. Comparative Sociology
 , 2(4), pp.605—629.

Otsuka, K., 2009. Strategies for Fragmentary Opportunities and Limited Resource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st Movement under Communist China in Transition. In S. Shigetomi & K. Makino, eds. Protest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O'Brien, K.J. & Li, L., 2006.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Brien, K.J., 1996.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 49(1), pp.31—55.

O'Brien, K.J., 2002a.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China Journal,
 (48), pp.139—154.

O'Brien, K. J., 2002b. Neither Transgressive Nor Contained: Boundary-Spanning Contention In China.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 8, pp.51—64.

Parkin, F., 1968. Middle Class Radicalism: the Social Bases of the British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ickvance, C.G., 1995. Where Have Urban Movements Gone? In C. Hadjimichalis & D. Sadler, eds. Europe at the Margins: New Mosaics of Inequalit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 Ltd.

Read, B.L., 2003. Democratizing the Neighbourhood? New Private Housing and Home-Owner Self-Organization in Urba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 (49), pp.31—59.

Read, B. L., 2007. Inadvertent Political Reform via Private Assoications: Assessing Homeowners' Groups in New Neighborhood. In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ad, B.L., 2008. Assessing Variation in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hina's Homeowner Associa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 41(9), pp.1240—1265.

Rose, F., 1997. Toward a Class-Cultural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 Reinterpreting New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Forum
 , 12(3), pp.461—494.


 Salmenkari, T., 2008. Searching for a Chinese Civil Society Model. China Information,
 22(3), pp.397—421.

Sampson, R. et al., 2005. Civil Society Reconsidered: The Durable Nature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of Collective Civic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3), pp.673—714.

Scott, A. & Street, J., 2000. From Media Politics to E-protest. In 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 3(2), pp.215—240.

Shi, F. & Cai, Y., 2006. Disaggregating the State: Networks and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Shanghai. The China Quarterly
 , 186(1), pp.314—332.

Shi, F., 2008. Social Capital at Work: the Dynamics and Consequences of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Urban Chin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 40(2), pp.233—262.

Tai, Z., 2006. The Internet in China: Cyberspace and Civil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Tang, S.-Y. & Zhan, X., 2008. Civic Environmental NGOs,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s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44(3), pp.425—448.

Tomba, L., 2004. Creating an Urban Middle Class: Social Engineering in Beijing. The China Journal,
 51, pp.1—26.

Tomba, L., 2005. Residential Space and Collective Interest Formation in Beijing's Housing Disputes. The China Quarterly
 , 184(1), pp.934—951.

Tsai, K.S., 2005. Capitalists without a Class: Political Diversity Amo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 38(9), p.1130.

Warwick, M. & Ortolano, L., 2007. Benefits and Costs of Shanghai's Environmental Citizen Complaints System. China Information,
 21(2), pp.237—268. Available at:http://cin.sagepub.com/cgi/content/abstract/21/2/237.

Wu, X., 2005. Red Net over China: China's New Online Media Order and Its Implication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5(2), pp.215—227.

Yang, G. & Calhoun, C., 2007. Media, Civil Society, and the Rise of a Green Public Sphere in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21(2), pp.211—236.

Yang, G., 2003a. The Co-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sian Survey,
 43(3), pp.405—422.

Yang, G., 2003b.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Journal of Contem porary China
 , 12(36), pp.453—475.


 Yang, G., 2003c. The Internet and the Rise of a Transna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phere. Media Culture Society,
 25(4), pp.469—490.

Yang, G., 2009.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Zhang, T., 2002. Urban Development and a Socialist Pro-Growth Coalition in Shanghai. Urban Affairs Review,
 37(4), pp.475—499.

Zheng, Y. & Wu, G., 200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ublic Space,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8(5), pp.507—536.

Zheng, Y., 2008.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Zhou, M., 2010. Reshaping the Space for Associations: Homeowners' Associations and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Urban Shangha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Brown University.

Zhou, Y. & Moy, P., 2007. Parsing Framing Process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Media Covera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 57(1), pp.79—98.

Zhu, J. & Ho, P., 2008. Not Against the State, Just Protecting Residents' Interests: an Urban Movement in a Shanghai Neighborhood. In P. Ho & R. L. Edmonds, eds.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New York: Routledge.

Zhu, J., 2004. Not Against the State, Just Protecting the Residents' Interests: A Residents' Movement in a Shanghai Neighborhood. Perspectives
 , 5(3), pp.25—40.

陈映芳，2006.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行动中的中产阶层.社会学研究，（4），第1—20页.

桂勇，2008.邻里空间——城市基层的行动、组织与互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何艳玲，2005.后单位制时期街区集体维权的产生及其逻辑——对一次街区集体维权事件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3），第36—41页.

胡荣、刘艳梅，2006.中间阶层在公共领域中的维权行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8），第41—44页.

黄卫平、陈家喜，2008.城市行动中的地方政府与社会——基于N区业主维权案例的分析.东南学术，（6），第59—66页.

李强，2005.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社会，（1），第28—42页.

李友梅，2005.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社会学研究，（5），第90—109页.

孟伟，2005.建构公民政治：业主集体行动策略及其逻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44（5），第67—
 72页.

孟伟，2007.日常生活的政治逻辑：以1998—2005年间城市业主维权行动为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施芸卿，2007.机会空间的营造——以B市被拆迁居民集团行政诉讼为例.社会学研究，2，第80—110页.

曾鹏，2008.社区网络与集体行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紧跟、庄文嘉，2008.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第133—150页.

张磊，2005.业主维权行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对北京市几个小区个案的考查.社会学研究，（6），第1—39页.





[1]
 详细讨论可参见O'Brien（2002b）的研究。


[2]
 O'Brien等（2006）确实提到了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新发展可以帮助积极分子获取相关的政策文件。然而当政策变化或修订频繁时，对于这种信息的简单获取是不足够的。至关重要且受争议的一点是具体个案与哪种法律相关。


[3]
 http://www.dcci.com.cn/list/2009sbn/20090702img/2.1.jpg，获取于2009年6月12日。


[4]
 这部分主要聚焦于线上行动主义的形式以及其兴起的解释。因此，这里将不会详细探讨国家互联网管制的约束条件。


[5]
 当将我们将业主与农民这些边缘群体比较时，这个陈述将显得特别中肯。


[6]
 这并不是说业主委员会永远发挥着动员结构的功能。请参见下文关于业主委员会如何在不同情景中扮演了不同角色。


[7]
 “持久消耗战”的策略对于一个特定的社区可能有效，但这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业主行动来说并不足够。


[8]
 关于特定议题的政治机会和一般性政治机会的讨论，可以参见Meyer（2004）以及Meyer等（2004）的研究。


[9]
 进一步的分析参见桂勇（2008，第153—180页）的研究。


[10]
 另一种可能是运转良好的自主的业主委员会可以预先阻止一些问题出现，如糟糕的管理服务；还可安抚业主不满情绪。因此，业主委员会也可能减少集体维权的必要性。


[11]
 收入不是房地产市场准入的唯一因素，例如，由国家配给的住房更倾向于一些群体（如公务员）。


[12]
 关于中产阶层和社会稳定性间关系的简要总结，以及中国中产阶层的新特征，请参见李强（2005）的研究。


[13]
 在一些案例中，退休人员和家庭主妇至少自认为是中产阶层家庭的成员。比如在第七章中所讨论的案例。在其他一些例子中，退休人员不一定是中产阶层家庭成员。即使在之前的情形中，（当定义一个阶层时）我们也需要使用家庭作为分析单位将这种社会事实整合进中产阶层理论，然而更早的文献常常使用个体来作为分析单位，或至多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模糊。









第四章　维权策略及其影响因素


业主会采取一系列策略来应对他们对住房的不满。正如现有研究所称，不同的参与模式所需要的资源有所差异（Sampson et al., 2005），而业主个体在可供使用的资源上也有所差异，这意味着可供选择的不同策略中存在着某种逻辑结构。本章将考察上海业主维权行动的策略分布状况。首先，笔者从个体参与/不参与的角度描述业主维权行动策略的基本情况，并对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进行简要的比较，该结果表明这两个城市业主所采取的维权策略具有类似特征。接下来，笔者将会对业主维权行动的策略进行分类，这个分类会提供一个考察维权参与的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的概括。基于这项分类方案就不同行动类型的参与和个人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建模。对个人特征的选择主要是基于现有关于中国业主维权行动的文献（详见上一章）。尽管现有文献对此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但这些实证研究很少从定量的角度来予以考察。最后，本章会进行一个简短的概括。


一、业主维权行动所采取的策略


业主会采取多种行动策略来维护基于住房所有权的权益。在这个部分，笔者将会采用两项调查数据集来描述上海的业主维权行动策略。第一项调查的数据在2007年间采集于当时上海市郊区的南汇区（现已并入浦东
 新区，后文简称为“南汇调查”）。
[1]

 另一项调查数据自2006至2007年间收集于上海的主要城市地区（后文简称为“上海调查”），包括了杨浦、闸北、黄浦、长宁以及浦东新区。就上海调查的被访者而言（表4-1），46.9%为男性，53.1%为女性。在教育背景方面，17.3%的被调查者拥有大专文凭，同时28.7%具有本科学位或研究生学位。46.1%的被调查者是商品房业主。
[2]

 10%的被调查者的月收入不少于5 350元（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提出5 350元是中产阶层与其他更低的社会阶层的分割点）。
[3]

 被调查者的平均月收入约为3 016元，他们的平均年龄为46.8岁，标准差为16.78。



表4-1　上海调查的样本特征值（2006—2007年）


[image: image]


注：（1）样本量为1251。

（2）对收入分组的临界值的界定是基于有关中产阶层个人收入的学术报告。




 在南汇调查（2007年）中，被访者被询问是否曾在过去两年内参加下列活动中的任何一项：“向大众传媒投诉”、“联名写信”、“集体诉讼”、“抗议、游行示威或静坐”，以及“有关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南汇调查（2007年）的描述性统计表明了在居住于城市地区的664名业主中，4.7%曾经向大众传媒投诉，5.1%曾经参与联名写信，3.3%的业主曾经参加过更加具有对抗性的活动，例如抗议、游行示威或静坐（表4-2）。

这些统计结果与作者的观察相一致。首先，出于便利性，联名写信在业主维权行动中被广泛使用。物业管理公司声称许多住房问题在性质上是集体性的，业主维权行动者需要证明他们的主张被多数业主支持，因此联名写信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向大众传媒投诉”也并不少见，但所占比例也不是很高，这可以通过大众传媒的双重性来解释（关于中国大众传媒的改革请参见（Li & Liu, 2009））：一方面，当今的大众传媒愿意宣扬各种住房纠纷，业主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大众传媒来诉说苦衷；另一方面，许多大众传媒公司仍受政府的管制，如果业主的对抗是敌对性的或被视为政治敏感的，则大众传媒对该事件的报道将无益于传媒自身的利益，因此他们会倾向于不报道。统计结果表明，只有一小部分业主曾经参与“抗议、示威游行和静坐”，这意味着这些备受争议的策略只被当作最后的手段。

除了最常见、最传统的维权参与的策略，一些新发展的策略（尽管可能不是完全具有创新性）也值得注意。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业主可以进行线上交流，因此线上（如在业主论坛上）对住房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参与住房管理的形式。在南汇调查（2007年）中，7.1%的业主在过去的两年内曾经参与有关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最后，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是业主参与集体诉讼的可能性也相对较高，这似乎表明业主比以往更容易选择诉讼策略。在目前的业主维权行动中，基于政治渠道的手段并不是唯一选择，而基于法律渠道的手段值得予以更多学术上的考察（表4-2）。



表4-2　南汇区业主维权行动的策略分布（2007年）



 [image: image]


注：（1）样本量为664。

（2）问题设置为：“在过去两年内，您是否曾参加或被卷入下列活动？”



在上海调查（2006—2007年）中也设置了类似的问题。在该调查中，被调查者被询问：“在过去一年内，您是否参加过以下活动？”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问题和南汇调查（2007年）中的问题有些许差异——时间跨度为“过去一年”而非“过去两年”。出于遣词上的差异，南汇调查（2007年）中的每一项指标的平均值都要高于上海调查对应的均值。
[4]

 然而，不同策略的相对发生率仍然是有意义的。

描述性统计表明了最普遍的参与形式是出席听证会（9.8%）。
[5]

 对此结果，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方面，出席听证会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参与方式；另一方面，听证会有多种类型，其中一些是商讨社区事务，而非对抗性的业主维权行动。由于问卷中没有合适的测量指标将对抗性的群众大会与协商听证会区分开来，因此也可能会导致出席听证会比例偏高。

此外，3.1%的业主曾经参与“联名写信”，3.1%曾经个人请愿，3.7%曾经向大众传媒投诉，后者的比例比前两者所占的比例稍高。相比南汇调查（2007年），向大众传媒投诉在市中心地区更加普遍，这可能是由于在市区内更容易接触到大众传媒。1.8%的业主采取了法律手段，同时1.5%的业主运用了激进的策略，例如“抗议、游行示威和静坐”。在上海调查（2006—2007年）中，集体诉讼的比例比南汇调查（2007年）中低很多，对此
 有两个可能的解释。
[6]

 首先，城市地区的业主有更多关于非住房问题的诉讼的经历，他们对采取法律手段时所面临的困难更加熟悉，所以他们决定采取法律手段时通常更加谨慎。第二，由于地方治理组织有更强的能力平息不满，并在业主上诉法院前解决住房纠纷，因此政治性策略在城市地区更加有效。

与南汇调查（2007年）中的数据一致，运用更加对抗性的策略是业主的最后手段，“抗议、示威游行或静坐”的百分比是最低的。实际上，个人请愿和联名写信两种形式以及向大众传媒投诉的参与率在统计上都比“抗议、游行示威或静坐”和“集体诉讼”的参与率要高。“集体诉讼”的参与率和“抗议、游行示威或静坐”的参与率类似（p值为0.52）。数据表明除了常规形式的抵抗，例如个人请愿和联名写信，以及向大众传媒投诉，法律手段值得更多学术上的关注，这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法律手段比激进的策略更加常见；第二，我们仍然对法律动员有很少的了解。与南汇调查（2007年）相似，就有关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而言，其普及性非常高，仅次于出席听证会（表4-3）。



表4-3　上海业主维权行动的策略分布（2006—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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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样本量为1 253，但集体诉讼例外，其样本量为798。

（2）问题设置为：“在过去一年内，您是否曾参加或被卷入以下活动？”



尽管所有的百分比都相对较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对上海所有常住居民（或至少在上海居住了6个月以上）的随机抽样。在上海，共有超过1 800万的居民，其中85%为业主。即使参与率只有2%，那也有大约
 300 000名业主在过去一年参与了业主维权行动。

总之，对这两项调查的统计分析发现：第一，就使用率而言，不同的策略间存在着一种等级结构。出席听证会、联名写信以及向大众传媒投诉相当常见，而更加对抗性的手段（如抗议、示威游行和静坐）则相对来说更加少见；第二，越来越多的业主似乎正在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住房相关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参与住房相关问题的网上讨论，这两种新的参与模式需要更多的研究。


二、广州的业主维权策略：一项比较研究


尽管本研究主要着重于上海的业主维权行动，但笔者也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如下问题——上海的业主维权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城市的业主维权行动具有共同点，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评估本研究发现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广到其他城市。此外，一些研究者声称上海的业主维权行动并不像其他城市的业主维权行动那样具有广泛的参与水平、也不具有较高水平的小区间的横向连接（Chung, 2008）。然而，根据笔者对上海和广州的观察，这样的观点仅部分正确。上海的业主维权行动确实具有更少的横向接连，这是因为上海业主的跨小区同盟和联合相对较少；然而，就参与率而言，很难说上海的业主维权行动被动员的程度更低。为了验证这个观点，笔者将比较上海（2006—2007年）和广州（2008年）业主行动的参与率。尽管这两项调查在不同的时间段完成，但它们的测量方法完全相同，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调查结果并不支持“上海的业主维权行动具有较低的被动员水平”这一观点。实际上，描述性统计表明广州的业主参与率和上海的类似，只在联名写信和出席听证会等少数指标存在例外（表4-4），
[7]

 广州的业主出席听证会的概率更小，这可能与组织资源的差异（特别是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的绩效）有关。根据笔者在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的田野调查，居民委员会和业
 主委员会似乎是听证会尤其是协调会的主要组织者。在上海，居民委员会扮演着非常积极主动的角色，也在很大程度上卷入社区各事务之中。比如，许多业主委员会受到街道办公室和居民委员会的直接支持和扶持，它们的创立率明显高于其他很多城市。这两个组织的平稳运转为业主参与听证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统计分析似乎表明，上海业主在网上讨论有关住房问题的可能性更小（统计检验的p值为0.08）。一种可能是这两项调查开展的时间不同。考虑到业主在近期才有更多上网的机会，而广州的调查时间晚于上海调查的时间，这种差异也就可以理解了。这一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被如下事实所佐证：上海调查（2006—2007年）中的该项参与率比南汇调查（2007年）中的参与率更低，而南汇调查（2007年）中的参与率也低于广州调查（2008年）中的参与率。

概括而言，这两项调查所呈现的各种策略的参与率具有更多的相似点而非差异。尽管参与率的绝对值有所不同，但统计检验表明大多数变量的均值几乎是相同的（在统计上不显著）。
[8]

 此外，对不同策略使用率的排序也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其中参加网上讨论和出席听证会都是最常见的策略，个人请愿、联名写信和向大众传媒投诉位于中间。此外，就“集体诉讼”、“抗议、游行示威和静坐”这两种策略而言，前者比后者稍微更常见。



表4-4　广州业主维权行动的策略分布（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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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样本量为241。

（2）问题设置为：“在过去一年内，您是否曾参加以下活动？”

（3）比较是基于二项检验。




 总之，就维权策略的使用率而言，上海的情况并不是例外，而是类似于广州等城市。关于上海的业主维权行动不如其他城市发达（Chung, 2008）的印象可能源于上海的业主维权活动并不是很高调、引人瞩目（例如上海的暴力性的案例可能比广州的更少），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上海的业主维权行动很少发生。

换言之，如果说上海业主维权行动与其他城市的维权行动具有差异性，那这种差异可能在于维权行动的动力而不是事件发生的总概率。Chung（2008）指出，受到上海特色的地方行政体系的影响，上海的业主维权行动的动力也可能具有较为独特的特征。在社区建设的大背景下，上海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有更强的能力协调或介入住房纠纷。与广州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相比，上海的基层行政组织也更主动地以协调者的身份卷入住房相关的纠纷中来。可见，我们未来也应该更多地关注地方行政体系（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制度）、业主以及维权活动的直接对手之间的互动。该研究方向可能会提供更多关于业主在维护自身权益时如何利用现有的政治机会的洞见。


三、策略类型学：多维度尺度分析


前文已经表明在三个调查数据中不同策略相似的排序，这意味着不同策略中存在着某种逻辑结构。换言之，由于这些策略需要的资源种类和数量类似，参与某一种策略的业主更有可能参与其他特定的策略类型。与此推理一致，有可能存在着几个策略族，同一个族的策略有着相似的特点，而不同族的策略具有不同的性质。这是一个聚类的过程，该过程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每一种策略的性质的理解。同时，它有助于我们对相似的策略进行分组，并在下文的统计建模过程中把它作为一个单一的因变量。该做法也使统计建模更具有可行性，否则由于个人的参与率非常低而难以得到可信的发现。

出于理论考虑，网上讨论和诉讼被视为单独的策略类型。网上讨论被个别对待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是一种新的业主维权行动的参与形式；其
 次，本研究希望考察互联网对传统参与策略的影响，这意味着网上讨论应该被视为一个单独的自变量。至于集体诉讼，它主要是发生于法律体系内，而不是政治体系，因此与其他策略具有明显的区别。

其他五个策略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体系的回应。本研究采取多维尺度分析方法（一种聚类的技术）对这五个参与策略进行分类。结果表明这五个政治策略可以被归组到三类中（图4-1）。“个人请愿”、“联名写信”和“抗议、游行示威或静坐”组成一类，同时“出席听证会”和“向大众传媒投诉”作为分开的两类。统计结果与笔者的观察相符，就“个人请愿”和“联名写信”而言，业主通常是直接到政府官员的办公室进行上访，并随后提交联名信。此外，政府大体上是“个人请愿”、“联名写信”和“抗议、游行示威或静坐”的共同对象。因此，有理由把这三种策略归为一类，笔者称之为“一般政治性策略”。对于上海调查（2006—2007年）的统计分析显示，6.3%（1 245中的78名）的业主参与了至少这三个政治性策略中的一个。其他两个类别中各自只包括一种策略。由于听证会不是由业主组织的，业主的参与是被动的，因此“出席听证会”是一个单独的类别。“向大众传媒投诉”也作为单列的类别，这是因为它面向的直接对象是大众传媒而不是政府。考虑到不同的策略已经被归入不同的类别，下文将会研究个人特征对参与不同类型的维权策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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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两维度的多维度尺度分析结果





 四、个人特征对参与行为的影响


这一部分将会考察个人特征对参与业主维权行动的影响。因变量包括参与“一般政治性策略”、“向大众传媒投诉”、“集体诉讼”和“有关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所考察的自变量主要是个人特征，具体包括阶层地位、邻里社会关系、业主委员会成员身份和对邻里事务的兴趣。上述变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有文献的研究。此外，其他个人特征，例如年龄、性别和住房类型作为控制变量也被引入模型。由于因变量是二分变量（是否参与），本研究将采用二分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自变量的测量


社会经济地位：
 一种观点认为，中产阶层业主更有可能维护基于住房所有权的权益。这个观点指出，中产阶层业主掌握更多的资源，更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中产阶层业主也具有更高的权利意识，对什么是他们的正当权益有更加清晰、自觉的认识。然而，该观点尚未被较为系统的定量分析所证实。此外，根据社会阶级和阶层的研究，中产阶层倾向于支持社会现状，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功能。正如第二章的文献回顾指出，对“住房意识形态”的研究也表明住房所有权可能会对业主的政治态度施加保守的影响。可见，在中产阶层和参与业主维权行动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是一个有待考察的经验问题。

中产阶层的测量方法是一个充满了学术争议的问题（Johnston, 2004）。本研究将运用三种不同的测量方法（职业、收入和教育）来检验中产阶层命题。在职业方面，本研究参考刘欣（2007）的研究将业主分为三类：中/上层阶层，退休者和其他。
[9]

 依据上海市社会科学院，2007年上海的中产阶层的月收入为不少于5 350元，本研究用这个临界值把被调查者分为高收入组或低收入组（包括零收入），没有报告月收入的被调查者被划分为单独的一组。
 在教育水平方面，业主被分为三组，即“本科及以上”、“大专文凭”和“高中及以下”。


邻里社会关系：
 邻里社会关系通常被认为是参加业主维权行动的重要促进因素。本研究采用五个指标来测量业主邻里关系，通过因子分析提炼出两个因子。考虑到各个因子载荷的大小，笔者将第一个因子称为“强邻里关系”，而将第二个因子称为“弱邻里关系”。这两个因子对应的因子得分是最后的测量指标。


业主委员会成员身份：
 业主委员会的成员身份是另一种邻里关系形式。因为业主委员会是唯一代表业主集体利益的常设组织，因此其各种联系形式对业主行动而言非常重要。一方面，作为业主委员会的成员保证了他们在获取信息上的优势；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义务参与不同的活动以维护小区业主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业主委员会的成员身份可能会对参与业主维权行动产生积极影响。


对邻里事务的兴趣和住房类型：
 对邻里事务的兴趣通过5分量表来测量，1代表兴趣最少，5代表最有兴趣。住房类型区分为“商品房”和“其他”两种类型。

2．统计分析结果


社会经济地位和维权参与：
 总体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对参与业主维权行动只有有限的影响（表4-5中的模型1-2）。当然，也有少数几点例外（表4-6中的模型3-4）。首先，退休者参与集体诉讼的比率是其他人的17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集体诉讼是一个非常耗费时间的过程，而退休者有更多闲暇时间。其次，具有高教育水平的业主（本科及以上）参与有关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的比率是低教育程度者的3.3倍。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有更高的互联网素养，并且能更好地接触到互联网。总之，不管采用哪个标准（职业、教育或收入），中产阶层都不是业主维权行动的关键参与者。换言之，中产阶层在业主维权行动中并没有表现得更积极。
[10]





表4-5　关于个人特征与维权参与的logistic回归（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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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10，* p＜0.05，** p＜0.01。





表4-6　关于个人特征和维权参与的logistic回归（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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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image: image]
注：＋p＜0.10，* p＜0.05，** p＜0.01。




社会关系、业主委员会和维权参与：
 强邻里社会关系对参与“向大众传媒投诉”和“集体诉讼”有重要的作用，而弱邻里社会关系对参与维权行动没有显著影响。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如果强邻里社会关系的得分增加1个单位，向大众传媒投诉的比率增加30%，参与集体诉讼的比率会增加54%。一般而言，这个结果和现有研究发现相符，即邻里社会关系是一种重要的动员结构。

业主委员会的成员身份也会促进维权活动的参与。业主委员会成员更有可能参与各种线下行动，包括一般政治性策略、集体诉讼以及向大众传媒投诉。和一般的业主相比，业主委员会成员参与业主维权行动的可能性提高约2.5—5.8倍。尽管参与集体诉讼的被调查者的数量非常少，但是参与集体诉讼的回归系数最大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考虑到业主委员会是唯一可以代表业主集体的权益的法定实体，该发现是非常符合常理的。

业主委员会成员身份对参与维权行动的显著影响表明，业主委员会是业主维权行动中最重要的组织力量。这一点与作者的观察相一致。在许多维权活动中，业主委员会都是业主维权活动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例如，在YFC小区，业主委员会是反抗开发商对业主侵权的维权活动的领导者（访谈20090729、20090806），直到草根业主委员会被一个受政府扶持的业
 主委员会部分取代。在HJY小区，一小块绿地被一个公路建设项目侵占，而该项目引起噪音污染以及房价的下跌，因此激起了一些业主的不满并开始组织反抗活动。在抵抗期间，业主委员会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收集了关键信息和证据，并向当地房屋管理局寻求帮助（访谈20090707）。后来，物业管理公司成功地把冲突转移到业主和业主委员会之间，维权行动变成了小区内部的矛盾。此后，大多数业主委员会成员辞职，业主委员会不再能良好运转，
[11]

 而维权活动自此开始衰落。一位参与者感叹道：“现在的开发商把社区俱乐部变成了旅馆，如果业主委员会还能好好地运转，我们就能和开发商协商。”（访谈20090718）

和个人参与者相比，业主委员具有更高水平的可信性和合法性，因此它们在组织维权活动方面会更加有效率。根据CSHJHY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副主任描述，业主委员会在维权活动中有它们自己的优势。最重要的一点是业主委员会在动员过程中更容易获得各业主的信任。在该小区，业主委员会向各业主散发传单，号召他们参与维权活动。渐渐地，来自每栋楼的志愿者加入了进来，他们中的不少人聚集在业主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商讨维权策略。此外，当业主委员会以业主集体利益的名义向政府上诉时，诉求也会更加具有合法性，更容易被政府所接受（访谈20090723；20090809）。另一个业主委员会的副主任这样说：“没有组织力，业主就是个体化的。相反，业主委员会有更加强的组织能力和分析能力，毕竟业主是相信我们的。此外，我们在社区有具体的利益，毕竟我们也是业主，这就是业主委员会成为领导者的原因。”（访谈20090708）例如，在CFEC小区的“社区党建”期间，共产党员们通过联名写信的方式向街道办事处呼吁，提议给他们的社区装上门禁，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增强社区安全的好机会。然而，提议被证明是徒劳无益的。提议失败之后，业主为了给小区安装上门禁不得不通过他们的业主委员会来争取。自然地，业主委员会也成为业主行动中的关键行动者（访谈20090729）。上述几个案例也表明，由业主委员会领导的维权活动比自发
 性的更具有持久性。


住房类型和参与：
 除“集体诉讼”外，住房类型（商品房抑或其他类型）对业主的参与也具有显著的影响。商品房业主更有可能使用一般政治性策略来维护他们基于住房的利益和权利。换言之，随着住房改革后的房地产市场发展，业主维权行动在公众中变得更为显性化。具体而言，商品房业主使用一般政治性策略（例如个人或联名写信，抗议、游行示威或静坐）的比率是其他群体的1.8倍；他们向大众传媒投诉关于住房问题的比率是其他群体的2.3倍；参与网上讨论住房相关问题的比率是其他群体的3.6倍。然而住房类型对参与集体诉讼没有显著影响。

住房类型（商品房）和参与网上讨论之间的联系是最强的。这与新建商品房业主能够更加便捷地访问网上业主论坛这一事实相符。对大多数新建商品房小区而言，在开发的早期阶段，网上业主论坛已经在常见的住房相关门户网站（例如搜房网）建立起来。对个别商品房小区而言，开发商也可能会建立起独立的业主网络论坛。最初，这些网上业主论坛起到了广告平台的作用。
[12]

 大多数业主搬入社区之后，网上业主论坛就渐渐地变成虚拟社会互动的场所、交流渠道和维权活动平台。尽管网上业主论坛是由开发商或他们的商业伙伴所发起的，但他们却无法垄断这些论坛的实际用途。相反，其他类型的居住区——售后公房和公房小区通常没有现成的网上业主论坛，而即使业主试图建立属于自己小区的虚拟社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笔者在调研中碰到这样一个案例：2009年7月，上海一个售后公房小区的业主在维护他们的权益，他们建立了博客来扩散他们的不满（访谈20090730），然而，这个博客在2010年3月由于违反终端用户协议被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关闭了。类似情况在基于门户网站的网上业主论坛上很少发生，尽管在后者的网上论坛发布帖子可能遭受审查。在上述背景下，商品房小区业主更可能参与网上讨论也就是很自然的。

总之，就是否能够较为便利地接触网上业主论坛而言，商品房小区和其
 他类型的小区（售后公房和公房小区）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商品房小区的业主更能容易地接触属于本小区的网上业主论坛。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网上业主论坛等便利的互联网平台）给商品房业主提供了表达不满和合法诉求的另一个渠道。对该渠道的利用不仅取决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取决于更结构性的条件，例如业主所居住的社区的类型。
[13]



到目前为止，统计分析结果已显示了商品房和各种参与类型之间的联系。商品房小区业主更加积极地参与关于住房问题的在线讨论这一点值得进一步的关注。如果关于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能够促进业主参与其他线下活动，那网上业主论坛的可利用性和网上讨论能够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商品房的业主更有可能参与线下策略。


其他特征和维权参与：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业主对邻里事务的兴趣并不一定会导致业主参与线下维权行动。不过，对邻里事务的兴趣和网上讨论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对邻里事务感兴趣变量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业主参与网上讨论的比率增加约90%。在所有的4个模型中，性别均不显著，这意味着女性和男性参与业主维权行动的可能性类似。就年龄而言，只有模型2中的系数是显著的，
[14]

 这意味着年长的业主更少向大众传媒投诉。这个系数非常小，即使把样本中年龄的分位距考虑在内，这个影响效应还是相当小。

3．业主特征的影响效应

上文已经了解不同的个人特征的影响效应，下文将对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比较。为了进行比较显著的自变量的影响大小，我们需要同时将模型系数和自变量的变化范围考虑在内。
[15]



就使用一般政治性策略而言，最重要的预测变量是业主委员会成员身份，其次是住房类型。至于向大众传媒投诉，住房类型和强社会关系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但住房类型的影响比强社会关系更强烈。参与集体诉讼的最重要预测变量是退休状态，接下来是业主委员会成员身份。强邻里关系会
 促进集体诉讼的参与，但是影响力相当小。最后，参与网上讨论由住房类型和教育水平所影响，这两者的影响大小基本相当，而个人对于邻里事务的兴趣的影响则比较小（表4-7）。



表4-7　不同特征的影响大小


[image: image]


注：（1）对连续型变量而言，影响效应大小=Exp（四分位差（IQR）×系数）。对二分变量或虚拟变量而言，影响效应大小=Exp（系数）。

（2）NS指不显著。



就个人特征的重要性而言，有几个模式值得强调。第一，业主委员会成员身份的作用相对而言是挺大的。尽管业主委员会很多时候是由地方政府所扶持的（比如，地方政府在业主委员会建立和选举过程中有很深的卷入），但业主委员会并没有因此而自然地变成政府的傀儡，相反业主委员会仍然是业主可获得的最重要的组织资源。第二，商品房业主相比其他出售公房业主更有可能参与各种类型的业主维权行动。这是出于几个原因：一方面，新建商品房的房地产市场还不成熟，房地产行业的监管框架还未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这可能也反映了与住房相关的不同的实践模式和法规，会影响业主对住房问题的理解和感知。例如，商品房小区的物业管理服务是高度商业化的，而物业管理的价格也比传统的物业管理模式要高不少。相应地，这种制度安排提高了业主对物业管理的需求和期望。相反，由于价格低廉，来自传统小区的业主不容易对现有物业服务质量感到不可接受（访谈20060824）。由于新建商品房的问题和纠纷能够引起公众的共鸣，商品房业主的诉求更容易吸引媒体的注意力。此外，正如在前一部分所显示的，就参
 与网上讨论的便利性而言，这两种不同小区之间也存在着结构性差异。第三，强邻里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动员结构不容忽视，但它的影响效应是最小的（至少在本研究所分析的样本中如此），因此它不像现有文献（Shi, 2008；曾鹏，2008）所说的那么重要。


五、总结


本章聚焦于业主维权行动的个人参与。首先，以调查数据为基础，本章描述了业主为了维护他们基于住房的权益所采取的行动策略。业主会采取多种策略来维护他们的权益，包括个人请愿，写联名信，抗议、游行示威和静坐，参与听证会，向大众传媒投诉，有关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以及集体诉讼等法律手段。

描述性统计显示出有意思的两点：第一，有关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在业主维权行动中正越来越重要，互联网在业主维权行动中的角色需要更多仔细的研究。随着Web 2.0（微博、微信、社交网站）的广泛使用，社会媒体和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也值得研究者深入考察。比如，微博等社会化媒体有助于促进不同省份/城市的业主委员会之间相互联系以及经验交流（Huang & Sun, 2014）。第二，法律行动也值得研究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尽管参与集体诉讼的业主的比例不是很高，然而它的影响却是显著的。比较不同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虽然诉讼作为一种维权策略其应用程度比不上请愿等，但诉讼的使用面并不低于激进策略（抗议、静坐等），甚至可能稍微更普遍一些。笔者等研究指出，业主在使用法律手段的时候，并不是将诉讼看作独立的维权手段，而是更加创造性地同时使用政治性手段和法律手段，充分利用这两种手段的合力来解决住房相关纠纷（Yipetal., 2014）。从这个意义来说，研究者有必要更加辩证地看到法律行动在维权行动中的角色。

尽管也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上海和广州这两个城市中的各种业主维权行动的参与率存在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说明，上海的业主维权行动的总体动员程度并不比广州的更低。就个体参与率而言，上海的业主维权行动并不像它看似的那么独特。上海的研究发现或者可以为我们研究
 其他城市的业主维权行动提供重要的启示和理论洞见。同时，上海和广州的业主维权行动参与的不同之处也突出了住房相关的管理机构（尤其是业主委员会）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是说上海和广州这两个城市的业主维权行动具有相同的组织形态。实际上，广州的不同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系均较为紧密，而上海的不同业主委员会之间处于相对原子化的状态（黄荣贵&桂勇，2013）。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与上海较为完善的物业管理制度、较为健全的基层治理组织架构以及维权过程中体制内支持者相对缺乏等一系列因素有关。可见，维权研究有必要从不同的层次（例如个人参与和组织形态）全方面探索业主维权行动的动力。

笔者结合理论逻辑以及多维度尺度分析的统计分析结果，将不同的行动策略归为不同的组群。其中，“个人请愿”、“写联名信”和“抗议、游行示威或静坐”被分类为一般政治性策略。考虑到向大众传媒投诉、关于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和集体诉讼发生于不同的制度场所（即大众传媒、网络空间和法律系统），笔者将它们看作单独的策略类型。以该分类体系为基础，作者进一步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维权参与和个人特征之间的联系。统计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中产阶层命题”。通常，中产阶层并非更加积极参与业主维权行动（只有少数例外）。尽管大多数业主维权行动的策略类型是温和的，但中产阶层决不是主要的参与者。这种联系说明“中产阶层温和的政治态度”不足以解释中产阶层在业主维权行动中的参与状况。我们不应该把中产阶层业主看作一个整体的行动者。在一定程度上，“中产阶层命题”无法为中国城市的业主维权行动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邻里社会关系为维权参与过程提供了助力，但影响不是很大。然而，由于缺少实证数据，本研究无法在统计上验证小区之外的社会关系对个人参与的影响。不过，和外部行动者的联系似乎能够为业主维权行动提供支持性资源，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业主维权行动的出现和发展。

业主委员会成员身份和商品房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业主参与维权行动的几率。业主委员会成员身份的积极作用反映出了目前的住房管理体系的特征——根据现在的法规，业主委员会是业主维权活动中唯一合法的组织资源。此外，房地产市场与网上业主论坛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共同演
 进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商品房业主更加积极参与网上讨论这一发现，因为商品房所有权意味着业主更容易接触到网上业主论坛。在线参与可能对线下参与活动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这也值得进一步考察。

总而言之，现有证据表明制度上的障碍和机会（往往并非由业主直接控制）比个人特征更能解释业主的参与行为。因此，研究者应该着重考察个人特征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业主维权行动的影响。换言之，我们应该关注那些可以被业主维权行动者所利用，并帮助业主把客观存在的政治机会转化为集体行动的有利因素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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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这项调查在这项研究中仅仅作为一个补充的数据集，因此这项调查的细节部分将不在此汇报。


[2]
 这表明了被调查者是业主，或至少是业主家庭中的一员，并居住在同一住房内。


[3]
 http://rent.sh.soufun.com/rent/news/1316679.htm，检索于2010年4月23日。需要注意的是本章采用个人收入、职业与教育获得来检验中产阶层命题。


[4]
 在2006年，基于住房的纠纷数量更少，这可能是另一个对上海调查（2006—2007年）的较低平均值的解释。


[5]
 听证会通常由地方行政机构如居民委员会所组织。


[6]
 基于来自广州的调查数据质量和描述性统计，就对集体诉讼的参与而言，上海调查（2006—2007年）似乎比南汇调查（2007年）更可信。


[7]
 由于缺乏数据，关于为何广州的业主更有可能参与联名写信的原因尚不清楚。


[8]
 非显著性可能是由于广州调查的样本量小。由于资源限制，作者无法考察这个暂时性结论的稳健度。


[9]
 由于属于上层阶层的人数很少，因此把它和中产阶层合并起来。关于测量方法的描述和证实，读者可以参考这本书。


[10]
 就职业而言，中产阶层给业主委员会提供建议的可能性略高于其他群体（p值为0.06），这表明中产阶层关心他们的合法权益，但是这种关心并没有转化为更加直接的参与行动。


[11]
 积极参与维权活动的业主委员会无法轻易地从当地政府和居民委员会得到支持。从这个意义来说，来自业主的支持对业主委员会的生存和运作至关重要。


[12]
 一些网上业主论坛是独立于门户网站、由业主建立的。然而，这种类型的网上业主论坛的数量比基于门户网站的网上业主论坛的数量少很多。


[13]
 对房改后不久建立的商品房小区而言，互联网对业主维权行动的作用较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互联网的使用在那个时期还不像现在这样广泛。


[14]
 笔者也以年龄的平方作为自变量运行模型，结果显示年龄不具有非线性影响。


[15]
 关于影响的大小的详细论述请参见Firebaugh（2008）。









第五章　业主资源及政府回应


众多研究指出，国家为社会行动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从而影响社会行动的出现、发展与结果（Kriesi, 2004; Meyer & Minkoff, 2004）。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这些国家如何塑造维权的时候，既可以将国家看作一个整体，也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在不同的层次对国家进行分解（Zhao, 2010）。对城市基层的研究表明，“国家”并不总是一个整体的、同质性的实体，随着利益的多元化，“国家”进一步被各种行动者所分解，在城市基层很难区分哪些是国家、哪些是社会，但却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具有各自利益诉求的行动者，例如街道办事处、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与居民等（Gui et al., 2009）。在业主维权过程中，多种体制内力量的支持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YIP等（2009）从宏观的视角分析广州业主委员会水平网络的形成过程，指出业主积极分子通过多种活动将地方政府官员、媒体、学者、地方人大代表、律师、非政府组织等行动者团结起来；同时，业主积极分子也积极参与政府组织的公共论坛等活动。通过这种活动策略，业主积极分子较为成功地利用嵌入于体制内各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地方人大、媒体）的资源。

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界限是难以区分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关于“制度化积极分子”的相关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集体维权。现有文献指出，国家行动者本身可能是“制度化的积极分子”（Santoro & McGuire，1997），而他们也可以和社会行动之间结成松散的联盟，这种
 联盟的形成对社会行动的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Stearns & Almeida, 2004）。“制度化的积极分子”这一理论视角指出，社会行动的参与者并非都外在于政治体制。实际上，社会行动的部分参与者一方面占据着体制内的政治位置；另一方面与社会行动追求相同的目标。对制度化的积极分子而言，他们同时跨越政治体制与社会行动两个领域，因此形成为“国家—社会行动的交集（State-movement Intersection）”。学界从三个维度对国家—社会行动的交集进行分析（Banaszak, 2005）：在体制内的积极分子的数量；社会行动中作为体制外行动者的身份类型；国家与社会行动发生交集的位置。国家—社会行动的交集之所以重要，在于制度化的积极分子为社会行动活动提供支持，给予体制外参与者获得体制内资源的途径。由于制度化积极分子在体制内担任公职，他们可以通过例行的、低成本的渠道接触决策者，并发挥自身对政策制定的影响。Santoro等（1997）对两个政策领域的研究发现，女性民选官员数量对政策的制定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体制内占据公职的女性主义观点的民选官员的意识形态似乎并没有因为占据公职而变得更为温和（Banaszak, 2005）。Stearns等（2004）对日本的环保行动的研究发现，全国性政府部门、反对党、地方政府以及法院在不同的阶段都与环保行动结成松散的联合，是导致日本环保政策大转变的关键。

基于“国家—社会行动交集”这一理论洞见，本研究认为具体考察维权业主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解业主行动的逻辑。虽然“碎片化国家”为业主集体行动提供了客观的政治机会，但是在一个政务没有完全透明的体制中，如何发现、利用这些机会结构对集体行动者而言是一个挑战，部分业主同时也是政府/公共部门雇员这一事实为业主发现并有效利用客观的机会提供了便利，本章将这一存在称为“业主—政府的交集”。正如下文的案例分析所表明，在业主维权的过程中，担任公职的业主在幕后支持业主维权行动，他们的贡献对业主行动的成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此过程中，直接发挥其政治影响力、提供关键信息是两个关键的作用机制，其中以提供关键信息这一机制更为常见。


 一、业主集体维权的一个案例


1．案例概括

本章呈现并分析发生于一个中产阶层新商品房小区的业主维权案例。关于该案例的经验材料通过以下途径收集得到：（搜房网上的）在线业主论坛、小区网站以及对参与者的面对面访谈。此案例发生在上海东北角的一个约有1 000户的相对较新的小区，其大部分业主是20—30岁的中产阶层。第一批业主在2007年搬入。事情发生的时候一些业主还没有入住，住户之间的社会联系比较弱。但是，他们由一个网上的业主论坛和QQ群（QQ群是中国一款流行的即时通讯系统）
[1]

 形成较为活跃的虚拟社区。QQ群是业主在开始装修房子时建的，业主会在群里面共享装修信息，彼此之间通过这种网上互动建立亲密关系。这两类虚拟社区的成员存在重叠，两者皆为集体维权行动作出了贡献。到2009年1月，
[2]

 网上业主论坛有超过1 000次发帖和3 100条以上的跟帖，涵盖各种各样的话题，从日常生活到物业管理信息都有。在两个虚拟社群中，业主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2008年年末，业主偶然发现物业管理公司未经业主许可便授权承包商在小区建立手机中继站，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47条。在业主看来，手机中继站对健康的影响后果不明，因而激起了一些业主的愤怒。一些积极分子在网上论坛中贴出了照片和信息，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业主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并成为志愿组织，通过论坛、公共宣传（传单），同时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呼吁集体行动反对该项目。一些业主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支持这些要求。最终，该事件以取消中继站项目告终。这一事件可以分出三个阶段。

阶段1：确认存在未授权项目

2008年8月23日，一些业主注意到小区中在进行一项工程，但是他们
 并不清楚细节。9月27日，他们发现小区中建了一个手机中继站，这一消息通过网上论坛开始传播，并逐渐发现这一项目并未经业主授权。9月19日，志愿组织（以下以首字母缩写XYLYH代替）收集到有关建立中继站的材料。2008年9月22日起，这些材料通过网上论坛开始传播。

阶段2：集体努力

2008年9月24日，XYLYH在线上/线下号召采取集体行动维护业主权益。同时，该志愿组织向小区业主征求授权以代表业主的合法权益。因为业主的反对，工程暂时停工。9月25日，其中的积极分子召开持续3天的会议，号召进行集体上访。与此同时，物业公司决定就中继站项目征求业主意见。之后的日子里，一些业主个人自发地破坏了已建成的设备。

9月26日，10位业主代表、居民委员会、物业公司一起举办了洽谈会。会后，业主集体向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诉。9月27日，业主表示不同意物业公司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给出的提议。因业主持续上访，街道办事处和当地房管局定于10月开调解会议。9月29日，上访仍在继续，超过一半的业主（约500户）签署集体请愿书支持维权活动，志愿者们在小区大门口发放科普传单；同时，工程承包商试图继续修建工作，但被业主发现并制止了。

从9月30日到10月1日，志愿者向中国移动公司投诉。在此过程中，他们了解到在正式移交中国移动公司前，中继站属于承包商所有。10月3日，业主到区政府上访。10月6日，业主要求物业公司中止该项目，并消除给小区带来的所有负面影响和防止更深的负面影响。10月7日，区政府就上访给出答复。1天以后，物业公司主管回应业主投诉，承诺会尊重业主意愿。10月9日，信访办公室官员告知业主原定于10月11日的调解会延迟。10月17日，信访办公室的一名官员到访小区，试图说服居民相信中继站是无危害的，但并未成功。相反，业主催促相关政府机构在10月24日前组织调解会议。

阶段3：调解会议和最终解决

2008年10月22日，志愿组织收到通知，说定于24日举行调解会议，这一安排引发了网络热议。志愿组织召开协商会议，调解会议最终于10月24日举行，可见业主确实在推进纠纷解决进程。10月25日，积极分子呼吁业
 主监督中继站的拆除工作。10月27日，召开了会议讨论拆除中继站的计划。最终，承包商放弃了该项目，并于10月28日在未解决遗留问题的情况下撤出，因而物业公司要负责中继站的拆除工作。

2．居民委员会的回应

政治机会理论表明外部政治环境对维权行动的影响。本章将政府（及其延伸机构）的回应作为政治机会的一个维度，并关注政府的回应对维权行动的影响。根据上海的社区治理结构（细节参见第一章），居民委员会是理解业主行动的一个重要的行政机构（桂勇、崔之余，2 000）。
[3]

 因而，居民委员会的回应值得深入探索。

在集体维权的早期阶段，业主积极分子和居民委员会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居民委员会主任表达了解决纠纷和建设和谐社区的意愿，并且承认物业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业主的意愿和利益。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志愿组织在能获得大多数业主支持的前提下，其合法性将得到居民委员会的初步认定（会议记录20080926
[4]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居民委员会在类似事件中，通常使用的抑制策略是撤换业主委员会中的积极分子（访谈20061230），而非正式的志愿组织对集体维权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业主看来，这些回应仅是象征性的（访谈20090727）。事后回顾整个事件中居民委员会和业主的关系可以发现，积极分子发现纠纷并力图解决之后，居民委员会更多地把他们看作“麻烦制造者”，会因为害怕他们将来有维权行为而竭力阻止他们成为业主委员会候选人。

为了理解居民委员会表面上的积极主动的回应，我们要将社区建设实践、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和居民委员会的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等因素纳入考量之中。

第一，居民委员会主动的回应与社区建设实践有关（Bray, 2006）。通过社
 区建设，上海各级政府尝试建立居民组织作为新的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以重获治理过程中的主导权。在这一实践中，居民委员会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其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这解释了居民委员会的高回应率。与之鲜明相对，广州的居民委员会则很少回应此类纠纷。广州的一位积极分子说他们很少在向居民委员会或街道办事处提出诉求时收到有意义的回应（访谈20080806）。

第二，居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社区社会资本（刘春荣，2007）和居民委员会对地方事务的兴趣，因此它无意中增强了基层群众在集体维权中的参与度。上海调查（2006—2007年）显示，那些参与居民委员会直选的人更有可能参与上访、签署给政府的呼吁信、给业主委员会提建议、参加社区听证会和在网上讨论社区事务（细节尚未在此汇报）。

第三，随着居民委员会社会控制能力减弱，它们往往难以平息业主的集体维权。在本案例中，居民委员会新近才成立，动员能力比较弱。居民委员会的弱能力似乎是集体维权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对持续较长时间的维权行动尤其如此。对6个有集体维权经验的小区的访谈显示，他们的居民委员会能力都相对较弱，居民委员会无法动员足够多的业主以压制积极分子的维权动员努力。经验证据表明，过去10年间居民委员会的社会控制能力在下降。虽然统计分析显示，相较于普通群众，居民委员会和党支部仍可有效地动员共产党员（细节未在此汇报），但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居民委员会也常常抱怨他们在直接选举中遇到的困难。

3．政府的回应

除居民委员会之外，街道一级政府机构（街道办事处、信访办公室、综合治理办公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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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对业主的要求做出回应，但是他们的反应往往不具有一致性。对业主而言，这些反应似乎更像是混合型信号。一方面，虽然这些政府机构对业主的诉求会有回应，但往往只是象征性的，难有实质意义；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往往倾向于物业管理公司。业主的利益是否被放在首位，这一点也可通过考察业主到街道办事处上访的经验来详细阐述。


 与居民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之后，一些业主到街道办事处去投诉并咨询相关的政策法规。这些政府官员承认物业管理公司的行为不能姑息，并表示他们不知道物业公司是在未取得全体业主同意的情况下行动的。在一次讨论之后，政府官员支持业主集体上访所提出的诉求，同意在志愿组织取得超过2/3的业主签名之后拆除中继站，街道办事处也同意协商纠纷的解决方案。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大体上最终能在社区层面拿出一个解决方案，而这两个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集体维权接下来的发展。

政府的回应对维权十分关键，这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政府支持（或缺乏支持）是决定集体维权成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现有研究所表明的，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那么在对立方拒绝合作时，解决方案的执行往往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法律判决（张小军、裴晓梅，2007）。广州的经验表明，没有政府的支持，即便他们有大多数业主的支持，志愿组织也很难将决议贯彻下去（访谈20080806），这部分因为业主不具有强制执行权。其次，集体维权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政府官员给业主上访答复中所提出的“2/3业主的支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集体上访变成了一种关键性策略。最后，调解会议使业主集体地与政府官员面对面，这也很关键。一方面，如果大多数业主出席，那么这是一个完美地展现“群众力量”的场合；另一方面，官员很少会公开地在业主面前否认法律和政策条文，因此在面对面的互动中业主更有可能占据优势，可以通过呈现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取得政府支持。

应当注意的是，一些政府官员的回应大多数只是象征性的。例如，在集体维权过程中，信访办公室的官员力图使业主相信中继站是无害的，他们应当取消维权活动。在最后阶段，街道办事处在未征求业主意见的情况下将调解会定在了周五，这种安排只是方便了政府官员而非业主，因为业主必须请假才能去参加会议。而且，会议通知只提前了一天发布，也未在小区张贴。所有证据显示该街道办事处在为业主利益服务中的态度如何。在调解会中，至少在部分业主看来，有些官员和物业公司站在一条阵线上。

有时，他们的确认同业主的论点和诉求，正如一位业主在网上论坛所讲
 到的，“现场最后貌似信访办的吴同志和房产办的韩同志承认了广大业主的权益受到了侵犯，物业行为是不当，感谢他们在关键时刻仗义执言！”
[6]

 需提到的是，这些有实质意义的回应往往是因业主施加了直接压力和展示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才作出的。这个过程也并不缺乏对抗性的场面。例如，将会议定在星期五引发了与政府机构原意相背的结果，因为这一事件被理解为政府倾向于物业管理公司，因此无意中动员出许多业主，最终有30多名业主参加了调解会，且整个会议都作了录音，这迫使这些官员更负责。面对强有力的侵权证据，这些官员不得不适当地回应业主的要求。尽管公开的调解会议不是超出制度范围的，但有时毫无疑问会有争论。与业主面对面地对话，官员必须不时地作出让步。摘自一份网上的帖子：


唐阿姨有着丰富的基层维权经验，较大的声音和敏捷的思路，每每在关键时刻，在双方进入僵局的时刻，力挽狂澜，果断地打破僵局。在入场时，对方按原定计划要求我们出示通知书原件，只能放5人进入开会（而物业公司、政府官员、移动公司到达现场的超过20人），唐阿姨大喝一声：“我是业主，为何不能旁听？”避免了大量群众被拦在门外的尴尬。将近下班，对方急着下班想草草应付，说今天会议到这里，下次再议，而全然不顾我们都是请假到此的艰难，和被拖延的焦虑。唐阿姨走到门口用手臂一拦，大喝一声：不解决此事，谁也不要想离开，我们奉陪到底！会议有了一个初步结果，我们要求落实到纸上，丁同志说没有必要，大家都是见证，无论如何不肯把结果写下来。唐阿姨把纸和笔塞到他们手里，强迫他们写下承诺。
[7]





二、体制内业主影响维权的作用路径之一：提供信息


体制内担任公职的业主（以下简称“体制内业主”）在维权行动中有重要
 作用，因为他可以提供内部信息，其作用非常关键。一位志愿者描述了体制内业主促进维权的过程。
[8]




（志愿者）接待了两位热心的来访者，为我们送来了他们楼的签名书，并向他们介绍情况，这两位女士表示，她们身为法律工作者，又在国家高级政法部门工作，对这种严重侵权的事件非常生气，并提出如有必要他们愿意和大家一起挺身而出，争取尽快“把这个祸害赶进大海”。然后，她们向联谊会提出了在程序上的建议，让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很多弯路。


另一份网上的帖子
[9]

 中，一位积极分子解释了为什么维权组织者希望业主保持冷静，不要破坏设备。虽然业主会个人自发地破坏设备，但这绝不能变成一种集体的策略。


上午10点，志愿者队伍中的资深司法界前辈向我们了解情况时指出，在他们多年办案中，的确接触过自毁设备然后嫁祸无辜的事件，提醒我们注意。所以即使发生了事故，也不能仅怀疑我们的业主。


……


大家维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不打没把握的仗，不打吃亏的仗。


借助体制内业主的内部信息将会形塑集体维权中业主采取的策略。正如一位受访的积极分子所指出（访谈记录20090709），他们通过信访或电话直接联系相关的政府官员来向政府呼吁。在这个过程中，在体制内工作的业主知道他们应该联系哪位官员，并且给他们提供该政府官员的手机号，从而让他们可以直接把请愿书和业主诉求反映给直接负责的官员。

该积极分子继续讲到，如果政府官员（例如，来自街道办公室和街道信访办公室的官员）不受积极分子推动、催促，他们就不会为业主的要求负责。为此，他们在提交请愿书后，依然每天都通过电话的方式向政府反映业主的
 诉求。偶尔，业主们甚至威胁要发起集体上访或“集体散步”。由于担心业主真的采取集体上访或“集体散步”行动，官员对业主的诉求进行了回应，尽管这种回应并不完全令业主满意。当问到“你如何得知他们害怕有群体性事件”时，受访者则指出体制内业主告诉他们这些信息。实际上，体制内业主还明确指出，群体性事件在官员的年终评估中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一旦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即使地方官员在其他方面的工作表现非常好也无济于事。

政府官员象征性地给业主作出回应时，他们可能会以“超出权限”为借口，而普通市民很难区分这是借口还是真实状况。体制内的业主有助于克服此类信息不对称现象，提高从政府官员处获取实质性回应的几率。一份网上的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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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位积极分子号召业主在洽谈会上提出行政处罚要求。他解释说，根据一位在政府工作的志愿者的内部消息，地方房管局有权处罚触犯业主利益的物业管理公司。没有此类内部信息的话，积极分子可能并没有十足的底气去提出他们的要求。

如果需要，那些在政府机构中工作的业主能够且愿意提供物质性支持。但本案例中少有体制内的业主提供的物质性支持。相反，现有经验证据表明他们提供的大多数是信息资源。这些信息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相关政府部门和官员及其联系信息，这有助于节省业主寻找相关官员并提出他们的要求的时间。第二类是关于政府官员的“反击策略”的信息。这类信息是维权业主避免采取招致麻烦的错误策略的关键。因此，体制内业主对策略选择有“温和化”的效果，但这种效果是有条件的。即，基于可获取的信息，业主相信温和的策略更有利于得到成功。如果业主认为温和的策略无效时，这种“温和化”的效果便不复存在。此外，这种效果只适用于组织化维权。在此案例中，集体行动作为一个整体排斥个体行动，但还是有个别业主自发地破坏了设备。第三类是维权策略的选择。最有效的策略是给政府一个当前问题确实属社会问题，需尽快解决的信号。虽然一些业主中的积极
 分子知道做出社会问题表象的重要性，但是除非他们知道政府如何运作，否则并不容易了解到如何去做。体制内的业主能提供关于不同策略对政府官员的意义的关键信息，因此能帮助积极分子选择有效的策略。

我们要综合中国城市的政治环境去理解内部信息的重要性。第一，政府需回应市民各种申诉。保证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在政府（尤其是高级别政府机构）日程上具有优先性。正如一位业主告诉笔者的，除业主团结起来之外，“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也是维权中的有利机会（访谈20090727）。第二，虽然最近情况有所改进，但普通市民仍很难了解到政府运作过程，尤其是决策过程相关的信息（Jiang & Xu, 2009）。体制内的业主提供的关键信息有助于克服这种障碍。因此，维权业主能在不冒太多政治风险的情况下得到政府的回应。第三，体制内业主与体制发生交集处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他们促进/妨碍业主维权的方式。例如，政府机构对业主维权有双重影响，正如一份网上的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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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讲到的：“我一定积极响应并参与维权活动，只是上访是部队纪律所不允许的，我就当不知道啦。呵呵。如果有需要的地方，请随时通知我，我一定尽力，家是自己的。”


三、体制内业主影响维权的作用路径之二：政治影响


那些在体制内工作的人了解政府的运作方式，因而能为第一线的维权积极分子提供关键信息，但这并不是体制内业主发挥作用的唯一途径。考察其他案例可以发现，体制内业主可以通过直接施加政治影响来促进业主维权行动。

在上海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笔者遇到一些相关案例。例如，在一个小区，业主认为一条道路的所有权应该归小区所有，为此业主与争议方产生了纠纷，而一些业主也因此而开始了维权行动。其中一名业主恰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帮忙将业主的诉求直接递给了主管官员（访谈
 20090723）。在另一案例中，业主希望给小区建大门，因此与街道办事处展开维权行动。其中一名业主的学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该人大代表替业主们向区政府递交了一份申诉信，这封信迫使街道办事处至少部分地与业主洽谈解决（访谈20090729）。在这个例子中，体制内的关系成为维权业主和主管政府之间的桥梁。

在XCY小区，体制内业主的政治影响这一作用路径最为明显。该小区是位于市中心的高档小区，约有300户住户，一些业主是高级公务员或上海文广新闻传播集团的员工。区政府曾经计划在附近修建一栋3层建筑，该建筑会降低小区居住环境质量。维权积极分子在两天里收集到业主的2 000个签名，联名反对该项目。然后，他们直接将请愿信发送给了市政府主管人员，区政府机关官员很快便撤销了该项目。据一名积极分子所讲，这是因为区政府相关官员感到了压力，觉得积极分子可能会直接到中央政府信访（访谈20090726）。区政府相关官员快速直接地回复该申诉的关键是该小区的业主多为高级公务员，了解政府机关的运作方式并可能采取升级行动。

显然，政治影响起作用的路径与信息流不同。政治影响起作用时，体制内的业主往往会明确地向政府/相关对手表达其观点，尽管他们并不是业主行动的核心组织者。上述3个案例都有这个共同的特征：即体制内业主把业主的诉求直接传达给主管该事件官员的上级部门，进而给下级政府官员造成政治压力。在此意义上，体制内业主对业主维权有积极贡献。

对各案例的简单比较似乎表明，有两个因素决定了政治影响是否会起效，即体制内业主所处的体制内地位和业主维权的性质，两者与Banaszak（2005）的国家/行动交集的概念基本一致。第一，实际发挥作用的机制取决于体制内业主所处的体制内地位。如果体制内业主居于较高级别的政府部门，他们会倾向于发挥自身的政治影响。与此相反，如果他们位于较低级别的政府部门，其主要的作用机制则是提供信息。只有高层政府官员才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去施加影响，当业主行动的对立方是当地政府官员时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形中，体制内业主和维权行动对立方相对地位的高低也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只有体制内业主居于对立方之上时，直接的政治影响才是有效的。另外，这也是高层政府官员更愿意直接参与到住房纠纷中的
 原因。

第二，体制内业主影响业主维权行动的作用机制也取决于维权行动的性质。这一性质的两个维度是非常相关的：一是业主维权究竟是限于一个小区的还是多小区联合的；二是业主行动是否直接针对政府。如果业主行动是多小区联合并针对高级别政府部门的，那么体制内业主发挥作用的机制便不太可能是政治影响。

总的来说，体制内的业主通过不同路径促进业主维权行动。如果体制内业主在纪律严格的政府部门，处于政府内低级别职位或事业单位，那么主要的作用机制可能是提供有效信息，包括有用的政策法规信息、政府运作逻辑和对解决住房纠纷有发言权的重要官员的联系信息。如果体制内业主占据政府高位，那他们可能会利用政治影响来达成目标。但是，政治影响是否有用还取决于住房行动的性质。在两种状况下，政治影响不可行：一是当住房维权的对立方是政府高级部门时；二是维权行动备受关注，政府被迫要在不同部门间达成一致时，政治影响的施展空间极小。


四、业主—政府间交集的制度根源


对业主维权研究而言，体制内业主的作用具有其制度基础，因此值得研究者关注。

第一，由于“碎片化国家”，存在客观的政治机会。对业主维权积极分子来说，如何利用这些机会十分重要。正如一位积极分子评论的：“就是（行动的）度很难把握，闹得声势不大就没有人理，但是如果没有分寸又会被人抓进去。”（访谈记录20090707）换句话说，虽然文献所提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被很多维权者所知道，但积极分子并不容易找到最佳的策略。这是因为业主在有效利用现有政治机会前还需要克服信息不足的问题。体制内业主的存在则有助于部分解决这种障碍。

第二，访谈中我们发现，如果体制内业主并不在同一行政区域工作、生活，那么他们参与业主维权行动的政治限制便被弱化。如果有需要，他们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参与维权。Zhu（2004）的研究指出，共产党员这一
 身份并不会自动导致他们避免参与业主维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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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调查（2006—2007年）也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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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参与业主行动被定义为参与如下任何一种行动：到政府上访、信访、给大众媒体写信、向政府呼吁或抗议，那么体制内业主（共产党员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更可能参与到维权中。体制内维权积极分子的工作经验使他们具有了为业主维权行动作贡献的公民能力、信息和智慧。与此相反，在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SOE）中工作的人则较少会参与业主行动，因为他们中大多数没有社会或政治影响力，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担心维权的对手会向他们所工作的单位通报他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类似的区别也存在于退休业主和仍在工作的业主群体之间。这种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卡方检验值临近显著性值（p=0.056）（表5-1）。



表5-1　住房行动参与度与工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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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业主行动具有双重特点：一方面，大部分住房行动基于合法主张
 而非变革性集体行动（Cai, 2005）；另一方面，使用何种法律法规为其主张的合法性辩护则具有相当的可争论性。业主行动的双重性质使得体制内业主的信息共享相当重要。在体制内工作使得这些业主可以便捷地得到法律、政策、规则信息及对这些资源的内部解释。此外，在政府机关内工作也使他们能更方便地学习组织维权行动的政治技能。一位积极分子强调这些技能对于写请愿书很有帮助：“他是一个有政府背景的人，他说他不能出面，但是可以帮忙。是我们业主委员会单线联系他的。我每次写完文章之后，就会交给他来润色。他文采极好，思路清晰，讲问题逻辑清楚，论据扎实。而且他心里非常清楚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一定要说。所以我们每次交上去的东西都让政府官员无话可说。”（访谈记录20090809）

第四，专业（professional）人员和公共部门雇员更有可能成为业主（Tomba, 2004），这意味着体制内业主是广泛存在的，这一点在高档商品房住宅区更为明显。我们在上海的调查表明，27/53的小区（50.1%）具有一定比例的业主在政府机构或党支部工作，这些小区中7.5%的小区有超过10%的业主在政府机构或党支部工作。

第五，最后但也同样重要的一点，体制内业主在其他案例中也有发挥作用。例如，曾鹏（2008）记录了相似的一种现象。在上海，体制内业主对各类业主维权行动（尤其对行动结果）均有帮助。在一个案例中，业主给小区建大门而遭到街道办事处的反对，于是街道办事处试图在未给出相关通知的情况下拆除铁门。一位在当地政府工作的业主给小区业主透露了该消息，小区业主从而较容易地理解了所发生的状况，并最终促进了纠纷的解决（访谈20090729）。

类似于“社会行动—国家交集”这一概念，或许我们可以使用“业主—政府间交集”这一概念概括体制内业主对业主维权的影响。“业主—政府间交集”是不同于其他概念（如政治结盟）的一个有用的概念。一方面，业主—政府间交集不是一个外在的组织资源，而是一种取决于特定小区居民构成的内部资源；另一方面，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业主通常不会充当行动组织者或领导，相反，他们通过提供信息来为业主行动作出贡献，该作用机制可以归结于两个原因：第一，低级别体制内业主的数量要大于高级别体制内业主；第
 二，在政府工作的低级别体制内业主会担心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或其他政府官员会就此向他所在单位投诉。即使这不会影响他正式的工作业绩评估，也难免会有其他负面作用。这对那些体制内业主参与业主维权的模式具有一定的影响，即他们大多不愿担任维权的一线组织人员。在上面所详细描述的案例中，他们通常自己不会在请愿书上签名，但会鼓励家人签名。不过，虽然他们并不直接以领导者或协调员身份参与谈判过程，但他们的确为业主维权行动作出了贡献，而邻居也认为他们属于维权积极分子。

业主—政府间交集是一种特殊的“嵌入”类型，但它与学界考察过的环保行动中的嵌入不完全相同（Ho & Edmonds, 2007）。在环保行动中，积极分子本身是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员。换言之，环保积极人士与政府有直接的联系，而业主行动中的积极人士是通过那些在政府部门中工作的人群（很多时候也是小区业主）而与政府之间发生间接联系。类似的，业主—政府间交集不同于依靠积极分子自身的社会资本（Shi, 2008），而更加接近环保行动中的“嵌入”现象。社会资本理论更强调积极分子与政府官员间直接的纵向关系，而业主—政府间交集关注“业主—体制内人士—政府”这一间接联系。

这种细微的差异表明业主—政府间交集这一概念对于理解业主行动有其价值。研究者可以通过区分第一线积极分子（例如，维权行动中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和在幕后的“支持者与追随者”来更好地理解业主维权行动。虽然第一线的积极分子确实以退休人员、家庭主妇等为主，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幕后的支持者。在研究业主维权行动时，我们应当从小区层面理解小区人口构成（尤其是业主—政府间交集）对维权动力的影响。我们的调查数据支持了这一初步推论，27个小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业主—政府间交集这一现象，而这些小区居民的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平均水平高于那些不存在体制内业主的小区对应的政治效能感。具体而言，存在业主—政府间交集的小区业主的内部政治效能平均得分为12.41，而无业主—政府间交集的小区平均得分为11.75。这种差别在统计上是显著的（p值=0.002 2）（表5-2）。即使在排除在党政组织工作的业主后，这一差异在0.1水平上是显著的（单
 侧检验的p值=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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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言之，该差异仍然存在。这种高水平的内部政治效能鼓励了业主的政治参与，从而间接地通过增加其他维权参与者的信心和效能来为维权行动作出贡献。



表5-2　业主—政府间交集与内部政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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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析单位是小区（N=53）。




五、本章小结


这一章较为详细地考察了一个业主反对手机信号中继站的集体维权案例。虽然这个案例中的对立方是物业管理公司和项目的独立承包商，但地方政府机关，包括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和信访办公室等也被卷入到维权事件中来。政府的卷入可能源自如下原因：第一，为避免被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业主主动到政府部门寻求政府对业主半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的合法性的认可。第二，在社区建设实践的背景下，居民委员会解决纠纷时的能力是其工作绩效考核的一个指标，这强化了居民委员会对集体纠纷的回应意愿，也加快了其回应速度；同时，居民委员会弱化的社会控制能力给予业主更多自主的社会空间，这对于集体维权的成功也十分关键。第三，政府机构（街道一级）也愿意回应业主诉求（通过信件或人工传达）。其中政府的回应度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一方面，在上海，街道一级机构具有较强的治理能力——如果与北京相比的话（Chung, 2008, Chapter 3）则尤其明显，而其能力是有效、快速回应的基础；另一方面，体制内业主有助于维权积极分子选择与其诉求吻合的行动策略，这也增加了政府回应的几率。


 政府机构的回应不只是协调作用，也有促进作用，因此地方政府的回应度对业主维权行动的发展和结果十分关键。在业主委员会还没有成立的条件下，对一个志愿性业主组织的合法性的认可是半组织化集体维权的前提。这种认可以大多数业主的支持为前提，所以签名行动也因此变成一种关键策略。在集体维权的组织者征得大多数业主的支持后，政府机构召开了调解会去解决纠纷。在这个案例中，由于政府机构有解决纠纷的能力，而业主有开发利用政治机会的资源，政府回应的有利影响十分明显。正如历史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实质性的政府回应与相对温和的争议往往是并行出现的（Hung, 2007）。政府回应度和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的深入考察。这种考察可以从维权策略的角度解释为什么中国的业主维权行动相对温和这一事实。

体制内业主通过提供有用信息（包括主管官员的联系方式、合适的维权策略以及政府可能的应对策略）来提高政府的回应度。虽然提供信息不是唯一存在的作用机制，但该机制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其他案例的经验表明另一作用机制是政治影响，而该作用机制是否发挥作用则取决于体制内业主所处的体制内地位和集体维权的性质。体制内业主通过提供信息促进集体维权则正好回应了政治机会如何影响维权政治的理论争辩。一般而言，积极分子不会在不了解政治环境的情况下提出其主张，也不会在完全地、充分地理解政治环境时才采取理性的行动。事实上，他们的行动往往伴随着不确定性：一方面，客观的政治机会限定了维权行动的潜在空间，若不存在政治机会的扩展，便很难理解中国城市中近年来出现的业主维权；另一方面，积极分子能否充分利用客观存在的政治机会则取决于他们的知识和观念。考虑到普通业主难以了解政府机关运行和决策过程的相关信息，积极分子如何获得与政治机会相关的信息则变得非常关键。要克服这种信息壁垒需要多种资源。这种情况下，研究者有必要考察如下两组要素的联合效应：客观存在的政治机会结构、那些有助于维权者将客观政治机会转为可资利用的政治机会的资源。本章认为体制内的业主是维权积极分子了解、学习和充分利用客观政治机会的（潜在）有利条件。笔者将这一现象归纳为“业主—政府间交集”这一概念，该归纳为我们更好地整合政治机会理论和
 资源动员理论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本章所描述的业主维权行动、共意维权（consentful contention）（Straughn, 2005，p.1603）和依法抗争（O'Brien & Li, 2006）等维权行动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业主利用政府的许诺和所提倡的价值观来提出自身主张（这一点在本案例的调解会上可以清晰看到）。社会正义、法律和权利等国家公开宣称的价值观时常被维权业主所提及。
[15]

 同时，“表演”这一概念也与业主行动相关。一方面，维权者会不时地用到“给面子”这一策略。比如，当政府官员支持业主诉求时，他们会正面回应和肯定政府官员的做法。因为业主必须直面地方政府官员才能得到合法权利，所以“给面子”更多是一种策略而非真正的感激。

然而，中国城市的业主行动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当业主维权行动中的积极分子通过集体维权去维护自身利益时，从逻辑上说，他们的对立方并不是国家。业主的诉求偶尔涉及地方政府官员的不当行为，而极少直接要求改变国家政策。政府的确不鼓励高度组织化的集体抗议（尤其是大规模的跨小区的集体维权），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一个小区内的集体维权的成功也有赖于中等水平的组织程度。根据国务院2003年所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小区的业主委员会是合法组织，因此政府更不容易回避业主委员会所提出的集体诉求。可见，在政府可接受的限度内，增加诉求者的可信赖性、团结性、参与者数量及其对集体行动的承诺有助于提高维权成功的几率（Till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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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城市中，区政府是最低一级政府机关。街道一级是区政府派生出的承担诸多行政功能的机构。法律上，居民委员会是一个自主、自治的组织，但现实中它是街道办事处监督指导下的一个辖属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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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ttp://shbbs.soufun.com/1210122344～-1～3708/66572305_66572305.htm，2009年5月9日。


[12]
 据笔者观察，除非住房维权直接针对高级政府部门，否则确实如此。


[13]
 数据中只有几位参与者，因此该统计结果只有指示作用。


[14]
 因样本规模不大，使用0.1作为标准是合理的。


[15]
 关于社会正义，见http://news.qq.com/a/20100314/001550.htm，2010年4月2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中可见到针对财产权的条款。









第六章　网上业主论坛与业主维权行动


正如第四章所表明，有关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已经成为关注物业管理的业主的一种常见活动，并且参与在线讨论在不同类型的邻里空间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似乎表明在业主维权行动中，互联网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取决于业主的网络素养，也取决于外部的社会条件。事实上，作为在线讨论场所的网上业主论坛的可用性和可获得性也是由互联网发展和经济发展所共同决定的。可见，理解业主维权行动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互联网在维权事件中的角色。类似的论点也可以在现有文献中找到，例如对农村地区的维权研究同样也强调新的信息技术的作用，这些作用与维权者可资利用的政治机会紧密联系在一起（O'Brien & Li, 2006）。

本章将集中考察互联网这一新的维权手段与业主维权行动之间的关系。下文将首先回顾互联网与维权行动，然后介绍有关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率及其使用概括，笔者将特别关注网上业主论坛的发展。接下来，本章将检验维权业主参与网上讨论和参与线下维权行动两者之间的关系。文章使用个案研究来构成业主维权行动中互联网角色的类型学，这个类型学的稳健性将会被充分评估。本章最后将进行简要讨论。


一、互联网与维权行动


第三章已经回顾了有关中国的线上行动主义的相关文献，该回顾表明互
 联网作为重要的手段和策略已经被应用于多种不同类型的维权行动。本章将讨论有关维权的学术文献，这些文献不仅提供了了解互联网和业主维权行动的理论基础，也有助于本研究与现有文献进行学术对话。因此，在考察互联网和业主维权行动之间的关系之前，这个小节将简要回顾关于互联网和维权的文献。

来自多个学科的学者（包括社会学、政治科学和传播研究方面的学者）都在关注互联网和维权之间的复杂关系。Garrett（2006）从动员结构、政治机会结构和框架化过程的角度回顾了互联网与维权的现有文献，在此基础上指出互联网对上述三个方面都有所贡献。
[1]

 下文将简要概括Garrett（2006）的文献回顾。当然，对互联网政治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下文所回顾的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以下研究成果（Guobin Yang, 2009; van de Donk & Donk, 2004; Mccaughey & Ayers, 2003）。

就动员而言，互联网不仅可以影响维权活动的参与，还可以影响对社会行动组织的参与。互联网可以促进集体认同、创建虚拟社区，并且降低发布和获得信息的成本
[2]

 ，因此它可以促进维权政治的参与。这样一来，互联网降低了协作的成本，也使得小贡献有效地聚集起来。同样地，互联网速度快以及遍及全球的性质可能会加速社会行动的扩散。由于互联网信息的精确性降低以及信息具有的同质性，社会行动的周期可能因此会被缩短，而维权冲突也可能会被加剧。此外，基于互联网的网络互联（networking）有助于去中心化的、非等级制的组织形式，因此对维权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正式的社会行动组织不再是必须的，取而代之的是集体行动被共同的议题所联结起来；第二，由行动企业家领导的社会行动和（新型的）社会行动组织有可能出现；第三，组织间的合作变得可行。

互联网能够改变机会结构，为维权提供有利条件。首先，互联网促进了
 跨越国界的维权，这反过来影响国内的政治，并创造出新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有助于维权者识别和发现潜在的政治机会（例如政治盟友、政治机构中的弱点或分裂）。其次，基于互联网的传播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抵御国家控制，所以社会行动参与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享有更多自由。此外，其他在线新闻主义的活动也有助于揭示政治体系内的冲突。

框架化过程取决于巧妙的表达和精心制作的宣传。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互联网有助于促进框架化过程：第一，基于互联网的宣传给予维权者更多的编审控制权。换言之，它更少遭受到大众传媒或国家/政府相关机构的过滤。第二，基于互联网的宣传可以即刻地传播到全球各地。第三，维权行动者所宣传的信息更有可能被视为是真实可信的，因此他们的宣传可能更具“合法性”。

上文的简要回顾表明了互联网在维权行动中的重要性。与西方文献有所不同，中国的文献倾向于把互联网看作一种制度外的政治参与渠道和一个公众意见表达平台，因此研究的重点在于在线行动和线下维权之间、国家控制和线上行动之间的互相影响（黄荣贵，2010）。

大多数研究者集中关注大规模的维权行动，但互联网是否以及如何有助于地方维权还不太清楚，至少从有关互联网和维权的文献和有关中国互联网研究的文献来看是这样（黄荣贵，2010）。目前关注互联网和地方社区之间的关系的文献主要以美国为研究对象，然而中国城市中的邻里规模远小于美国社区的规模，这也使得中国的业主维权行动具有独特性，因此地理距离上的限制对中国的业主维权行动而言并不是很重要。

与现有学者所建议的方向一致（Garrett, 2006），本研究认为有必要考察维权中互联网在具体社会脉络中的角色。业主维权行动是一种地方化的集体行动，因此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研究对象。业主维权行动的地方性质使互联网的一些技术特征的贡献不那么突出，这样有利于突出社会环境和互联网怎样被使用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些实证研究已经初步考察了互联网和中国城市地区的业主维权行动，在当下越来越多的业主成为了互联网用户，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使用互联网作为一种维权行动的工具。在这一意义上，当前研究无疑将会充实我们对中国业主维权行动的理解，下文将运用多种
 方法来了解互联网怎样促进了业主维权行动。


二、业主论坛的普及性


互联网在中国城市正变得越来越普及，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互联网用户的数量正在急剧增加，城市地区尤其如此（Tai, 2006; Zheng & Wu, 2005）。2009年，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5亿人，而2013年6月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已经多达5.91亿人。

对于业主而言，互联网也逐渐成为维权活动的重要工具。在上海，大部分新建商品房小区拥有他们自己的网上业主论坛。2009年9月，sou fun.com上一共有2 446个网上业主论坛，并且这个数目还在继续增加。尽管网上业主论坛可以被业主用于各种与维权无关的行动（例如分享信息、组织社会/娱乐活动），但也会被业主有目的地用于维权行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267个新建商品房小区（占所有拥有网上业主论坛的邻里的6.8%）已经建立了特别针对维权活动的讨论版块（见下表6-1）。



表6-1　网上业主论坛和住房特征


[image: image]


注：*和* *，第一个数字是频数，第二个在括号里的数字是百分比。

数据来源：网上业主论坛的数量由作者在2009年5月9—12日汇编自http://shbbs.soufun.com。其他数据来自《上海统计年鉴（2008）》，其统计数据来自2007年。




 网上业主论坛的发展步伐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步伐大致同步。换言之，网上业主论坛根据房地产发展状况在地理上形成集群。例如，浦东新区的网上业主论坛数量最多（675个）；同时，无论是新建居民住房的面积、居民住房的总面积还是2007年的别墅面积而言（见上表6-1），浦东新区的房地产市场都具有最快的发展步伐。为了检验这个推断，笔者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了三个描述出网上业主论坛的数量和住房特征的相关系数都很大，在0.9以上（表6-2），并且这些系数在统计上均显著。
[3]

 这些发现支持了下述观点——网上业主论坛的可利用性和可获得性在结构上由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而最为关键的条件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



表6-2　分地区的网上业主论坛数和住房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image: image]





三、互联网、网上业主论坛和参与业主维权行动


业主群体的互联网使用率相当高，上海的情况尤其如此。我们的上海调查（2006—2007年）表明，57.3%的被调查者都有过上网的经历。就线上活动而言，45.1%的被调查者每天浏览网页，8.2%的被调查者会偶尔浏览网页，这些数据意味着大多数互联网用户有网上阅读的习惯。此外，4.5%的业主曾经参与有关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29.3%的业主曾经访问和住房问题不直接相关的论坛版块（更多详情在表6-3）。有关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通常在网上业主论坛上进行，这意味着网上业主论坛对理解业主维权行动具有
 重要的意义。



表6-3　业主的互联网使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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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上海调查（2006—2007年）。



由于网上活动是极其多样化的，这些活动和参与业主维权行动之间可能不存在一般性联系。换言之，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是一个需要通过研究的经验问题。因此，下一个小节将会对各种线上活动与参与线下业主维权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建模。

1．网上讨论和参与业主维权行动

本文估计了多个logistic回归模型
[4]

 来评估线上活动对参与线下业主维权行动的影响（见表6-4），这些模型在三个方面得到类似的结论。统计分析显示，参与关于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的业主更有可能参与线下维权活动。从模型系数来看，他们参与一般政治策略的几率是不参与网上讨论者的5.4倍，他们向大众传媒投诉的几率是其他群体的8倍，参与集体诉讼的几率是其他群体的68倍。
[5]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其他的线上活动对参与线下业主维权行动不具有任何显著影响。这些发现意味着，只有特定类型的网上活动才有助于线下的业主维权行动，尤其是有关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对线下的参与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其他类型的线上活动不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这有可能是因为有关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与业主维权行动具有明确而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将互联网和衍生的在线平台视为政治机会的重要组成，则该统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特定的政治机会比一般的政治机会更重要的观点。

由于“关于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对线下维权活动的参与度影响较大，因此网上业主论坛值得业主维权研究者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首先，正如第三章所指出，对邻里事务的兴趣只能增加有关住房的网上讨论的参与，而不会直接增加对线下活动的参与；而上文则揭示出有关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显著地促进业主对一般政治策略、向大众传媒投诉以及集体诉讼的参与。因此，有理由认为网上业主论坛可以通过在线讨论把业主对邻里事务的兴趣转换成具体的参与行动。其次，正如本章的下一小节将要表明，互联网（尤其是网上业主论坛）可以同时发挥信息公开平台、讨论平台、动员结构、桥接型社会资本以及外部盟友的功能，这些机制均会增加对线下业主维权行动的参与的可能性。

为了考察其他个人特征对参与线下维权活动影响的稳健性，笔者对表6-4中的模型与第三章中的模型进行了比较，并发现如下几点结论。第一，当几个网上活动的变量被引入统计模型后，“本科及以上”的教育水平对参与一般政治策略的模型是显著的，但其系数是负数，这意味着更高的教育水平本身可能会降低参与的几率。然而，如果“把网上活动”排除出统计模型，这个系数就变成不显著（见第四章），这一改变表明了教育的消极影响可以被使用互联网的积极的间接效应所弥补。第二，“年龄”对“向大众传媒投诉”的消极影响变为显著，这可能与年轻人更有可能成为网民（并且他们也更有可能加入网上讨论）这个事实有关。换言之，“年龄”和“向大众传媒投诉”之间的联系是以网上活动为中介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互联网让业主能够找到过往其他业主向大众传媒投诉的先例，因此他们也更加有可能找到对业主维权表示支持的媒体机构，并最终鼓励了业主利用大众传媒来发出自己的诉求。第三，无论是否把“网上活动”变量引入模型，“强关系”和“业主委员会成员身份”的影响都是稳健的，这两个系数的影响大小和显著性都没有改变。



表6-4　网上活动和参与业主维权行动：Logistic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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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10，* p＜0.05，** p＜0.01.

数据来源：上海调查（2006—2007年）。



2．网上讨论的中介效应

互联网（尤其是网上业主论坛）可以被看作政治机会，支持该观点的经验数据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根据作者的田野调查，网上业主论坛的可利用性和可获得性具有结构性根源，比如商品房邻里比较容易接触到网上业主
 论坛，而公房小区和售后公房小区等传统的邻里对网上业主论坛的接触是非常有限的。第二，在商品房内居住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他们参与有关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的可能性。第三，在对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这一变量被引入模型后，不同模型中（一般政治策略、向大众传媒投诉和集体诉讼）的“商品房”这一变量的系数似乎变小了。

与该论点一致的是，商品房对参与线下业主维权行动的影响部分地通过网上讨论而间接发生，即存在所谓的中介效应。如果该中介效应存在，那么当统计模型中加入“网上讨论”这一变量后，商品房变量对应的系数将会变小。为了估测这个中介效应，我们计算了商品房这一变量的系数变化及变化的不确定性。我们采用了1 000个重复的自举法（bootstrapping）来估计系数变化的不确定性。自举法是一种基于计算机模拟的计算方法，它用可重复抽样方法从原始数据中抽出一个样本，每个样本的样本量大小和原始数据集相同，然后基于所抽取的样本计算出相关的统计量。当重复的数量非常大时，经验分布就能给出较为精确的推断。自举法的结果显示，“商品房”变量的回归系数确实在所有模型中都变小了。在三个系数中，对“向大众传媒投诉”的变化是最大的，并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对“一般政治策略”的系数的平均变化大约是0.055，该变化是相当稳定的。自举法表明了89.5%的数值模拟结果产生了正向的变化，这表明了在0.1水平上统计显著。对“集体诉讼”的变化小且不稳定，无论是在统计上还是实质意义上，该变化都应该被视作是不显著的（表6-5）。这些发现表明了商品房对参与“一般政治策略”和“向大众传媒投诉”的积极促进作用部分地通过业主参与“有关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这个中介变量而发生，因此关于互联网作为政治机会的观点得到部分的支持。



表6-5　网上讨论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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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image: image]
注：（1）由于其他网上活动都是不显著的，因此这里纳入“网上讨论”的模型没有把其他网上活动包括进来。

（2）对变化的不确定性估测是基于1 000个数值模拟的拔靴法。

（3）数据来源：上海调查（2006—2007年）。



此外，本章还采用了因果中介效应（causal mediation effect）的检验（Imai et al., 2010）来评估中介效应的大小，
[6]

 结果显示了“商品房”对参与“一般政治策略”和“向大众传媒投诉”的影响部分地通过“网上讨论”这一变量发挥间接影响。和自举法中的模拟结果类似，就“集体诉讼”而言，中介效应并不显著。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商品房”对参与“一般政治策略”的影响效应有12.9%是通过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而间接发生的，而“商品房”对“向大众传媒投诉”的影响效应有11.3%是通过网上讨论而间接发生，可见中介效应并不是琐碎的（表6-6）。换言之，网上业主论坛和网上讨论的可利用性对参与业主维权行动的作用并不能完全由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来解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上业主论坛对业主维权行动而言是一种外在的机会，根据住房类型所定义的小区类型与业主维权论坛的可获得性两者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对业主维权行动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表6-6　通过网上讨论的商品房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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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互联网与维权行动

互联网不仅增加了业主参与集体维权的可能性，它还促进了集体维权的出现。要研究互联网与集体维权的出现的问题，分析单位是维权事件而不是个人。由于收集许多维权事件的相关数据对研究者来说并非易事，因此会遇到小样本问题（样本的数量少）（Mahoney, 2000）。从统计学上来说，这意味着自由度太小，模型被“过度决定（over-determined）”（Goldthorpe, 1997）。这里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来克服小样本的问题，该方法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复杂的因果关系（Ragin, 1987）。定性比较分析以布尔逻辑为基础，来简化二分结果发生的结构条件，它试图采取整体性的视角来探讨二分结果变量的多元并发原因。关于定性比较分析的更加详细的内容可参见黄荣贵、桂勇（2009）的研究成果。

本小节所分析的数据源自访谈和调查，分析单位是邻里事件，样本包括了15个商品房邻里。邻里内的集体维权是本章关注的核心因变量，它根据如下三个标准进行定义：第一，参与者的数量必须大于5（Chung et al., 2006）；第二，这个集体行动必须与小区内集体性的问题有关；第三，必须存在业主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争议或对峙。

对解释条件的选择综合考虑了现有的集体行动、社会行动和业主维权的理论。此外，为了检验互联网和集体维权之间的关系，网上业主论坛的存在被包括了进来（详情见表6-7）。
[7]





表6-7　解释条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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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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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解释变量进行校验（calibration）后，我们得到了没有矛盾条件组合的真值表（黄荣贵、桂勇，2009，第46—48页）。对真值表的分析得出了集体维权的三条路径，可以重新表述如下：
[8]




[image: image]




上述关系使用中文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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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结果可以发现，网上业主论坛出现在集体维权的两个因果路径中（“不满*论坛*不存在业主委员会*缺乏社会关系”以及“不满*论坛*业主委员会*社会关系”），而业主委员会只出现在了一条因果路径中（“不满*社会关系*小规模小区*业主委员会*不存在论坛”）。该研究发现意味着网上业主论坛促进了集体维权的发展。第一，和业主委员会与社会关系相比，网上业主论坛似乎起到了动员结构的作用。第二，网上业主论坛的运作更少依赖于邻里的规模，网上业主论坛不仅存在于规模较大的小区，也存在于规模较小的邻里维权事件中。第三，作为一种动员结构，社会关系在规模较小的邻里中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第四，不满是导致集体维权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把简单化假设（没有观察到的潜在的组合）包括进这个分析，上述结果可以被进一步简化。最重要的发现是，导致集体维权的一个主要因果路径是网上业主论坛与不满的同时存在。


四、互联网的角色：一项类型学分析


上文的统计分析已经表明，互联网在业主维权行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小节将会分析网上业主论坛的帖子和通过访谈得到的证据，并在这个基础上对互联网的角色建立一个类型学。在展示细节部分之前，笔者首先对有关维权的文献中现有的类型学简要地进行回顾。

有关互联网和维权的研究认为信息流动是互联网影响维权发展轨迹的一个重要机制。根据信息提供方的取向，信息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事实取向的信息、观点取向的信息和动员取向的信息（Rosenkrands, 2004）。事实取向的信息提供的是关于发生了什么的资料；观点取向的信息针对具体问题分享个人的观点；动员取向的信息试图提高公众的支持度，试图说服他们赞成具体的行动。把这个类型学应用于中国城市的业主维权行动时，研究者必须注意到如下这一点，即用户使用互联网的方式实际上是反映出了当
 时的社会状况。在这个意义上，纯粹基于互联网的技术特征的分析尚不足以了解互联网在维权中的角色。换言之，我们需要把有关的社会环境纳入到分析中来，从而更好地理解互联网在业主维权中的角色。根据笔者的观察，Rosenkrands的类型学似乎还不够缜密，有待进一步提炼。

以XYY小区的维权活动的论坛帖子内容为基础，
[9]

 笔者提出了互联网角色的新的类型学。在该类型学中，互联网被看作：（1）信息公开平台；（2）讨论平台；（3）动员结构；（4）桥接型社会资本；（5）外部盟友。前三种类型和Rosenkrands提出的类型基本相同，而后两种类型则是本研究新提出的。

1．作为信息公开平台的互联网

活跃的业主使用互联网来散播关于集体维权的进展信息，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是一个信息公开平台。本研究主要着重于从业主维权活动者传递到各位业主的信息，这是最重要的信息公开类型，它的内容包括所作出的决策、官员对业主诉求的回应，以及维权活动的进展。

信息公开具有两个不同的作用，但它们同等重要。第一，它有助于建立业主维权行动者（例如热情的志愿者，他们通常是领导者）和各位业主之间的联系（他们通常是维权行动的追随者），因此它有助于业主之间的群体团结。在XYY邻里，组织者（一个志愿者组织）作为所有业主的利益的代理人，其可信性是高效协作和动员的关键。换言之，如果缺乏可信性，那么组织者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信息公开使整个过程保持公开、透明，以此来建立和维系活跃的志愿者与各位业主之间的信任。
[10]



第二，网上信息公开可以引发网上讨论，有助于动员业主参与相关活动。例如，志愿者透露协调会只提前一天公之于众，最后一分钟才公布具体
 安排被业主理解为政府官员并不真心支持业主的诉求，这可能对解决小区所面临的问题产生消极影响。因此，网上公开协调会的信息触发了热烈的网上讨论，讨论主题包括就官员可能的意图、可能的不利结果以及可能采取的支持性行动。最终，由于业主对官员安排的不满，许多业主决定请假来出席协调大会。在协商大会那天大约有40名业主出席。

当维权业主使用传统的手段（例如海报和传单）传播信息时，往往会面临很多困难，此时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公开平台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维权活动期间，物业管理公司、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反对者会尽他们所能来遏制维权业主的宣传和动员活动，他们会留意业主维权行动，并尽力阻止信息在业主之中传播开来。在XYY小区，物业管理机构利用了他们对公共设施（尤其是布告栏）的控制来妨碍业主的动员工作，为阻止业主散播有关移动电话中继站纠纷的信息，布告在张贴后不久就被他们撕了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权行动者不得不依靠传统的挨家挨户发放，或者网上业主论坛等替代性宣传途径。尽管业主之间传统的交流仍然有效（比如，依赖邻里之间的强社会关系和挨家挨户分发公告的手段），但传统手法的动员范围非常有限。与之相对，网上业主论坛这样的平台为信息公开和传播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式，反对者更难应对这种动员手段。

此外，如下几个特点把互联网和传单/面对面谈话等传统动员手段区分开来。第一，和传统的手段相比，通过网上业主论坛传播信息是一个低成本的活动，特别是可以大大减少时间成本。第二，通过网上业主论坛发布的信息可以遍及每一个网上论坛的用户，也使得每一个互联网用户都可以发布自己认为重要的信息。从这个意义来说，互联网和其他大众传媒有着类似的功能，即实现信息的“一对多”传播。第三，通过网上业主论坛发布的信息比线下的海报可保持更长的时间，业主论坛起到了“信息容器”的功能。这使“异步”协作成为可能。业主不再需要为了讨论维权问题而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赶到开会地点，他们可以时不时地从网上获取最新的信息。对那些参与动机中等或偏低，或者那些忙于自己的工作的业主而言，在特定时间参与业主维权行动是很难的，业主论坛的广泛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业主参与线下行动时必须面临的困难。


 2．作为讨论平台的互联网

在业主论坛等网络空间内，多个参与者的同时互动也是很容易的，几乎所有的论坛用户都参与网上互动，并在虚拟社区中同时分享他们的意见。在XYY的案例中，业主论坛可以被看作一个讨论平台。对网上业主论坛帖子的分析揭示了网上讨论的重要话题，这些话题包括可能的反击策略，诉求的框架化策略、请愿信的内容和措辞，等等。

上述在线讨论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利于集体维权。首先，网上讨论促进了框架化过程。业主分享他们对移动电话中继站项目的理解和解释，以及它对健康的可能消极影响。他们公开地、有理有据地进行商讨，在此过程中分析出每一种维权观点的优势和弱点，从而有助于形成共识，这些公示对接下来的集体行动至关重要。其次，网上讨论有助于业主高效地寻找到合适的维权策略。在集体维权期间，活跃的业主对可能有用的对策进行讨论，并对业主、物业管理公司和政府官员之间互动的可能场景进行预测。通过这样的讨论，业主论坛帮助业主维权行动者选择更有效的行动策略。

激烈的网上讨论可以提升维权活动的可见性，从阈值模型的视角来看，这对成功的动员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Granovetter, 1978）。阈值模型认为，个人关于参与的决定取决于其他潜在参与者的决定，只有当人们可见的参与者数量超过他们的“阈值”（参与者的最低数量），他们才会决定参与进来。在这个意义上，其他参与者的可见性是决定一个群体整体动员程度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别人将要做什么有助于一个人判断局势，并决定自己是否要参与（Chwe, 1999）。网上讨论提供了有关业主的意见和决定的重要信息，提高了集体行动的可见性，从而促进了动员。
[11]

 例如，当志愿者在网上发布请愿信的时候，业主们会进行回复，提出有洞见的
 建议，并表达他们的支持。
[12]




第4个回复，于2008-9-24来自51XYY：



建议在联络正式签名前，先较大范围征询该倡议书的修改意见。比如，“我们主张立即取缔违法设备”，其中“取缔”一词似乎不妥，“取缔”一般指政府部门的执法行为，我们暂时无法主张哪个政府部门来取缔，建议改为“我们主张立即‘拆除’所有相关设备，恢复物业原状……”



第5个回复，于2008-9-24来自XYLYH：



已查应由上海通信管理局负责接受举报拆除，谢谢您的关注。







第7个回复，于2008-9-24来自YZ：



没说的，百分之百的支持！







第9个回复，于2008-9-24来自TL05169：



支持
[13]

 ！有什么需要我出力的，尽管告知。







第19个回复，于2008-9-25来自LISA：



绝对支持，大家要团结一致，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第23个回复，于2008-9-25来自SENRIA：



我们也签了哦。支持呢。赶紧拆除基站！


上述引用具体体现了上文讨论过的作用机制。帖子有大量的回复，并且许多网上参与者都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支持。讨论有助于提升维权活动的可见性。通过讨论，业主维权行动者可以更好地准备他们的策略（在这个案例中是更好地修改他们的请愿信）。为了评估网上讨论的激烈程度，我们对来自XYY案例的48个有关帖子进行了简单的概括，其中回复数的中位
 数是13.5，平均数是18.23，第3个四分位值是23.25，最大回复数量为72。这个概括表明，有关维权行动的网上讨论具有相当高的可见性。网上讨论在其他案例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最后，互联网作为信息公开平台和作为讨论平台这两种角色之间有着微妙的区别。通常，信息传播的任务主要是由活跃的组织者和协调者来承担；通过公开有关决策、对手的回应，以及维权活动的进展等信息，互联网把组织者和追随者、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网上讨论则主要是发生在普通业主之间，最重要的是网上互动，而非信息本身。除了把组织者和各位业主团结在一起，网上讨论通过建立共识、互相支持和戏剧化地渲染中心议题等方式巩固群体团结，这种群体团结也成为网上动员的心理和感情基础。有时候，网上讨论的“轰动感”本身能成功动员业主参与进来。

3．作为动员结构的互联网

维权业主能够在网上（业主论坛）号召大家参与进来，因此互联网在狭义上是一个动员结构。现有研究指出，由于网上交流有助于形成大量密集的弱社会关系，因此邻里内的局域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克服集体行动问题（Hampton, 2003）。在具体邻里的虚拟社区中，虚拟社会关系的形成比在一般虚拟空间中更加有效。由于虚拟社会关系和真实社会关系的重叠，网上动员和线下参与能相互作用，当业主理解网上信息和网上动员时，他们会把虚拟/现实社会关系的重叠考虑在内，从而增加其参与线下行动的可能性。当虚拟/现实社会关系重叠时，小区中的熟人的行动策略就成为自身行动的重要参照组。

在XYY邻里中，维权行动志愿者发布了几批帖子来号召集体行动，对这些帖子的分析可以发现两种类型的动员。第一种是动员业主直接参与维权行动，例如，在请愿信上签字以表达他们的支持。第二种是动员活跃的业主，以形成动员结构的组织基础，例如，动员自愿报名的积极分子成为特定楼栋的业主代表。这些业主代表负责散布信息并动员其他业主。业主代表们能够与核心的组织者一起分担动员的重任，缓解动员和协调的困难，因此动员网络的形成对维权活动来说至关重要。

由于任何动员过程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散播，互联网在信息公
 开方面具有的优势使之成为一个高效的动员平台。和挨家挨户的动员相比，网上动员成本更低且更为便捷，动员的影响面也更广。一位维权者在一个论坛帖子中这样描述了互联网所扮演的角色：


某楼102的一位业主向我发了委托请愿信签名的邮件……大概10点左右，一对怀孕的夫妇特地从其他地方赶来，就是为了签字，他们还没有入住，但通过网络知道了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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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动员结构，互联网在高端和中产阶层商品房小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正如第三章中的统计分析所显示的，商品房的业主更有可能参与有关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其次，商品房小区中互联网用户的比例比传统社区中高出很多。例如，在XYY邻里中，小区QQ群成员超过了150名，大约相当于业主总数量的1/10（访谈20090709）。尽管其10%—20%使用率对成为唯一的动员结构是不够的，但是正如区房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所说（访谈20080220），因为它可以大大降低动员的成本，作为补充性的动员方式，它依然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

4．作为桥接型社会资本的互联网

现有文献指出，桥接型（linking）社会资本
[15]

 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在业主维权行动中，业主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联系可以为维权策略提供重要的信息（Shi, 2008）。在这个信息时代，即使业主缺乏传统的桥接型社会资本连接，他们仍然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类似的信息（Halpern, 2005, pp.22—25）。从这个意义来说，互联网可以被视作桥接型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有助于建立维权业主与政府之间直接或间接关系。

在田野调查期间，许多被访者都提到了他们根据规章、政策和法律来维权，强调他们的行动和诉求都是合法的。他们接着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能从互联网上找到支持的法律条款。一些维权者甚至还特意为了维权行动而买了电脑并接入互联网。互联网作为桥接型社会资本为维权者提供了不同
 类型的信息，而每种类型的信息都起着不同的作用。

第一，互联网为业主提供了事实性信息。网上的事实性信息能够用于回答“正在发生什么？”这个问题。这些信息也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正如一位维权行动者在帖子中所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心中还有1%的疑虑，希望这件事是一个误会，直到最近我们在互联网上找到厂家出售的发射基站产品。其图片和我们小区的装置一模一样，这样，基本落实了移动发射基站遍布整个小区这个铁的事实。”
[16]

 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因为业主并不是总能接触到事实性信息。实际上，维权行动的对手往往尽其所能地隐藏真实情况。例如，居民委员会试图告诉业主，移动电话中继站是国家财产；如果这是真的，业主维权几乎不可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业主不得不在决定维权策略前先弄明白这个设施的所有权。可见，“问题化”过程并不只是对问题的技巧性表述，同时也是一个发现社会事实的过程。

第二，来自互联网的重要信息也是业主对维权核心议题进行框架化的基础。在XYY的案例中，业主引用新闻报道来支持他们关于中继站有损健康的论辩；他们还使用互联网来查找有关安装移动电话中继站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管理条例》），这些法规规定业主有被告知的权利，并且安装工程应该以业主的同意为前提。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业主采用成功的先例来为他们的集体行动策略进行辩护，并对可能的结果进行预测。这样一来，框架化过程更加有说服力，更加容易得到其他业主的支持。

这两种类型的信息与前文所提及的信息公开有所不同，因为这两种类型的信息是从外部流向维权业主，是一种超越社区边界的联系。

第三，政府密切地监控着互联网，从而使得网上讨论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信息反馈渠道；相应地，互联网成为政府和业主维权行动者之间的垂直型社会联系。网上信息公开、网上讨论和网上动员都会在发布后不久进入监控互联网的政府官员的视野之中，从而有可能引发政府对维权行动的
 回应。业主和政府之间的虚拟联系对缺乏个人化社会关系的维权业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XYY案例中，一位参与者这样解释政府官员回应的原因：


比如，业主发布网上信息，声称如果政府官员不对他们的信访作出回应的话，他们就要静坐抗议，或者集体到政府大楼上访，这个讨论是地方政府官员回应我们诉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访谈20090709）


互联网作为桥接型社会资本与作为讨论平台的角色有所不同，信息平台和讨论平台有助于业主内部团结，而作为桥接型社会资本则架起了维权业主和政府官员之间的桥梁。换言之，互联网有助于业主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

5．作为桥接型社会资本的互联网再评估

互联网所扮演的桥接型社会资本的角色是本研究所提出的一个新维度。因此，作者将利用面对面访谈的数据和来自其他案例的数据来对这个维度进行进一步考察，以评估它与业主维权行动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获得关键信息和与政府的虚拟垂直联系是互联网影响维权行动的两个重要机制。

第一，在其他案例中互联网确实为业主维权行动者提供了获得关键信息的机会。例如，在HPY邻里中，一封给业主的公开信引用一则关于维修基金的地方规章的新闻来论证其诉求的合理性（该公开信由被访者提供，2008年6月3日）。在一个访谈中（访谈20080603），同一个维权行动者强调了他从互联网下载所有相关的政府文件以及这些文件对维权行动的重要性。由于他熟知大多数政策和规章，他的对手想要“战胜”他并不容易。在与政府进行庭外调解期间，对法律和规章的熟知也为维权业主提供了很大的优势。正如YSLXQ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副主任所说：“最重要的经验是我们必须在合法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诉求，在和政府进行协商之前，我们已经获得并研究了相关的法律文件。我们从网上的法律资料库中查找到这些文件，这就是信息公开的优势。”（访谈20091027）

第二，互联网间接地把维权业主与政府联系起来，而这个虚拟的垂直型联系有可能促进政府对维权业主的诉求进行回应。例如，一位来自CFEC
 小区的维权业主把他们的维权活动的成功结果（至少一部分地）归因于互联网。这位维权业主说：“他们在没有适当通知的情况下拆毁了我们的铁门，我们在网上发布信息来揭露城管队这种不当行为。然后我故意把消息透露给了物业管理公司，物业管理公司和街道办有紧密的关系，所以街道办很快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城管队否认他们参与这个不当行为，并把皮球踢给了街道办。这样一来，街道办就面临巨大的压力，他们就联系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访谈20090715）在这个案例中，与街道办之间的间接联系似乎效果不错，这也许可以归功于网上信息的广泛传播，对政府官员形成巨大的压力。当政府部门或官员的行为并没有严格遵守法律的时候，这种压力尤其明显。有时候，虚拟的垂直联系是被维权业主有意创造出来的。有不少证据表明，直接与政府打交道并不总能有效吸引政府官员的注意，而信访等方式也往往被政府官员所忽视。比如Zhao（2010）的研究表明民众从政府官员处获得信息的困难：环保人士要求一份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而政府官员以这是国家机密的名义而拒绝。在这种情景下，业主和政府之间的虚拟联系有时候是至关重要的。

除了维权行动者的努力，这个垂直的虚拟联系有时也会因国家对互联网的监控而得以实现。笔者所能获得的证据表明，政府会尽力遏制互联网在反磁悬浮项目中可能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早期阶段，网上论坛被命令大面积删除有关帖子。在后期阶段，政府尽量释放大量持有相反观点的帖子来稀释互联网的影响，然而这个策略并未有效改变业主对磁悬浮项目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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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互联网可以看作维权业主和政府之间的垂直联系，该功能在社会影响力较大的维权事件中最为明显。一方面，在社会影响力较大的维权中，政府确信参与者会利用互联网作为一个维权手段，因此他们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来遏制互联网的影响；另一方面，当级别较高的地方政府成为维权对象时，政府官员有更大的能力克服行政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从而更有可能
 利用各种资源来掌控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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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之相对，如果维权事件仅仅涉及低级别的政府部门（如街道办事处），对互联网的全面掌控的可能性就更低。

第三，互联网也有助于维权行动者与其他维权行动者之间建立联系。业主维权积极分子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其他的成功案例，可以在网上找到其他业主积极分子的联系方式，并在线上或线下联系到其他的维权积极分子。从这个意义来说，虚拟的联系可以转换成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也成为日后的维权行动经验和策略的重要来源。

6．作为外部结盟的互联网

互联网不仅可以被维权业主使用，还可以被外部支持者用来讨论或者报道业主维权行动。从这个意义来说，互联网可被视为业主维权行动的外部盟友。尽管这个角色和前一个角色（桥接型社会资本）都意指业主维权行动者和外部行动者之间的联系，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作为外部盟友的互联网意味着互联网可让外部行动者积极主动地报道或讨论业主维权行动，他们有时候会明确地与业主维权行动者保持一致的立场。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在线新闻主义（journalism），相对传统大众媒体而言在线新闻主义遭到国家审查的可能性更小。可见，互联网时代的维权行动更容易从幕后走向前台，为公众所知。

在XMGHC小区，上百个业主因房屋质量差而向房地产开发商抗议。2005年10月21日，开发商举行了一场见面会，和业主讨论对维修花费的补偿问题。第一次协调会后的两个星期内，这一纠纷就为公众所知。除了传统大众传媒外，新浪和上海房地产网等几个主要门户网站都在11月8日报道了这一维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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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开发商就最低补偿金额和业主达成共识，38个
 住户在一星期之后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补偿。

除了对业主维权行动的直接报道，许多主要门户网站的房地产频道也转载了其他大众传媒的报道。在XMGHC案例中，来自《新闻晨报》和《外滩画报》的新闻报道都被门户网站转载。在互联网上转载大众传媒的报道有助于扩大这些报道的传播范围，并成倍地增加了它们的社会影响力。如果维权活动是被非权威的新闻机构报道，它们的发行量通常不如权威报刊那么大的时候，通过转载，互联网可能会激发更多网上讨论，并提高吸引政府注意的可能性。在一封邮件中（20090727），XMGHC的一位维权积极分子分享了他对于维权行动取得部分成功的理解：“公众意见逼迫开发商和业主协商，并且在业主将其告上法庭之前解决这个纠纷。”


五、总结


一方面，城市中绝大部分业主维权行动仅局限在单一小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业主维权行动是地方化的行动；另一方面，中国的互联网可能会受到国家的严格管制（Tsui, 2005; Wu, 2005; Zheng, 2008）。在这个背景下，本章试图理解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是如何影响中国城市中的维权图景。本章的经验研究表明，有关住房问题的网上讨论（而非一般网上活动）能够有效地增加业主参与线下行动的可能性；而“网上讨论”这一变量是“商品房”变量与“参与线下行动”两者之间的中介变量。

互联网在地方性维权中如何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呢？本章指出，互联网通过五种机制对业主维权行动产生积极的影响。互联网是一个信息公开平台，它有助于维持组织者和支持者之间的良好关系，也有助于引发网上讨论。互联网是一个讨论平台，网上讨论促进了框架化过程，在业主之间达成共识，这也是提升集体行动可见性的关键，后者对动员至关重要。互联网被用于动员业主参与维权行动。与传统方式相比，该动员手法有助于降低成本，同时也使得对手更难进行反动员。互联网还可以被看作虚拟社会资本，协助业主与外部资源建立联系，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法律、规章，同时也有助于与其他小区的维权行动者建立社会联系。在个别案例中，外部的支
 持者或资源也可能来自政府或政府官员。因为大多数与业主维权相关的纠纷均通过政府调解而间接解决，维权者与政府或政府官员的虚拟联系因此变得非常重要。最后，互联网还是外部盟友，在线新闻主义更有可能在网上报道业主维权行动，或从其他大众传媒转载有关报道；这些网上报道给政府施加了压力，并促进业主维权相关纠纷的解决。无论业主传统资源的多寡，在互联网时代，他们越来越有可能借助互联网等新的手段来维护他们作为业主的合法权益。

这些研究发现也丰富了我们对互联网和维权行动研究中的如下三个问题的理解：第一，对特定类型的维权来说，最重要的在线平台是什么；第二，互联网与政治机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第三，互联网的情景化角色如何，换言之，网上活动、维权的特征与政府部门之间存在怎么样的复杂关系？

本研究认为，互联网不仅有助于跨国社会行动的发展，也对地方化维权行动具有重要贡献。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业主维权行动中，互联网对框架化过程的影响具有独特性。在发达国家，框架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关。然而，由于政府强烈反对跨小区的协同维权行动，中国的业主维权行动往往局限于特定小区之中，因此小区内部的群体团结更加重要。与之相应，在框架化过程中，网上讨论变得非常重要。正如现有的文献所强调的，虚拟社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虚拟的联系还在于在线互动（例如讨论）。正如本章所述，纯粹的信息流是无法代替网上互动的。

互联网给予业主维权者更多的机会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第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使得商品房小区的业主很便利地使用属于本小区的业主论坛。对传统小区而言，类似的平台是不容易得到的。业主论坛的可获得性的差异意味着互联网对业主维权行动的贡献具有结构性便利条件或结构性限制。个人对小区事务的兴趣通过影响在线讨论而间接影响业主参与维权行动，从这个意义来说，业主论坛把潜在的参与倾向转化为实际的参与行动。值得一提的是，网上讨论（而非其他一般的网上活动）能够较好地解释业主参与维权行动的可能性。

第二，正如对农村维权的研究所指出的，法律和规章对依法维权而言是重要的政治机会。业主维权中许多诉求都以法律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业
 主维权行动与农村地区的依法维权具有类似的特点。互联网使业主获得法律和规章更为便捷，使业主有更多的机会找到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支持他们提出的诉求，因此互联网扩大了政治机会。

第三，网上信息公开与国家对互联网的监管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维权业主与政府之间间接的虚拟联系。出于公众压力或对社会稳定的担忧，这些虚拟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回应维权者诉求的可能性。通过上述作用机制，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维权业主利用客观政治机会的能力。尽管这些作用机制并不是对业主维权行动独一无二的，但是目前少有文献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

在不同的案例中，政府的回应并不完全相同，这说明互联网在维权行动中的角色是有条件的，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或政治情景。现有的证据似乎表明集体维权的性质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一方面，当集体维权的目标是低级别政府部门时（区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等），网上活动吸引政府回应的可能性也许比较小；然而，一旦可以引发政府的回应，低级别的政府部门似乎更愿意与业主维权行动者进行协商并作出一些让步。另一方面，如果集体维权是大规模的，具有广泛影响力，且以高级别政府为维权对象，政府就更有可能加强网上活动监管。尽管如此，互联网的开放性以及网络活动的流变性使得在线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抗政府的控制，因此政府监管互联网的努力可能只会取得部分成功。网上讨论带来的压力可能会（部分地）为维权者带来成功，并且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增加政治问责。比如，中国的学者已经初步讨论了在线公众舆论对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性（黄荣贵，2010）。值得注意的是，把互联网看作“福柯式全景监狱的逆转”这样的比喻在中国并不恰当（Garrett 2006，p.209）。
[20]

 尽管互联网使维权行动者可以对政治精英进行监督，但由于中国政治体系的相对封闭性使得这种监督遇到很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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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每个方面而言，学界均存在关于互联网没有作用或有消极作用的论证，但是大多数现有文献聚焦于互联网的积极作用。类似地，这里的焦点同样是关于互联网对维权行动的贡献，而非它消极的一面。


[2]
 就信息对维权参与的影响，笔者区分了工具性模型和心理学模型（黄荣贵，2010）。工具性模型强调获得和发布信息的成本的降低，心理学模型则更加强调个人倾向（predis-position）和对可得到的信息的接触。


[3]
 网上业主论坛的数量和住房面积之间的相关性在0.05的显著水平内是不显著的，但以0.1为标准则可以看作统计显著。


[4]
 这里采用logistic模型是由于线下业主维权行动的参与是一个二分变量。


[5]
 集体诉讼的系数极其高，这可能是由于样本中诉讼的数量少所导致的。


[6]
 这个方法是以反事实框架（counter-factual framework）为基础，它和基于路径分析的传统方法不同。


[7]
 在具体分析过程中，遇到少数发生集体行动，但是物业管理公司表现不错的案例。因此，在后续分析中，对怨恨变量的操作化定义进行修改。


[8]
 在这个公式中，大写意味着条件的存在，而小写意味着条件不存在，“*”是指布尔运算中的“并且”，“＋”是指布尔运算中的“或者”。


[9]
 在这个案例中，物业管理机构在没有首先征得业主同意的情况下批准了一个移动电话中继站项目，从而侵犯了业主的权利，业主集体维权了大约两个月（有关这个案例的发展的详情参见第五章）。在这个案例中，互联网在维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对帖子的分析中，只有那些与业主维权行动有关的帖子被纳入了分析范围。


[10]
 尽管网上信息公开具有它的优势，但是业主维权行动仍然面临困境。一方面，维权行动者不得不向各位业主公开信息，来保持他们的运作透明，以此赢得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信息公开可以被反对者利用，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应对业主维权行动者的行动策略（访谈20090709）。


[11]
 需要注意的是网上业主论坛本身不会自动地使问题清晰可见。在本地的问题在业主网上论坛上变得清晰可见之前，必须先满足一个最小的阈值。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维权行动者，他们通常具有很高的内在动机（因此具有更低的阈值）参与进来。然而，尽管我们并不知道最小的阈值确切是多少，但是我们可以预测网上业主论坛对动员的分布的右侧尾部具有很大影响。本章不详细证明网上讨论一定会导致高水平的动员，本章仅仅提出如下观点，即网上讨论的存在增加了动员成功的可能性。


[12]
 http://shbbs.soufun.com/1210122344～－1～3708/66572305_66572305.html，检索于2010年3月27日。


[13]
 有些句子是不完整的，这是网上表达的一个特点，是用来表示强烈感情的一种方式。


[14]
 http://shbbs.soufun.com/1210122344～1～3708/66606416_66606416.htm，检索于2010年3月27日。


[15]
 桥接型社会资本是联系具有不同权力和资源的行动者的社会关系。


[16]
 http://shbbs.soufun.com/1210122344～－1～3708/66501621_66501621.htm，检索于2010年3月27日。


[17]
 除了笔者与叶子的个人邮件交流以外（2010年4月），有关对互联网的控制的信息还可见于http://sh.focus.cn/msgview/10620/117052131.html，检索于2010年4月6日。


[18]
 业主在使用互联网作为维权工具的时候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如果政府不注意到网上活动，业主的呼声可能不会被政府听到；另一方面，如果政府花费大量的资源来遏制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政府就可以高效地处理网上活动。例如，许多关于反对磁悬浮抗议活动的网上的帖子已经被删除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高级政府也不能完全消除所有的网上信息，少量的帖子仍然能找到，这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19]
 http://www.xmghc.com/dispbbs.asp？boardID=1＆ID=11314＆page=48，检索于2010年5月13日。


[20]
 全景式监狱的比喻是用来指涉政治精英对普通网民的检视；而全景式监狱的反相逆转是指普通网民对政治精英的检视。









第七章　从业主维权到邻避行动：互联网与维权动力


在过去10年，邻避行动越来越常见，这些行动所抗议的项目往往以对居民或环境具有负面影响的公共设施为主。比如，2007年北京六里屯居民强烈反对垃圾焚烧厂项目，因此政府停止了该垃圾焚烧厂项目（Sina.com, 2007）；类似的行动在2009年也迫使江苏吴江停止了垃圾焚烧厂的建设（In-Fzm.com, 2009）；深圳居民也采取类似的行动得到类似的结果（Sina.com, 2009）。以上集体行动具有两个共同点：首先，新信息通讯技术是动员的重要工具；其次，政府是这些行动的目标。上述邻避行动的出现与中国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首先，环境保护的体制已经得到增强（Johnson, 2010）。其次，住房改革催生了以物权为基础的中产阶层（Tomba, 2004），他们非常警觉自己物业周边的建筑对居住环境质量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邻避行动是中产阶层业主所参与的、为数不多的跨小区协同集体行动。对业主群体所参与的邻避行动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评估私有产权（业主群体）与中国市民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比如，业主行动是否能够为市民社会的发展打下基础？再次，几年来中国网民群体的快速增长使得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动员成为邻避维权行动的重要手段。调查表明，中国2009年的网民规模为3.84亿，其增长率为28.9%。这些事件为研究互联网新信息技术在维权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本章将考察厦门反PX行动与番禺反垃圾焚烧厂维权行动这两个案例，
[1]

 试图探索互联网如何塑造这两个案例中的集体维权行动的动态发展。现有有关业主维权行动的文献指出，绝大多数业主维权行动是孤立的事件，局限于特定的街区。在成立正式的组织来协调业主行动方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尝试（Zhu, 2004）。有研究者认为，大多数业主的行为其实是很温和的（Cai, 2005）。当然，这并不是说业主行动不可能采取激进的策略。实际上，比较激进的事件（比如大规模抗议和静坐）也是存在的（Read, 2007），只不过是少数而非常态。与前面章节所分析的一般的业主行动有所不同，这里的维权事件涉及的是基于财产权和居住环境质量的诉求，但业主所反对的项目处于小区之外，因此是邻避行动。不过，与一般意义上的业主维权行动类似，业主是这两起维权行动的重要参与者。在这个意义上说，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业主行动也可能超越小区范围的局限。现有资料似乎表明，与健康有关的环境危害可能更能激励业主参与到大规模的维权行动来，下文的案例研究似乎也支持这一点。

本章接下来首先回顾互联网与维权的文献，然后描述案例的基本情况。在对两个案例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对互联网在集体行动中的角色进行类型化分析，同时理清在线行动与离线行动在集体行动的不同阶段的交互作用。由于这两个事件所发生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媒介环境，而所在地的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也各不相同，这为我们深入了解互联网在集体行动中的充权潜力及其限度提供了可能。本章的研究主要对新闻报道、参与者的在线日记或博文、业主论坛的帖子以及对积极分子的深入访谈进行分析。


一、互联网及其政治含义


互联网的社会与政治后果是近年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
 （DiMaggio et al., 2001），相关的关注点包括互联网对市民社会的影响（Tai, 2006），互联网在社会行动中的角色（Garrett, 2006）。互联网被认为可以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Miyata & Kobayashi, 2008; Shah et al., 2001），而社会资本在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时具有重要的积极贡献。研究表明，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沟通有助于促进社区参与，创造大量的、密度较高的弱社会关系；同时，互联网也被用于协调社区集体行动（Hampton, 2003）。实际上，在线互动与离线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在集体行动中，居民往往将邻居作为参照组，并且与邻居讨论在互联网上看到的信息；同时，在线媒体促进在线讨论以及现实生活中的讨论。这些讨论扩展讨论参与者的视角，提高讨论的质量，这反过来又鼓励讨论者在公共领域中的参与。其他经验研究也表明，在线新闻阅读强化在线讨论和面对面的讨论，并增加市民参与（Nah et al., 2006）。

然而，仅仅将互联网描述为市民参与的使能者（enabler）可能具有误导性。基于DDB生活方式研究数据——该研究由DDB广告公司资助，由Market Facts公司具体执行——的分析表明，只有基于信息的互联网使用才可能对信任与市民参与具有积极的影响（Shah et al., 2001）。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是通过互联网所获得的信息而不是互联网技术本身对市民参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Bimber, 2000）。互联网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信息获取的成本，这可能是互联网对市民参与的最关键贡献。信息的长距离传播成本已经相对低，而信息发布与获得已可为绝大多数个人和小规模组织所负担，这可能会引致参与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有经验数据表明互联网对参与的影响并非定论。比如，使用美国国家选举研究1996年、1998年、2000年的数据考察互联网（特别是互联网新闻）对投票以及其他类型政治参与可以发现，在1996年和2000年的数据中具有正相关关系，但是在1998年的数据中不存在这种相关（Tolbert & Mcneal, 2003）。这一研究意味着，互联网本身不足以克服人们对特定政治事件（比如中期选举）缺乏兴趣的现状。这一点似乎得到其他研究的支持。比如，不管互联网用户的政治兴趣如何，互联网对信息获得具有直接的影响，但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和市民参与的影响则取决于政治兴趣。


 信息流的重要性已被社会行动的研究者所强调。从扩散过程的视角来看，信息流对动员、社会行动的激增具有促进效应。不管是通过直接联系的扩散机制还是通过间接联系的扩散机制，都可以被互联网所增强。由于互联网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等特征，互联网也提供了替代性的信息渠道，在加速维权扩散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缩短抗议的周期，激化社会冲突的程度等（Garrett, 2006）。类似地，互联网加速政治过程与政治议程（Bimber, 2000）。扩散过程给予积极分子一个新的渠道去定义社会问题的来源，并且提升参与者对相关议题的共识。这反过来又可以建立一种集体意识，积极分子通过集体意识可以就策略等关键问题达成共享的认知，从而给予集体行动以合法性及持续的动力。共享的认知可以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达致：信息散播、聚焦议题的一致性关键要素、就相关主题组织讨论与互动（Aelst & Walgrave, 2004）。互联网在这三个过程中都发挥作用。此外，互联网的到来为社会行动组织提供了新的“编辑控制”水平（Meyers，2000引自Garrett, 2006; Scott & Street, 2000），因此社会行动积极分子可以通过直接渠道发布他们的信息或重新阐释已有的信息而不容易受到政府或者传统媒体的审查。

因为互联网促使社会行动组织从层级型组织向水平型组织的转型，所以互联网也对社会行动的组织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互联网相对弱的控制意味着组织精英难以控制信息流在组织内的传播，也难以控制其组织内的异议。通过互联网信息发布的便利性使组织更加透明和负责任。同时，基于互联网的通信使得组织成员和领导人的直接沟通更容易（Ward & Vedel, 2006）。在互联网时代，领导不再是协调过程的中心，支持者甚至可以计划并独立组织集体行动，因此对信息时代的社会行动而言，最重要的元素不是领导而是共同的政治议程（Garrett, 2006）。水平型互联（networking）逻辑代表了更一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组织形式的可能替代性模型（Juris, 2005）。用户可通过互联网（如个人博客）发展水平型网络，这些横向网络在重新激活公共领域以及在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Barlow, 2008）。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潜力源自横向网络有效地拼凑起各种信息的能力。尽管有迹象表明横向组织
 的出现（Scott & Street, 2000），但互联网是否已经改变了社会行动组织的垂直结构依然没有定论（Ward & Vedel, 2006）。这似乎表明，互联网的技术特点不是组织基础的唯一决定因素。善用互联网的能力还取决于行动者的特征。例如，那些富有弹性并且具有充足（技术）资源的组织/行动者处于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Rolfe, 2005）。特别地，许多新出现的群体具有相对扁平的结构，而传统组织在适应和采用新信息技术方面则慢半拍（Ward & Vedel, 2006）。不可否认的是，基于互联网的组织对资源的要求相对较低。

互联网不仅可能影响社会行动组织的生态，它甚至可能会对社会行动本身的景观产生深刻的影响。具体而言，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行动有可能不再需要传统形态的正式组织。事实上，少数松散联系的社会行动积极分子已经可以组织和协调大规模的行动，而不需要形成庞大且高度结构化的正式组织。这使得基于社会行动“企业家”
[2]

 的非正式的社会行动组织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性组织。互联网的匿名性或半匿名性削弱了不同规模的社会行动组织的组织能力的差异，并为小型社会行动组织提供了天然的优势——他们至少看起来与传统的高度科层化的社会行动组织具有同样的合法性与可信度，因此组建正式社会行动组织的动力将大大降低。有研究者指出，社会行动的现有文献偏向于现有的社会行动组织，从而可能掩盖了互联网在社会行动中的潜力（Earl & Schussman, 2002）。他们的研究预测，维权行动的在线运作将更加普遍，社会行动“企业家”预计也将会不断增加。


二、两个维权案例


1．厦门反PX项目维权行动

2007年，厦门发生了反PX项目的群体性维权行动。在该事件中，公众在互联网的讨论以及街头维权行动最终迫使政府作出让步，将PX化工厂搬
 出了厦门市。事件中所涉及的PX化工厂项目可追溯到2004年，它于2006年通过环境评估。根据城市建设与规划，相邻的区域在此期间被作为新的城区中心进行发展，许多住宅区也陆续落成（bjreview.com.cn，2007）。这种隐含于城市规划之中的矛盾引发了住宅区居民的投诉。考虑到化工厂可能会成为一个污染源，居民对该项目表示强烈反对。早期的投诉以信访等形式开展，规模相对比较小，也没有形成一股持续的力量。直到2007年4月，厦门大学的赵教授引发了社会对该项目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并成为后续的反PX维权行动的先声。

赵教授与105位政协委员一起，在政协会议上提案，建议将PX项目往城外搬迁，使之远离中心城区。该提案被媒体报道，随后进一步引发互联网上的讨论。一开始，互联网的讨论仅局限在少数的几个网络论坛，比如小鱼网。
[3]

 直到5月28日，福建的地方报刊并没有对反对PX的声音进行报道。即便如此，与PX项目相关的信息还是通过互联网上的多个渠道传达给了厦门的居民——海外或者国内其他省的新闻报道通过互联网回传给了福建的居民；特别是一个自由职业记者在他的个人博客追踪报道了相关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地方居民的信息闭塞（Tang, 2010）。

在众多互联网渠道中，小鱼网可能是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网络平台。许多当地居民对PX项目的相关讨论都发生于此。值得一提的是，在街头抗议发生前，小鱼网曾被关闭（《中国周刊》，2007年）。尽管如此，对论坛已有的帖子进行回溯性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能揭示当时网民的心情。这些网络上的帖子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很大一部分帖子对传统媒体和其他新闻网站的信息进行了转载，从而让网民了解事件的进展。第二，部分帖子对政府直接或间接审查与反PX相关的帖子内容表示不满。第三，网民通过发帖表决心，表达他们对反PX的支持或鼓励其他论坛用户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此过程中，不乏带有挑衅性的帖子，这些帖子也引发情绪化的争论。第四，举行网络投票反对PX项目。投票结果显示，高达90%的投票者表示反对。


 除了互联网上的公共传播，其他半公开或者私人化的传播渠道（比如，QQ和MSN等即时通讯系统、电子邮件）也被广泛应用于传播反PX的信息。信息通过这些渠道传播到城市的各个居住区（《中国周刊》，2007年）。同时，地方政府也采取行动减低互联网的影响。手机短信息也被广泛地应用来号召居民参与集体行动（Liu, 2009）。作为应对，与反PX相关的短信息短暂地被屏蔽了，同时有三种措施用来阻止集体行动的发生。第一，党员、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的员工被告知不要参与集体行动。第二，学校延长上课时间，试图将维权行动可能发生的时间与放学时间错开。第三，基层的治理网络与组织（比如居民委员会）直接劝告辖区的居民不要参与“集体散步”（along8848.wordpress.com，2007）。

为了应对公众的反对意见、预防民众热议和酝酿中的“集体散步”正式发生，当地政府在6月1日宣布暂停PX项目。然而，由于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民众决定通过集体维权行动来彰显其反对的力量。比如，一位网民说，我们依然需要行动起来，否则政府官员会认为人民是容易被“糊弄”的（blog.66wz.com, 2007）。在6月2日与3日，两次“集体散步”如期进行。大部分参与者是家庭主妇、年轻人、自由职业者或者私营企业的职工。在“集体散步”的过程中，移动电话、互联网等工具被用于对抗议过程的现场报道，相关的文字、图片甚至视频都被参与者传到网上去（flickr.com, 2007）。因为这种实时报道的模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使用户能够在一个网站被屏蔽后迅速转移到另一网站，增加了监管的难度（flickr.com，2007）。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与Web 2.0的交互性特征有密切的联系。

2．番禺反垃圾焚烧厂抗议事件

2009下半年，广州市番禺区的业主通过互联网以及线下的抗议行动反对垃圾焚烧厂工程。面对来自社会的强烈反对，地方政府暂停了该工程。2009年2月份，政府例行公告了该工程（广州市人民政府，2009）。虽然该公告在几个业主论坛（比如，panyu.cccv.cn）上被讨论和转载，大体而言，该公告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2009年9月环卫局负责人在大众媒体上重申，一旦焚烧厂的环境评估获通过，则工程就上马（《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该公告成为反垃圾焚烧厂行动的转折点。


 此次公告迅速传播开来，并且促使业主通过互联网搜索相关的信息，其中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气体对健康的影响成为业主关注的焦点。随着负面信息的累积，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业主卷入到互联网的讨论中来。业主在讨论过程中，将番禺的垃圾焚烧厂工程与江苏、北京的反垃圾焚烧厂行动联系起来，而前文提及的厦门反PX行动是被引用最多的一个案例。江外江论坛（www.rg-gd.net）成为一个最活跃的虚拟社区，许多网上的讨论都发生于此。互联网的讨论、网络上的新闻报道以及其他相关信息的传播，逐渐地将反对的声音凝聚在一起。

随着线上行动与线下行动的协同互动，越来越多的公众对垃圾焚烧厂工程表示关注，并且表达了采取集体行动的意向。相应地，地方政府面临的压力也逐步增加。在2009年10月初，线上的积极分子组织了宣传活动，通过上门动员的方式发放宣传资料并收集业主反焚烧厂项目的支持性签名。上千个业主签名表示反对，这些签名名单此后成为信访材料的一个支持性文档。与此同时，一些积极分子自发走到街头宣传；而另一些积极分子到焚烧厂进行实地考察，以更有说服力地暴露焚烧厂对健康潜在的负面影响。这些活动都在互联网上被报道。此外，还有一些积极分子组织小规模的维权行动，并在行动中戴上防毒面罩以达到戏剧性的效果，吸引更多人的注意。比如，一位女性戴上面罩在地铁、商场散步；与该行动相关的文字描述以及图片在网上引起很多网友的关注与讨论。10月28日，行动进一步升级，超过2 000名业主从受影响的住宅区到丽江小区签名反对垃圾焚烧厂项目（《南方都市报》，2009年）。

11月23日，反焚烧厂的行动达到高潮。次日，积极分子以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公开接待日为契机，自发组织了上访活动。在组织的过程中，互联网以及线下的动员手法都发挥着重要的角色，这些手法包括传单、手机短信息、互联网（特别是微博等社交网站）。成千的业主以及焚烧厂附近的村民不约而同出现在接待现场。由于接待现场无法容纳这么多上访者，每次只能接待5名代表，业主觉得自己被接待的可能性比较渺茫，于是部分业主开始移步到市政府前的广场。这些过程通过手机在互联网上直播。虽然互联网直播受到地方政府的管制，但是其管制力度较厦门反PX事件中的管制力
 更小。番禺政府后来宣布，垃圾焚烧厂工程暂停，进一步听取公共的意见。同时，番禺政府宣布于12月10日组织全民大讨论生活垃圾处理相关事宜。12月20日，番禺区政府官员应邀到社区听取居民的意见，政府官员现场表态要停止垃圾焚烧厂工程。

在该事件中，积极分子在动员过程中逐步冒出来，但他们并不是抗议活动的组织领袖。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并不存在所谓控制/指挥中心。绝大多数抗议参与者来自周边住宅区的中产群体或者村庄的住户，很多参与的中产业主受互联网动员而参与到事件中来。由于不存在显性的正式组织或者具体的行动方案，这种动员模式被称之为“去组织化”行动（陈晓运，2012）。正是这种无中心的动员方式使对个别积极分子的控制难以奏效。


三、互联网与维权的动力


上述两起群体性事件具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围绕环境问题展开，而且都以地方环境保护为目标。尽管中产阶层可能并不是受上述项目影响最多的群体，但中产阶层行动者确实是行动的中枢，正如《经济观察》的文章《番禺的胜利》（2009）所指出的，来自李坑村的群体受到垃圾焚烧厂项目的影响最大，但他们大部分时候都是沉默的一群，知道熟练使用互联网的业主群体介入之后才能向社会公众发出呼声。

就这两个事件而言，互联网在如下四个方面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它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换中心；（2）它为讨论提供了平台；（3）它起到动员结构的作用；（4）它有助于发现、寻找外部结盟。在厦门和番禺，熟悉互联网的居民将互联网用作一个关键的信息交换中心，并在网络空间交换有关PX工厂或垃圾焚烧厂潜在危害的信息以及政府的有关回应和决策。此外，互联网使业主能够跟踪维权事件的发展。上述信息为进一步的行动建立共识。通过互联网获得相关的信息，居民们能够有效地参与互联网论坛和即时通讯系统上的在线讨论，他们所讨论的内容包括可能的行动策略、行动的法律依据，以及其他组织工作（例如反对的场所、寻找可能的结盟等）。它还有助于强化公众的关注度和注意力，并促进参与者对两个项目相关知识的
 了解与学习。关键的维权行动者可以发布帖子来呼吁大家行动起来，这种号召在互联网上很快就散播到大量潜在的参与者之中，因此互联网也起到了动员手段的作用。此外，互联网有着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它只需要一个单一的中心就可以完成大规模的动员行动，这个过程并不需要一个复杂的且等级化的正式组织，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没有环保非政府组织或业主委员会等正式组织参与的情况下，“去组织化”的公众集会依然成为可能。这两个维权行动的“去组织化”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现有文献中的观点，即基于互联网的维权不一定需要指挥中心，维权一旦被引发就很难进行控制。互联网也使人们更容易找到支持者，例如，在厦门的反PX维权中，赵教授的观点和其他表示同情的异地新闻报道经常被维权行动者引用以支持自身的主张。同样，在对番禺垃圾焚烧厂的维权行动中，表示同情的新闻报道、文章和一些反垃圾焚烧厂的专家观点都被引用来支持维权行动者的诉求。

然而，期望互联网在短时间内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并不现实。就本章所考察的两个案例而言，互联网在其中所发挥的四个功能是在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积累后才逐步发挥起来的。在这两个事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集体维权行动仅发生在事件被公之于众的两到三个星期之后，这在番禺的反垃圾焚烧厂案例中尤其明显。即使是2009年11月23日的活动，也直到很晚的阶段才得以发生。事实上，利用11月的公众接待日的想法早在9月就产生了，但它并没有激起任何反应；直到10月，对这个想法的支持者也仅局限于少数关键的维权行动者中；直到公众接待日即将到来时，该提议才得到公众的全力支持。事实上，公众维权行动的动员是随着线上和线下行动之间的相互互动和强化才渐渐得以发生。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中心，它有存储大量信息的能力，同时它可以让用户快速地查找和检索相关信息。这些特性使得互联网在加强和支持维权行动动员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这两个案例。在维权行动刚开始，相关信息比较缺乏、令人混淆，而行动处于“无政府”状态，此时互联网作为一个知识中心能够帮助早期阶段的维权行动者获得与抗议有关的信息。互联网的网络互联（networking）作用使潜在抗议者能够
 找到志趣相投的人。在这两个案例中，早期阶段的维权行动者可能并没有明确的想法，甚至没有意向要发起一场公共的集体维权行动。他们只是出于个人的不满、保护自己的权利的意图或者公民责任感而在网上才发布帖子。在这两个案例中，大多数互联网上的讨论在一开始都是相当有限的、地方化的。尽管随后在参与者之间出现了有关所面临问题的性质和行动必要性的一致意见，但这些共识也主要局限于少数志趣相投的维权行动者群体（至少在番禺案例中是这样）。笔者随后对维权行动者的访谈发现，这些志趣相投的群体除了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没有计划发起任何大规模的行动。换句话说，尽管居民之间存在初步的一致意见，但在决定性的转折点出现之前，仅有规模相对较小的维权行动发生。

这两个案例中，标志着地方政府决定转变且象征着行动成功的决定性事件并不是组织者周详设计的行动所带来的。实际上，参与者的数量之多超出了组织者的预期，这一点与其他传统维权行动中的许多其他决定性事件类似。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行动具有Shirky（2008，Chapter 7）所描述的快闪（flash mobs）行动的特征，即这些参与者在走进公众视线之前以一个潜伏群体的状态存在。在整个动员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协调而不是预先的组织，组织者主要通过最初的提议来激发集体行动的发生。就网上动员而言，协调者通过建立对该项行动的共识，把相关信息向潜在参与者的散播来达到快速动员的效果，这种速度是传统维权行动的组织者所无法想象的。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当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业主在网上寻找有关信息时，网上讨论的规模也就被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当业主之间的共识开始得到加强并超过临界值的时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业主/居民相信他们应该并且能够通过发出呼声表达他们的担忧，从而有能力改变现状。当有最新不利信息涌入虚拟空间，成为网民热议的话题时，紧迫感就很自然地在讨论参与者中滋生。关于项目具有危害的广泛共识、网民群体中被增强的权能感以及紧迫感三者结合并最终激发了必须立即行动的动力。这样一来，网上论坛就类似一个动员集会，在上面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情绪高昂的发言在互联网上同时发布，而互联网的影响触及了上百个、上千个网上参与者的内心。不过，从上述分析也可以发现，网上动员通常是无计划、无组织的，而且只有当
 行动的外部环境成熟的时候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互联网的影响力不应该被过度夸大。特别地，互联网在集体维权早期阶段的动员能力其实是相当有限的。

比较上述两个案例也可以发现，厦门和番禺的维权行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异可能集中体现了社会/政治环境对互联网的充权潜力的约束。第一，媒介环境在这两个城市有所不同。在厦门，互联网作为另类媒介起到了打破信息闭塞的作用。相比之下，在番禺，有几个主要的新闻报纸倾向于支持业主维权行动者；在此情境下，互联网仅仅在传递来自传统大众传媒的信息方面起到了补充作用。广州较为自由的媒介环境也影响了互联网在集体维权后所发挥的角色。比如，在反对垃圾焚烧厂的抗议之后，番禺JWJ业主网上论坛变成了一个环境信息资源库，但是这样的转变从未在厦门发生。

第二，尽管互联网在这两个城市中都促进了群体维权行动，但是由于政治环境的差异，这两个城市中参与者的组成并不相同。厦门反PX事件中的大多数参与者是家庭主妇、年轻的自由职业者或小公司雇员，这些人群并不在国有或事业单位工作。与厦门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番禺反垃圾焚烧厂维权事件中的参与者来自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甚至包括地方政党和政府官员。当然，这可能与番禺反垃圾焚烧厂抗议事件以公众接待日为行动方式而拉开帷幕有关。

在这两个城市，在警方如何应对维权行动者方面也有显著的差别。在番禺，警方采取的是低度干涉的方法应对在公共场所散发传单、寻求请愿签字、号召车辆集合、在地铁和购物中心带着防毒面具进行表演性抗议的维权行动者；尽管警察也会“邀请”他们到地方派出所来质询，但是没有一个人被拘留。

尽管互联网具有很高的普及率，但是互联网在动员方面的重要性经常被夸大。事实上，对番禺维权行动者的跟踪访谈显示，仅仅依靠网上动员是不足以达成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在线动员只能涉及一小部分潜在的支持者，因此线下动员手段仍然非常重要。因为很大一部分部分居民还接触不到互联网，网上动员还受到了数字不平等的限制。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
 数据，2007年互联网普及率为12.3%，即使把各省的数字不平等考虑在内，福建省的互联网渗透率也只有大约20%。显然，就上网条件方面的数字不平等限制了网上动员。一项关于厦门反PX项目维权行动的调查显示出，在反对PX项目维权行动期间，只有22%的被访者曾经在互联网或网上论坛上表达他们的观点，而60%的被访者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与其他人交流，71%的被访者通过新闻报道得知有关这个事件的消息。这表明尽管对维权行动而言互联网是一个重要的交流渠道，但只依赖互联网是远远不够的，其他的动员手段仍然必不可少。此外，亲戚、朋友和同事对民众参与维权事件的影响要大于新闻报道、网上评论和其他方式的影响，这或许意味着互联网的动员作用只是间接的，其动员效果同时取决于线下社会互动的状况。


四、结论


本章考察了两起集体性事件——厦门反PX项目抗议和番禺反垃圾焚烧厂的维权行动，并且集中研究了中国城市中互联网对维权动力的贡献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是（1）一个信息中心；（2）一个讨论平台；（3）一个动员结构；和（4）一个寻找外部支持者和盟友的工具。尽管互联网在大规模公众抗议时期（也是事件的顶峰时期）有助于群体维权行动的协调和组织，但是它们的积极贡献是在线上和线下行动的动态互动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互联网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促进群体维权行动的发展。具体而言，在事件发展初期，网上只有小规模的、零星的在线讨论；此时互联网主要起到了讨论平台的作用，其动员能力则非常有限。然而，来自网上讨论的小范围的初步共识为得到外部支持者对维权事件的共鸣打下基础，而这种共鸣能够在关键时刻起作用。而且，网上信息披露和网上讨论不仅培育了更为广泛的共识，还有助于找到外部结盟。一旦环境成熟，对公众维权的动员可能会出现，而一旦出现，其进展将会出乎意料的快。然而，在上述案例中，采取行动的紧迫感和充权感充当情绪触发器的角色，它们对动员的实现必不可少。因此，互联网促进集体维权的机制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都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维权行动的发展而演化。同时，互联网对维权事件的贡献也受到
 线上和线下维权行动相互作用的影响，而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又进一步受维权行动所嵌入的特定的媒体/政治环境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对维权行动的影响不应该过分被强调。实际上，在本章所考察的两个案例中，互联网在维权行动早期阶段所发挥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同样，互联网的充权效果也受到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环境的约束。像厦门这样的城市，政府不仅严格控制着媒体，也试图在抗议事件过程中对潜在的参与者进行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政治环境意味着互联网最重要的作用机制是作为信息披露平台，而互联网的动员能力主要限于那些较少受制于传统政治控制约束的人群。与之相反，在广州这样的城市中，大众传媒享有更多程度的新闻自由，而维权参与者也较少直接受到约束；在这样的环境中，互联网能够发挥更加多样化的功能，它不仅可以扮演讨论平台的角色，还可以扩大来自大众传媒的观点，并在维权后期阶段直接动员民众参加公众接待日。在反对垃圾焚烧厂的抗议之后，一个网上业主论坛甚至变成了垃圾分类和处理的信息资源库。在某种程度上，大众媒介环境和线下政治环境（例如公众投诉渠道和政治控制的意愿与能力）对互联网的动员能力的形塑力不亚于互联网审查制度的影响。邻避维权动力与外部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似乎表明，私有产权自身以及业主对私有产权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保护的意图并不必然可以转换为集体行动，这一转化有赖于不同业主群体之间对问题的共识、维权者的动员以及外部的有利/制约条件。可见，未来的研究有必要结合具体的社会脉络来探讨住房商品化与邻里政治、市民社会发育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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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部分内容翻译自作者与叶毅明教授于2012年发表在《比较亚洲发展杂志》第11卷第2期的文章：《互联网与中国都市中的行动主义：对厦门与番禺抗议事件的案例研究》。


[2]
 社会行动“企业家”是出于个体怨恨/不满而承担起社会行动的个人，他们主要依赖自身技能来从事社会行动。


[3]
 http://www.xmfish.com/.









第八章　讨 论


城市基层自治、市民参与和基层民主等议题是中国城市社区研究的核心议题（何艳玲，2007；孟伟，2007；桂勇，2008）。随着住房私有化、市场化和商品化，越来越多的居民变成业主，商品房小区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在这个宏观的社会变迁脉络中，不管是基层社区治理的制度框架（李友梅，2005）、邻里空间的性质，还是居民（业主）与邻里之间的关系都在不断地变化和演进。在新的社会情境下，本研究较为深入地考察了上海的业主行动，该研究不仅有助于重新审视上述“经典”的议题，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城市基层（至少是上海的基层社会）的了解。此外，本书的研究发现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城市研究的若干重要议题，本章也将对其进行简要的讨论，并指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随着“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基本原则的确立以及《物权法》的生效，住房所有权对国家—社会关系、城市基层新公共空间、邻里政治等多方面的意涵也受到学界的关注，并引发了诸多讨论（相关讨论详见第一章）。较为乐观的论断认为，新的邻里空间是基层民主和市民社会发育的沃土（夏建中，2003；桂勇，2001）。然而，较为后期的研究往往持有较为悲观的态度，认为新商品房小区中的邻里之间的利益联系被削弱，并造成邻里空间的“空心化”（桂勇，2008）。限于当时的社会情境，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社区研究往往以居民委员会为中心而展开。近年来出现的业主维权行动不仅为我们重新反思城市邻里空间的性质提供了新的窗口，也为我们反思
 住房所有权与业主行动/邻里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机会。换言之，新型的邻里空间以及基于物权的业主行动主义为城市社区研究提供了新的议题和内容，可能有助于打破以居民委员会为中心的研究格局。

社区不只是一个空间单位，更重要的是住户之间因共享利益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一个社区中，住户之间具有认同、存在互动；社区作为一个相对闭合的社会单元，它会利用与外界的联系增进自身的利益（Paddison, 2001）。回溯过去10多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住房类型及房屋产权的变迁给城市社区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变化，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社区空间的性质。一方面，住房私有化销蚀了以单位、福利为核心的住户与社区之间的利益纽带；另一方面，住房市场化以及住房所有权的确立强化了业主与社区之间的物质利益联系。随着业主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这种利益联系，他们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也得到了加强。这不仅体现在一般的社区参与活动（详见第二章），还体现在参与维护自身/社区利益的集体性维权行动。这些活动既可能是为了维护基于房屋所有权的合法诉求和权益（第四章—第六章），也可能是为了推进与住房所有权无直接关系的邻避型诉求，后者往往与居住环境的质量紧密相关，行动范围往往超越单一的居住小区（第七章）。

值得一提的是，住房产权对社区空间性质的影响并非突然间得以实现的。实际上，从公共住房向自有住房过渡期间，尽管自有房产越来越普遍，但业主群体并没有马上意识到自身与小区之间的利益纽带，从而导致了短暂的邻里空间“空心化”现象。虽然房屋产权是业主与小区之间利益纽带的基础，但业主对该利益纽带的认识受制度与社会情景的强烈影响。中国的城市住宅采取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房屋产权不仅包括专有产权，还包括小区内共有部分的共有权，后者的管理权则属于小区所有业主（业主大会），并通过业主委员会行使（陈幽泓，2009）。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业主与小区之间的利益关联不仅体现于自有房产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体现在小区共有产权及相关的合法权益。一方面，该利益纽带为业主参与维权行动提供了推动力；另一方面，业主行动又反过来逐渐提升了业主对于自身合法权益、与邻里集体利益之间关系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说，住房改革对邻里空间的塑造是以具体的制度安排及业主群体对自身合法权益的感知与认识为
 前提条件的。

住房改革在改变业主—邻里关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政府、居民委员会等行动者与邻里空间的关系。在新的城市邻里空间中，居民委员会传统的以社会网络为基础的管理和控制策略的有效性大不如前，这在封闭式门禁小区中尤为明显（孙小逸、黄荣贵，2012）。随着传统社区治理手段有效性的减弱和业主维权行动的增多，地方政府也在探索吸纳业主维权行动、提高社区治理能力的新型制度安排，试图重造“可治理的”邻里空间（孙小逸、黄荣贵，2014）。这种制度创新既有助于减少与产权相关的纠纷，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业主集体行动（特别是跨小区集体行动）的能力。从这个意义来说，物业管理制度和基层治理组织架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业主行动的组织化程度（黄荣贵、桂勇，2013）。这似乎也支持了如下观点：尽管上海基层社区管理是有效的，但社区治理已经变得无效。
[1]

 可见，自有房屋产权对基层市民社会的影响是以其所嵌入的社会制度为中介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就目前的观察而言，基层政府似乎能够较为有效地吸纳业主维权行动。因此，近年来在多个城市出现的业主委员会联合会在多大程度上可看作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自治性的市民社会组织有待进一步考察。

邻里空间的新变化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窥视城市政治的新窗口。这反过来要求研究者超越社区的范畴，深入考察业主行动、社区治理以及宏观的城市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有研究指出，开发商利益集团对业主合法权益的侵犯是业主维权行动的深层次原因（张磊，2005）；然而，该研究并没有深入分析房地产利益集团形成和运作的机制。不过，关于城市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行为的现有经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洞见（周飞舟，2010；李国武、范远，2013）；部分城市研究的文献则从“通往都市的权利”等理论视角出发来理解都市发展、住房权利制度以及业主行动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Shin, 2013; Weinstein & Ren, 2009）。此外，也有研究者尝试拓展
 “都市增长机器理论”，从中观层面理解都市增长与业主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Sun, 2014）。上述讨论表明，今后的研究有必要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考察城市增长和经济发展与社区治理和业主行动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形成机制。

最后，正如本书所指出，互联网在业主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互联网所发挥的功能似乎与维权者群体的特征以及维权行动的性质具有密切的关系。就业主行动而言，大部分基于住房产权的维权行动仅局限于小区范围内；同时，受制于《物业管理条例》，这些维权行动的动员目标往往是争取小区内大多数业主的支持。在这些地方化的维权行动中，主要的参与者是中产阶层业主，他们往往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上述特征意味着互联网的首要角色在于动员小区内居民而不是公共舆论；即使互联网发挥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功能，对应的垂直型联系也往往局限于维权业主群体与小区外行动者之间，其社会影响面比较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业主行动均局限于小区层面。近年来涌现的环境维权事件表明，
[2]

 公众对生活环境质量（特别是与健康相关的环境质量）的诉求成为维权行动的重要推动力，因此环境维权可看作基于空间的维权。在此，业主行动部分地与环境维权相重叠（Purcell, 2001），中产阶层业主对居住环境质量的要求成为环境维权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就这种类型的维权而言，互联网至少发挥了如下多种功能：互联网通过信息传播强化了公众的权利意识、环境意识以及他们对居住空间的愿景，而意识与愿景则进而成为共意动员的基础；在特定维权事件中，互联网发挥了制造共识、营造舆论以及公众动员等功能；互联网促进了维权事件的扩散，从而加强了后续维权行动的动力，包括维权策略、框架与话语、政府应对方式，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邻避型环境维权可看作公民社会的先声，值得研究者给予更多的关注，而业主群体在这些集体维权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进一步观察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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